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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我的书《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及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将在中国出版。自从1994年我第一次在中国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经常与同行们互相切磋，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个人便在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中受益良多。我希望这本书能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我的绵薄之力。我更希望这个中译本有助于加强这种学术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也希望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到来自同行的批评，倘有不当之处，恳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这本书着重描写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文明进程中属于一个社会发生剧烈转变，各方面成型的特殊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北方边疆地区与它南部的周朝政权之间关系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通过这本书，我尝试着利用无声的考古学资料来描绘社会变化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变化、社会政治进程、身份标识的形成，以及地区和跨地区交流的发展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借鉴了一些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以及统计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分析方法。

我希望此书的一些结论能得到远在中国的同行们的认同，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认可我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和我在此书中所用到的分析方法。我认为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也适用于其他时期的其他文化。我相信运用其中的一些方法去开展其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其他问题的理解，也有利于提高他们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素养。

在我这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刻，我要感谢所有为此书的出版作出过贡献的朋友。首先我要感谢余静博士，是她选择翻译这本书，是她的刻苦努力，才使得这本书有了中译版；其次我要感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宋玉彬所长对此书的出版所进行的资助；再次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副所长为本书作序；感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沄教授、滕铭予教授以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玲女士对中译本提出的修改意见。同时，我还要感谢Equinox出版社的Valerie Hall和Janet Joyce，谢谢他们的合作。

吉迪

2011年4月25日


序

《中国北方边疆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是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的第二部专著。该书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视觉与空间分析等方法，借鉴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公元前第2千纪后期至第1千纪前期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描绘了北方地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为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北方地带的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作者曾参加中美赤峰地区区域系统考察，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材料比较熟悉，又曾长期在美国和以色列从事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对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相当了解，他的某些说法虽然跟我们熟悉的不很吻合，比如提出北方地带向游牧经济的转变是一个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虽然该时期政治、经济的变化非常重要，但最初阶段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力，尤其是在和欧亚草原乃至西方的跨地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的地区认同则是最有意思的变化等，都是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综合分析得到的，因而具有启发意义。

这本书虽然刚刚问世，却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注意，相信译成中文出版，一定会得到我国学者更加广泛的关注。译者长期在吉林大学受教，又曾在以色列进修和从事研究工作，对我国北方地区考古和作者本人的研究都是熟悉的，译文流畅，对概念的把握准确到位，相当完整地把作者的原意译成中文，这在青年研究者中是不多见的。有鉴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我非常乐意推荐此书出版中文版，借此推动我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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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步入了大学殿堂，为了准备本科论文，我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田野工作。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这段时间里，这一地区曾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繁荣的农业经济在公元前2千纪时开始衰落，人口急剧减少，社会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这一变化正好与中原地区晚商和周代的政治发展进程相吻合，重建整个地区的地理政治系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进行了一年的田野工作之后，我开始确信我之前所认为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崩溃的时期，恰好是赤峰地区社会开始兴盛的时期。通过调查得到的这些数据陆续在我的书和文章中发表，对这批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这一地区人口相对较为稳定。从我所调查的这一时期诸多遗址的规模及分布的地域看，这一时期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这之后，我主要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去探索赤峰地区的发展轨迹。同时，我也重新开始思考这个没有通过系统研究，仅仅从潜意识里滋生出来的想法，即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到底是什么使原有的轨迹中断了？虽然之后对赤峰地区的研究证明了我的大多数结论是对的，但我还是对我最初的这种毫无根据的理解而深感不安。甚至当我开始发表我的研究成果时，我依然感觉到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这一地区甚至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即便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经济或政治变化，也应该还有别的重大事件发生。这种在北方地带发生的变化，具体内容应包括新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出现新的纪年方式和新的文化特质。从地区内部及跨地区这一层面来说，似乎在这一时期内，社会内部原有的势力平衡被打破，政治实体之间的远距离交流也在日益加强。

正是由于这些最初的直觉，才有了今天这本书的出版。在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为了完成这个研究，不能像我的第一本书一样仅在一个小的地域范围内探求其发展轨迹，而必须拓展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的地理范畴，在这本书里，我将着眼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甚至是更大的范围，不但要关注经济、政治带来的影响，更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层面，如身份标识的确立、如不同文化之间交流所带来的影响等。

虽然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会再沉溺于这种源自“意识流”的研究，但对目前这项研究我依然满怀期待。收集这些数据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之前的研究领域和已有知识的限制。有时，要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弄清楚并让他们对我的数据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说话”更是难上加难，但我确信，这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我相信，这将使我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加全面地理解历史，这个地域不仅指中国北方边疆地区，还包括在一段时期内与这一地区有着某种联系、社会正经历着重要的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地区。我希望不仅是东亚的专家，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和学者在进行类似研究时，都会对我所阐释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的过程感兴趣。


第一章 绪论

这本书重点研究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游牧-定居并行方式最初形成时期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指现在中国境内的北方边疆地区）。这一地区现在被称作“北方地带”，在该地区特有的经济适应性、社会政治体系、地域文化和身份标识形成的重要时期，定居、半定居和游牧人群竞相登场。也是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周）政权与他们的北方邻居之间的界限真正形成，同时，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界定不同人群的身份标识，并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

揭示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进程，为东亚历史提供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补充资料是这本书独特的历史价值所在。同时，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利用考古学及人类学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很多地方进行研究的有趣案例：什么才是新经济体系发展的动力（政治、经济、社会）？在地区这个层面上，地区范围内与跨地区交流对社会发展进程有什么影响？这些交流又是如何发生的？身份认同是怎样进行的，目的是什么？最后，这些身份标识又是如何通过物化的形式，如衣服和装饰、宗教活动、有选择性的食物来实现与外界文化的区分？

考古学及人类学家研究这些类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如Bruck 2004；De Marrais，Castillo and Earle 1996；Emberling 1997；Feinman and Nicholas 1992；Fisher and DiPaolo-Loren 2003；Meskell 2001；Sherratt 1995；Wells 1998）。怎样通过考古学资料和稀缺的文献来解答上述问题？我认为不能只在理论上提出这些方法论命题，而是要达到当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变化时，这些特定的考古学资料能真正体现这种变化，并能够提供社会内部互相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这项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析和相关问题的研究来建立新型的理论和方法。本书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分析框架，对这一地区具体的考古资料（其中有些并未公开发表）进行了分析。我对自己以前开展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和我的同事一起查阅了过去十年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研究成果（Shelach 1998；Shelach 1999；Linduff，Drennan and Shelach 2004），其中也包含一些关于文化交流过程的研究成果以及我自己建立起的关于地区与跨地区身份标识的成果（Shelach 2005）。我所谓的北方地带东可达东北（今天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西经内蒙古抵达甘肃。这本书第一次连续多角度地分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对北方边疆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内地理政治体系的影响，并对北方地带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学分析，它描绘了北方地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并建立起东亚广大地区的地理政治体系。

这本书在充分利用这些考古学资料基础上，运用各种方法（比如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视觉与空间分析）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北方地带向游牧经济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非传统观点上的突变。同时，这本书认为，虽然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非常重要，但在最初的阶段，思想上的动力尤其是地区身份标识的形成可能是最富含意义的变化。这些地区身份标识是在跨地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的，通过与东亚草原乃至西方的交流，这些象征符号被用来界定北方地带人群，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意识的创建地区身份标识，使之与当时南方的“华夏族”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这个框架下，上述理论和方法便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适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在世界其他地方，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比较研究（例如Bruck 2004；Eicher 1995；Feinman and Nicholas 1992；Fisher and DiPaolo-Loren 2003；Hansen 2004；Wells 1998），通常用于研究地方化进程。同时，这种类比研究更容易为东亚以外地区进行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所理解。

新秩序的萌芽：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600年东亚地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草原和播种”
 
[1]

 这一描述游牧与农业生活方式鲜明差异的比喻在东亚地区非常著名，并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定居农业与游牧的生活方式通常在口述历史和文献中被提到，与产生于此地的艺术一样，这都应归功于本地身份标识的产生、形成和加强。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长城为这两种生活方式提供了最为准确的分界线，但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产生其实早于这一地区长城的建成。而且，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最具代表性差别的出现其实早于这两种社会之间人为分界线的产生。

有关长城的比喻是静态的，而我这本书描写的则是变化：在公元前1千纪这段时间内东亚地区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持续了2500年的地理政治格局。

关于中国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几乎家喻户晓，同时也见著于史籍（Falkenhausen 1999；Hsu 1999；Hsu and Linduff 1988；Pines 2002）。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同时期发生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草原及半草原地区的变化。以往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地区层面上的变化和跨地区交流形式的变化，而这恰好是我这本书将要涉及的。我希望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来加深对这一地区历史的理解。

60年前，历史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40：21）道出一句流传很广的格言：“中国长城所界定的这条分界线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容置疑的边界线。”但读者很少注意到此书中之后的几页，欧文·拉铁摩尔（1940：25）对这句话进行了限定，他认为同时应该关注人类的动机和行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长城并非不容置疑的分界线，只是“人们在不断强调长城两边环境不同而派生出的分界”。由此可知，人们事实上曲解了欧文·拉铁摩尔的本意。直到今天，由于环境条件、经济适应性和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之间明显的差别使得很多学者仍坚信“草原和播种”这种描述两种不同经济方式的概念适用于史前时期。例如，墨菲（Murphey，1989：51）关于长城的观点“中国的长城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屏障……而且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分界线，游牧民族与华夏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同样的，阿斯卡诺夫（Askarov）和他的同事认为，“公元前2千纪居住在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及其他地区的畜牧民族及长城以南的华夏民族在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原始艺术等方面完全不同，因此，他们属于另外一个族群，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文化”。

最近有很多研究开始质疑这个观点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一，草原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的经济及社会结构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要更加多样化，一些在草原社会流行的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也出现于定居农业社会（Di Cosmo 1994；Honeychurch and Amartuvshin 2005；Shelach 2004；Frachetti 2004）。第二，现在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带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农业经济社会和畜牧经济社会之间跨地区交流的历史比传统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这一事实让我们相信，这些地区间的交流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从而与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如，Barfield 1989；Di Cosmo 2002；Johnston1995；Pan 1997；Rossabi 1983）。

以农业为基础的华夏民族政权与以游牧为基础的草原部落社会之间的差别往往被简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理想的两分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它可以让东亚地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变得明晰。然而，这个理论框架适用于年代相对较近的研究，而拉铁摩尔所描述的地理政治体系的形成，在我的分析中，只发生于公元前1千纪时期，它仅是随后2000年东亚地区迈入现代历史及各方面成型的必经之路。

但促使这种变革发生的动力是什么?根据在中国北方地区乃至更广阔地域内收集的考古学资料，接下来我将讨论，虽然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但意识形态的变化，例如地域特征的形成，则是突然发生的。本书将分析这些变化，考察它们的地域环境背景以及这些变化对当地、整个地区以及跨地区的影响。

通过比较东亚地区公元前1千纪之前和之后的地缘政治和社会面貌，可以发现这些转变非常剧烈且影响深远。在公元前3千纪和公元前2千纪之间，在包含当代中国、韩国、蒙古的部分地区以及俄国的东南部这片广袤的地域范围内，虽然这些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建立在各自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体系上的政治制度却有着很多共同点。最显著的是在公元前2千纪时，黄河流域附近及中原其他地区的社会结构，政治分层和经济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发展水平。然而，东亚地区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更多在于规模大小的区别而非社会性质的不同。如果有可能俯瞰一下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我们可以观察到建立在广泛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复杂程度不一的社会政治分层，和千篇一律的社会政治体系（Underhill 1997）。而且，虽然考古学资料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存在着跨地域交流体系，但并无证据显示地域特征已经形成。

公元前1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公元前100年）社会政治结构呈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个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由至高无上的皇权所领导的分层社会所占据，并被高度集中化和多样化的官僚政治所统治。经济上，这些政权是建立在密集的灌溉农业和专门化的物质生产体系之上（Bagley 1999；Chang 1980，1986；Hsu and Linduff 1988；Keightley 1999；Liu and Chen 2003）。而在这些中央政权统治之外的但后来归属于中央王朝的其他地区，存在着较为单一的政治形态。比如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的匈奴，就曾占领过广袤的领土，创造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系（Barfield 1981；Di Cosmo 2002：206-52）。然而，与中央政权相比，这些社会均拥有较少的社会分层。他们的经济体系呈现出多样化但并非专业化的特征，其经济方式为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Di Cosmo 1994；Shelach 2005）。

而且，中国的早期文献并无明显的歧视和疏远非华夏族的明确记载。然而，公元前1千纪后期则是一个明显的分界，从这一时期开始，每个民族都视其他民族为异类。这种“文明”与“野蛮”抑或是“草原与播种”之间的对立在东亚地区持续了至少2500年。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可以视为这两种不同社会加强这种对立的代表性建筑。然而，这些外在特征的不同不能依靠器物的不同和人为的政治壁垒来实现，这两种模式之间的鸿沟存在于并未划分分界线之前，甚至存在于这两种模式都处在同一个单一政体统治之下的较长时间范围内。但是，就像前面所指出的一样，农业社会和畜牧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和中国周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比传统模式中要复杂得多，这也让我们相信，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潜在影响不应该被低估。在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二分法能始终保持其活力，并能契合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在这里，我必须对这本书中涉及的两个名词进行说明，“中国”和“中国人”。虽然我意识到“中国人”这个形成于周代晚期并仅在帝国时期正式使用的名词完全是个时代错误，然而，我发现几乎不可能不用到这两个单词，最后，我尽可能将这两个词限定在一些场合并限定了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在目前中国境内的所有地域。另一种更富有深意，或者说是一种更具有争议的用法，即是将周代所统治的区域称之为“中国”，他们的文化称之为“中国文化”。这种用法使用方便又目标明确。虽然这些政权统治下的人民并未将自己称为“中国人”，而是被后人称作“中国人”，但这个词的产生有它的道理，因为被我们称为帝国时代早期的中国文化，如汉语、重要的历史文献、社会或政治准则、宗教信仰及艺术形式，这些早在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便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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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ewe 1999）。称这些人为“中国人”表明正是这些人创造了最初的中国文化，也由此将他们与居住在遥远地区的非周朝统治下的人民区分开来。

上面我对比了公元前3千纪与公元前1千纪末期这两个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用以说明变化的发生。然而，总是关注极端个别的方面会使变化显得琐碎并且使变化的发生充满着必然性。要理解这些变化，我们更应该关注变化发生的过程、人们的动机以及变化发生的动力。最近关于“草原与播种”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后期阶段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与其周边（或者邻近）畜牧业社会间交流的研究比较多（如，Barfield 1989；Di Cosmo 2002；Poo 2005），但对这两种生活方式成型阶段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关于公元前1200-公元前600年之间变化的一般特征目前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更不用说讨论变化的细节、变化的成因及变化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了。

这是一本需要我们用智慧去理解史前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变化的书。这本书研究的核心仍是最简单也是最传统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这本书里，我努力去理解东亚地区在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哪些方面仍在持续性发展，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当然，我并不认为我能得到明确的答案。因此，我的目标不是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而是建立不同的模型，通过多维的分析来形成关于地区和区域发展过程的完整设想。

这本书尝试着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不同角度来描述历史。这个尝试使我遇到了很多困难，迫使我做出方法论的选择。虽然我们讨论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前时期（因为黄河流域公元前1200年便开始有了历史记载），但我相信，其本质上仍属于史前。因此，为了研究需要，在进行史前研究时仍参照了部分历史文献。然而，我更关注考古学资料，引用历史文献多为了说明问题而不是为了分析问题。长久以来，关于东亚社会政治面貌形成的研究以及中原政权与草原半草原地带畜牧业社会之间交流的研究多依靠的是残缺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多成书于公元前1千纪后半期（如《左传》），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著作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公元100年之间。生活在帝国时代早期的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和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其作品主要立足于历史时期（请参照Di Cosmo 2002和Pines 2005的研究成果），这些作品对畜牧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及他们与中原政权的关系都有着歪曲的描绘，他们经常把自己生活年代发生的事情写成前朝的历史。他们隐藏着自己的写作动机，对畜牧人群一成不变的描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持续很多年。然而，这些著作中提供的有些片面的信息却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很多中国的古老文献，只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战争，却很少有诸如物品交换等交流信息的描写。

通过调查或发掘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复原这一地区的历史，并重建当地公元前3千纪开始的社会发展轨迹。然而，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个过程中的障碍。举个例子，在以前，收集和分析考古学资料也受到历史学家偏见的影响。因为要讨论的很多地区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边缘区，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常被认为是毫无意义或枯燥乏味的，因此，直至现在为止，与更“中心”的地区如黄河流域相比，这一地区已经开展的考古工作并不充分。而且，对这些地区资料的解释在很多场合均被赋予了不合时代的色彩，并且这些陈腔滥调也被带入现代研究中。如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直接将考古学记载与司马迁及之后的历史学家所提及的部落名称相对应。现代研究也利用机械的模式来解释在北方地带发生的变化，包括由于外部动力诸如剧烈的气候变化或来自西方的入侵而导致了畜牧生产方式的兴起等论调。

即使对公元前1千纪时期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社会进程没有任何倾向的学者，也会因为缺乏有深度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而只好开展一般性的大规模调查。因此这些调查并不能精确识别不同的地域类型（cf.Di Cosmo 1999；Watson 1971）。这本书通过提出明确的研究课题，如关于经济形态、社会政治组织和地域身份标识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变化的等问题，我尝试着克服以往的这些缺陷，而重点关注特殊的资料类型，并对与社会政治及经济有关的资料给予更多的关注。期望能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系统研究这些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将尝试着从地区角度，加强对跨地区交流范围及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居住在现在中国边陲的草原社会内部及其与他们的“中国”（华夏族）邻居之间的交流对区域二分法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我将扩大我研究的空间范畴来介绍远程交流，同时，须指出的是，与其将广大地域内物质文化的普遍相似性解释为东迁移民浪潮的证据，与其讨论某种特殊特征的起源，（cf.Bokovenko 1996；Hall 1997；Wang 2004b；Wu 2002a；Yablonksy 2000），不如将这些现象综合，纳入我对地方进程和外部文化是如何影响到当地群体和个人等问题的分析中去。

这本书整合了较大地理范围内的大量考古学资料。我希望通过仔细分析这些资料，综合历史学和人种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从人类学起源模式中得到的认识，来尝试解读东亚地区的历史，这种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研究。群体和个人身份标识的研究仅是我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史前或现代时期的一个方面，更具体地说，通过本地特征的发展规律和通过使用外在的特征符号及表达方式来重建地方的身份标识，被认为是解释地区历史的一个基础工作。关注“身份标识”这个课题，讨论它是如何建立、如何使用以及如何通过器物和特征符号来体现等问题，可以为这个在人类学历史上占据了较长时间的课题带来新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如，Barth 1969；Cohen 1985），然而这个课题最近才被考古学家正式提出来（如，Emberling 1997；Fisher and DiPaolo-Loren 2003；Meskell 2001；Shennan 1989）。北方地带身份标识建立的过程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可以为世界其他地区的考古学家提供丰富的对比资料。

这本书的另一个作用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畜牧经济的发展过程以及以畜牧业为基础的社会和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交流。就像伦弗鲁（Renfrew 2002）最近所指出的，只有深入分析详细的案例，我们才能期望重建北方地带及其东部地区丰满且富含变化的历史。而且，以本地化进程为背景，开展地区和跨地区交流的研究对我们理解畜牧经济社会，以及游牧人群和定居人群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如，Amitai and Biran 2005；Bar-Yosef and Khazanov 1992；Khazanov 1983；Boyle et al
 . 2002）。因此，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畜牧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料，从理论角度阐释了经济及社会政治体系的形成过程，并提供了他们与以农业为基础的临近社会之间的交流方式等方面的信息。

本书的结构

这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即绪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即结语）。第二章主要介绍这本书的基本原理。事实上，以往的很多研究也承认在公元前1千纪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带的变化导致了当时的社会转型，甚至也以这些变化为主题进行过讨论，但是他们很少交代这种结论的依据，其结果也很少受到系统的检验。而我这本书不是要去论证变化确实发生过，而是要提供客观的资料来证明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这段时间内社会不仅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在继承性的发展。为了这个分析目的，我将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角度对这四个亚区进行了比较。共包含了以下要素：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等。可能会有人认为这种讨论会影响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识，但它可以启发我们对下一章将要讨论的社会继续发展和发生变化等问题的思考。

第三章的标题是“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从农业向畜牧业的转变这一经济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北方地带社会形成及其与中原社会互动关系形成的重要历史进程。在回顾了以往学者对北方地带及其他地区畜牧业起源的解释模式之后，我提出通过分析残留的食物和工具等考古学遗存来考察在消费和生产方式上发生的变化，我特别强调要重点对与农业或者畜牧业相关的动物骨骼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再将这种遗存与定居人群的同类遗存进行对比，从而可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模式。以地理信息系统作为分析的手段，我比较了自己在赤峰地区调查所得数据（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北方地带开展的唯一的一次系统调查）中含有农业与畜牧业资源遗址的地理分布，比如通过比较适合耕种的土地和水源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北方地带经济适应性和流动方式的变化，同时，这些数据也表明了这种变化的发生并非像以前所宣称的是彻底的颠覆，而是以一种较缓慢的速度进行的。一直到公元前1千纪中期，农业在北方地带的很多地方仍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这一章还将涉及气候变化的资料以及这些变化对北方地区经济适应性的潜在影响。

第四章将不再讨论经济适应性与政治结构的问题，转而进行社会层面的考察。虽然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期间日常生活方面（包含经济因素）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但人群的特征和宗教行为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因为很多新的象征符号表现为与个人行为联系密切，如放在墓葬中或者放在死者身上的装饰品或武器，便很可能是个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最近，人类学上用来构建和识别个人身份标识的模式得到了北方地带墓葬资料的严格检验。我在进行统计学分析的同时，对单个保存完好墓葬的内部结构及这些墓葬中随葬品的摆放位置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些资料均表明，在公元前1千纪，北方地带的人们通常会利用一些长期使用的器物来表达不同类型的身份，比如社会经济权威、性别及不同人群等。这种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表明研究的重点从以前关注一个小的联系密切的群体，如个体家庭、家族或者可能是宗族的外在特征等问题，转为强调与偏远地区人群的交流，以及种群身份标识的外在表现形式上来。

第五章将在北方地带和其他地域交流的框架下，讨论前几章所描述的社会发展进程。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北方地带及欧亚草原出现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技术、艺术主题和风格等方面出现明显的统一化倾向。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相似性被认为是黑海东迁的移民浪潮影响下而出现的现象。然而，最近的研究都在强调在这广袤的地域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地域特征（Linduff 1997；Yablonksy 2000）以及欧亚草原东部所呈现出来的被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主题的早期文化面貌（Alexeev 2003：55；Bokovenko 1996；乌2002a）。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相似性的出现并非偶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一章将探讨诸如思想、技术和日用品等多向的文化交流机制，我们不再关注某些特征首先在哪儿出现的问题，而是将这些现象与远程交流相关的诸如迁徙、交换及世界体系理论模式等进行对比。当小规模的人群迁徙及商品交换变得可能时，便可以显示出远程交流之所以重要，在于这些通过远程交流而获得的象征符号是北方地带内部的短程交流及北方地带与周朝人之间中程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所描述的象征身份标识的符号即是远程交流所带来的产品，它丰富多彩的表达形成，部分便应归结于这种多样的交流形式。

最后一章，我尝试着主要依靠考古学资料来描绘北方地带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变化发生的连贯模式，之后将之与中国古代文献相比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北方地带进行观察，考察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形成及它对这一地区历史所带来的影响。

我的父亲梅纳赫姆·舍拉赫（Menachem Shelach）过去常跟我说历史学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失意的科学家，一种是失意的小说家。虽然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使用了“科学的”方法，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和我父亲一样，均属于后者。虽然我自认为科学且合理地安排了这本书的结构，但我猜想肯定有读者会选择跳过中间部分而直接阅读最后的结论，看故事是如何结局，寻求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北方地带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答案。我欣赏这种阅读方式，但更希望大多数的读者感兴趣的是整本书，去更多地了解这一地区的考古学细节，去关注我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过程以及我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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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和播种”原文为“The steppe and the sown”。——译者注


 [2]
 关于“前帝国时期”这个概念可以参照Loewe（1999）的解释，“中国人”这个词的用法可以参照Yuri Pines（2005：63） 关于东周时期贵族阶层文化描写的相关内容。


第二章 变化图表：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600年这一时期的考古学遗存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分析变化的发生是社会理论中核心的问题，因为它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是如何应对自身活动所带来的影响？（Hernes 2001：14228）





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这是一本关于变化的书。这本书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并强调变化对本地区、跨地区及全球的影响。研究欧亚草原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指出，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这个时期在这一地区历史上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游牧社会由此走向全面繁荣（如，Hanks 2002：183；Khazanov 1983：92-3；Renfrew 2002：4-7）。北方地带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这个地区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并不能肯定这种变化与遥远的西方发生的变化相同，但至少可以认为，这种变化影响到草原、半草原半沙漠地区、沙漠地区以及周朝统治下的西部与北部地区，亦影响到它们与位于南方的周朝，位于北方的中亚草原社会及位于西方的欧洲等其他社会的关系。最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地理政治面貌都发生了改变。然而，有关这种变化的幅度目前争议较多。

在与北方地带相关的考古学著作中，很少有学者直接提出与变化相关的课题。然而，在我查阅了与这个课题相关的研究后发现，并非所有的考古学家均赞同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千纪时期发生了富含意义的变化。比如，田广金和郭素新，可以称作是鄂尔多斯地区史前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明确提出从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和公元前1千纪的整个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在这一地区继承性发展。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这一地区均出土了相似的陶器。然而，他们忽略了其他类型的考古学资料，但这些资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实促使我们去重新检验考古学资料，并为“继承和变化”这两种理论提出具体的证据。这个证据要求将整个地区当成一个整体，即使是每个单独的亚区也要被视为一个整体。虽然这本书研究的课题很明确，但要从可资利用的考古学资料里重建和分析变化发生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对变化的考察是考古学研究最基础的方面之一，尤其是在“过程考古学”的研究中经常涉及，即使是那些没有标榜为“后过程考古学”的考古学家，也经常涉及与变化有关的课题。有人会说，考古学家分析变化的能力虽然难以估量，但他们对文献的贡献是无形的，因为文献已经缺失或者因为他们通常会包含片面的或带有偏见的信息，而考古学资料则会用事实说话，这也正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

然而，我们如何利用考古学资料去解释变化？很少有考古学家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一些物质文化可以被量化，如不同资源的相对数量。比较不同时期的这类数据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地区发生的变化。其他方面，比如人工制品的风格和它们的装饰纹样，则很难被量化，因此，很难去比较和衡量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更别提去比较不同时期变化的幅度及意义了。而究竟哪些变化才是本质性的转变？又有哪些变化仅仅代表了流行时尚的转变？

遗憾的是，我并不能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可以尽量将物质遗存方面的数据进行合并，并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虽然我希望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但重要的信息往往被这些纷繁复杂的综合数据所掩盖，并且考古学家先入为主的认识也往往被强加于这些数据之上。因此，为了方便分析，并相对客观地呈现这些数据，就需要剖析这些考古学资料的不同方面，并将它们分类进行研究。只有进行了这样一个基础的分类和分析，并且尝试着合并这些不同的资料，才能提高我们对整个社会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轨迹的认识。这一章便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即对北方地带可资利用的考古学资料进行分类并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通过这些系统的工作，为下面几章将要进行的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将考古学事实与解释进行分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仅举一个例子，选择拟提交的数据和分析本身即是一种形式的解释。类似于这类工作，由于涵括了广大地域范围内的大量可用数据，因此如何选择数据就成了关键问题。而且，我们提交数据的方式、赋予某种人工制品的名称、或者是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类也是一种解释。虽然事实与解释之间很难准确区分，我还是尝试尽可能清晰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择、分析和解释数据。

在这一章，我将介绍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周朝统治区域之外的草原、半草原半沙漠地带和沙漠地带的考古学资料。我尽量只给读者提供资料和初步的推论（关于初步推论的意思，举个例子说，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圈土坯结构可能代表了一种家居建筑）。这一章将从这些资料中寻找能表明从公元前2千年至公元前1千年之间文化或承接或断裂的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有助于阐明变化所可能涉及的领域及变化的幅度。对这些资料的深层次分析和对这些模式的理解将在第三、四、五章中涉及。

在这里，我摒弃传统介绍考古学资料的方法，而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不同的分区。我认为这种方法有利于我们的分析。然而，在深入研究考古学资料之前，应该有一个简短的关于地理环境的讨论。

地理背景

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600年，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西周”和“东周”早期（春秋前期）。黄河和长江周围的中国中心地区，被周朝所统治。这些最初隶属于西周政治网络的各个诸侯国，当西周政权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便纷纷割据自立，冲突不断。然而，他们却都维系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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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周时期，没有明确地理边界的存在。不仅每个诸侯国均无边界，即使是周朝统治下的领土内也经常有周国以外的人居住（Pines 2005：84）。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周朝的政治边界仍没有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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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周朝统治的区域和其他人群所占据的区域（谭1996）。这些边界不应该被视作一个明确的政治和文化分界，而属于一个相对模糊的交叉地带。我在这里提出，仅仅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哪些是非周人居住的领域。

西周和东周早期，虽然不同政体的统治范围时有增减，但所有政体的大致统治区域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西周初期相比，公元前7世纪的版图仅在它的西北边境有着小幅度的扩展。

然而，似乎这一时期周朝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平原地区，山脉则形成了天然的缓冲带，将周人和非周人分隔开来。周朝的疆土在东北最远可达北京地区，那里是燕国国都所在地；其东面可达今天的秦皇岛；位于周朝中心地带的晋国可达今天的太原；从晋的西部边境再往南，沿着黄河，便是秦国（西周时周朝的附属国）；沿着泾水，往西便能到达渭水源头（谭1996：15-30）。

这些边界并不是很清楚，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与之毗邻的地区：包括河北、陕西、山西、甘肃大部分地区、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省西部及黑龙江。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带，北部是新月形的凹陷部分。位于中心的鄂尔多斯地区其南部的纬度要低于它东部和西部的纬度。这些地区大致分布于北纬40-46度（鄂尔多斯地区大约35度），东经95-128度之间（见图2-1）。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表达，我暂将这一地区叫做“北方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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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虽然是对北方地带的考古学观察，但有时为了便于比较，也要涉及更北或更西的地域，如蒙古、中亚以及俄罗斯东南部。



图2-1 北方地带及其邻近地区地图

目前北方地带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是350-500毫米。西部的年降雨量是100-400毫米（刘1998）。平均气温与降雨量一样，到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呈下降趋势。位于北方地带东部中心位置的赤峰地区，一月份的平均气温是-9.7℃，七月份的平均气温是23.2℃。位于西部中心的呼和浩特地区，一月份的平均气温是13.1℃，七月份的平均气温是21.9℃（刘1998）。

北方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均为草原（侯 1982），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海拔高度以及土壤类型的不同导致了北方地带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差别较大。比如，位于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周围基本为沙地，因此水资源不充足，很少有野生植物或种植作物。在下面的章节里，尤其是第三章，我将分析人类适应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这对我们了解经济及政治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便可以总结出大致的地理模式。

北方地带西部部分地区为沙漠，然而，更广阔的戈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北方地带之外。现在，北方地带仅有一小部分地域被自然的森林所覆盖，然而这一地区的东部在过去很可能曾拥有过茂密的森林。

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带降雨量相对较低，生长期较短，土质较差，不适合农业生产。但即使是今天，农业在北方地带西部大多数较干旱的地区仍是一种可行的经济方式。在第三章，我将详细讨论这一地区过去及现在的气候及环境条件，并由此考察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所定义的“北方地带”在地理上连接着欧亚大草原的广阔地域（本书中的欧亚草原一直扩展到黑海，并且在西部与匈牙利平原相接）。一些学者提出北方地带和欧亚大草原这条草原带是连接东西方文化及东西方人群的“高速公路”（如，Frank 1992；更多关于此方面的描述参见 Di Cosmo 2002：13-43），这条草原带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是第五章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自然的草原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越过北方地带径直往西便是大面积的干旱沙漠，包括戈壁和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蒙古是这个草原带的东缘部分（Taaffe 1990）。这条西向的线路包含了世界上最难走的山地，帕米尔高原和天山（Bregel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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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草原带（有时它的南半部被称为“沙漠草原”）向东延伸，并且跨越蒙古北部和南西伯利亚向南扩展。更北部是针叶林带，与东北地区北部自然森林带的西南缘相连接（今天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北部）（Taaffe 1990；Honeychurch 2004）。

给北方地带人群命名：这样做合适吗？这样做有必要吗？

北方地带考古学研究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将考古学遗存与文献记载中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群相对应。这种“历史”的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中经常使用。然而要罗列出文献中出现过的所有事件是不现实的，并且对我们的研究也毫无裨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乌恩和靳枫毅将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出土了某种类型青铜制品的墓葬确定为“山戎”的遗存（靳1991；乌2000b：60-61，林2003：115；许和李1993；朱2004b），或将甘肃-青海地区的寺洼、四坝和卡约文化归结为“羌”的遗存（李1993：119-20；刘2000：25；孙1987：611-12；田1988：247）。同样，西部草原地带的青铜制品被认为是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遗存（如，Davis-Kimball 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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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研究背后的逻辑是：虽然在公元前1千纪时期，中国进入了历史时代，但居住在北方地带的人们却多花了1500年才开始有了历史记载（Sinor 1990）。在这种条件下，即使这些历史文献不够完善，但仍很有利用价值。举个例子，将物质遗存和历史记载中的人群相对应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的框架。虽然这些记载不够全面，但可以启发我们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然而，我强烈反对这种研究模式。这种将公元前4世纪或3世纪之前北方地带考古学资料与当地人群相对应的方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有一定的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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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很多学者指出的，在帝国时代以前关于这种“非中国”人群的描写较少且不系统，散落于各种不同的文献中（Di Cosmo 1999：887；Pines 2005：61）。就像皮涅斯（2005）所指出的，这些描写很多都歪曲了事实，且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和政治歧视。而且这些名称，如戎、狄或羌多用于笼统的指非华夏人，而非明确的限定为某一特定的人群（Di Cosmo 1999：887；Shelach 1996）。在这种背景下，将一个考古学遗址与某一个特定人群相对应只能给人们以误导。事实上，这只能导致我们错误地认识前帝国时期和帝国时期北方地带人们的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和经济活动。

反对“对人群进行命名”不等于说就否认了所有与之关联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历史文献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将这些进程与北方地带考古学资料中可以总结出来的进程相联系是这本书将要完成的任务之一。而且，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后期的历史记录，比如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的描述，可以作为我们解释考古遗存的类比资料。我们必须对这些资料的优点和局限性了如指掌，才能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继承抑或是变化？北方地带的考古学遗存

本章试图探寻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时期北方地带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探寻其到底是继承性发展了还是发生了变化。因为本次调查涉及较大的地理区域和相对较长的时间范畴，因此必须有选择地选取资料。我尝试着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最能反映考古学模式的资料，我期望它可以反映北方地带考古学资料的本质，并可以展示这些资料的优势及缺陷。

根据以往80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可以将这一广袤地区划分成各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有时又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些文化很早就被识别出来，一些文化最近才被发现，还有一些文化仍未获得一致的认可。然而这种文化划分在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我认为如果确实没有歪曲事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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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考古学文化很可能还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划分不同的地理单元。不过，在作此用途时，也必须保证每一个文化单元均能反映同一种文化内部物质文化的相似性。然而很多时候，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考古学文化的边界通常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现在省市区划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某种特殊文化的称呼会给人造成困惑，因为它既不能清楚的表示同一文化内部的共同性又不能区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有些文化跨越了很长的时间范畴，比如甘肃和青海的卡约文化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千纪中期到公元前1千纪末期（Di Cosmo 1999：918；高 1993：162）。更确切地说，是从公元前2千纪中期到公元前1千纪中期（刘 2000：25；中国2004：85）。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对我们的分析毫无益处。即使在有了明确编年体系的地区，不同期段之间也可能有断裂。比如，在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文化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消亡，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却始于公元前8世纪（内蒙古2000；田1992；田和韩2003），这之间给我们留下了400年的时间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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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存在着这些问题，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些与考古学文化相关的名词。然而这些名词在以往北方地带的著作中普遍存在，如不使用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尽量将重点放在具体的考古学编年和资料地理属性的讨论方面。为了便于分析和提高我对较大范围内不同类型文化的分析能力，我将根据不同的材料类型来分别组织这章的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有益于我们分析材料，而且这种分类方法将重点集中于之前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考古学资料的类型方面，还可以改变他们的分析传统（比如只对遗址和人工制品进行分析）。同时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Di Cosmo 2002：53）。

为了避免把一个较大地域内的数据混合在一起而模糊了北方地带地区化进程，对这个广大地区进行地理划分是有必要的。这种划分，沃森（Watson）30年前（1971）就已经提出过，最近又被狄宇宙（Nicola Di Cosmo）（2002：58）提出来，即将太行山作为东西方的一个自然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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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这条线以西的地区有着与草原相适应的文化，位于这条线以东的地区则有着较为混合的文化和环境圈（Di Cosmo 2002：58 note 46）。这个有趣的现象将在第五章进行详细探讨。但在此章里，为了研究需要，很有必要作一个划分。我将北方地区从西向东划分为四个亚区，即：

1.甘肃走廊，包括今甘肃大部分和青海部分地区。

2.黄河周边地区，文中简称为“鄂尔多斯”。

3.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为了叙述方便，我将这整个地区称为“赤峰”地区。

4.辽宁西部、吉林和黑龙江西南部，文中简称“东三省中西部”。

当然，完全避免使用原有的考古学文化名称也是不可能的，表2-1列举了文中所涉及的考古学文化，可作为参考。

陶器和日用品

考古学家认为日常用品，尤其是陶器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转变的速率比较高。此观点背后所隐藏的逻辑是，由于这些人工制品的生产相对便宜，有一个相对较短的使用寿命，新旧产品更替频繁，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引进新的陶器种类、装饰图案和制作工艺。正因如此，陶器经常用于考古学遗址（在调查过程中）或地层（在发掘过程中）的断代。既然陶器和其他日常使用的人工制品——如石工具，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我们期望它们可以反映经济活动方面的变化。然而，通常这种人工制品均是当地生产的，它们多直接反映了地区传统，因此新陶器组合的突然出现一般被解释为外部作用的结果。

北方地带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这一地区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地方陶器制作传统。然而，这些考古发现同样也显示出很强的连续性，且这些地方传统显示出缓慢的变化速率。

在北方地带的西部地区，齐家文化的陶器继承了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传统，多为平底器，且有着彩色的装饰图案。尤其是平底束颈、喇叭口、带两个大竖耳的壶，高柄豆，均体现了甘肃地区的传统。这些陶器既有手工制作的也有轮制成形的（Debaine-Francfort 1995；Linduff 1998：626；水2001：195）。虽然与早期阶段相比，齐家文化的陶器不太注重用彩绘，而更关注器物的形态，比如大的把手和宽的边沿，但也有一部分陶器施有彩绘（Chang 1986：282-83）。同时代的四坝（火烧沟）遗址，彩绘陶数量则较多，占陶器总量的25%-50%（李1993：104）。

表2-1 北方地带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与断代





图2-2 甘肃地区晚期文化对齐家文化陶器传统的继承

齐家文化（A）；卡约文化（B）；辛店文化（C）（许1993：196-97）

甘肃地区的晚期文化如辛店、寺洼、卡约文化继承了齐家文化的传统（见图2-2）（水2001：276-83；张1993：128；许1993：192）。举个例子，在辛店遗址，所有的陶器都是手制的（高1993：163；谢1985：61），大多数壶均为平底，但也有带足的鬲和豆（水2001：207-20；谢1985；张1993）。多数壶均配有两个把手，形状类似于齐家文化的壶，但研究者发现这些陶器也多少受到了甘肃地区其他文化以及当地新出现的因素的影响（张1993：128；许1993：196）。辛店文化与卡约及寺洼文化陶器组合之间较强的一致性（水2001：277；张1993：139-40）表明了不同亚区之间的联系以及地方文化的持续发展。能代表公元前1千纪当地文化传统的属于卡约文化时期的典型陶器，都是用上好的原料手工制成的（高1993：163）。多数壶均有两耳或四耳，平底。诸多学者试图寻找这种陶器生产与齐家文化陶器生产之间的共同之处（高1993：154-57；许1993：197）。

鄂尔多斯地区的陶器生产也清楚地显示了当地传统在不同时期文化中的继承性发展。朱开沟遗址的发掘表明，典型的日用陶器和工具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Linduff 1995：138）。这些陶器均为手工制作而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陶器，尤其是三足器，发展成模制或轮制（Linduff 1995；内蒙古2000）。很多陶器饰绳纹或篮纹，亦有很多磨光陶器，但未发现甘肃地区的彩绘陶。陶器如鬲、罐、豆和盉在遗址第一阶段出现，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千纪晚期，并且持续发展（Linduff 1995;内蒙古2000）。

花边鬲和带有蛇形图案的鬲被认为是当地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公元前1千纪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生产的这种陶器被认为是对当地文化的继承，是“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本土发展的直接证据。（图2-3）（田和郭1988；田和韩2003：248-9）。它们是公元前1千纪时期当地陶器传统仍在继续的典型例子（中国2003：85）。



图2-3 鄂尔多斯地区鬲的演变（田和郭1988：图7）

赤峰地区公元前2千纪时期——即“夏家店下层”时期的陶器多用细泥陶高温烧制，快轮成型。这一时期的陶器多有三足（鬲、甗和鼎），或有底座（豆）（郭1995b；Shelach 1999：101-105）。它们很可能起源于渭河和黄河流域的同类器，其形制均具有本地风格，且在小河沿（公元前3000-前2200年）之前就已经在本地区出现。

典型夏家店下层的日用陶器均饰有绳纹和刻划纹，有些带有花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很特殊的彩绘陶器，很可能仅用作随葬品。这些陶器多用红色、白色、黑色及朱红色来装饰动物、云和龙等图案（郭1995b；刘和徐1989；刘1986；中国1996：101-55）。虽然这些陶器均施有彩绘，但它们与甘肃地区的彩绘陶在形态和制作工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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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截然不同。

与公元前2千纪相比，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夏家店上层时期）赤峰地区陶器的生产质量相对较差。这些陶器的烧成温度较低，陶质软且易碎，颜色斑驳，这反映出当时窑工对火候的控制能力较差（Shelach 1999：151-2）。由于很多陶器均为轮制（朱1987），凸凹不平的厚器壁相对于手工生产的陶器水平仍有所提高。然而，这些陶器的形态仍反映出对夏家店下层时期陶器传统的继承（图2-4）。夏家店上层时期陶器组合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但是夏家店下层典型的陶器如鬲、甗、鼎和豆在这之后的时期里依然盛行（刘和徐1981；中国1979；朱2004b：426）。这项研究表明，鬲是这一地区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最常见的器物（占陶器比例的 25%-50%），豆也很常见，但鼎却比较罕见（朱1987：105-106）。有些学者强调赤峰地区陶器组合和辽宁地区的高台山文化有较多的相似性，还有些学者认为赤峰地区的陶器起源于高台山文化（林2003：115；王2004a：247；朱2004b：429）。然而，我认为赤峰地区陶器应该是本地起源，并融合一些外来因素而形成的。



图2-4 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陶器（A）和夏家店上层陶器（B）对比图

绳纹和刻划纹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纹饰，但在夏家店上层却很少发现。夏家店上层多见水波纹和鋬耳，器物多有突出的口沿（辽宁1983b；张家口1987；中国1974；中国1975b；中国1979）。墓葬和居址中均未见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彩绘陶器，但这可能凸显的是埋葬行为上的变化，而非陶器工艺本身的变化。

与其他三个亚区相比，东三省中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比较复杂，部分是因为了解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人比较少。公元前2千纪时期的高台山文化，因为在辽宁北部墓葬中出土了很多手工制作的陶器而著名。陶器，比如碗和罐，多为平底或小圈足底（许玉林1993：319），但带足器如鬲也有发现（郭1995b：176）。在更北的小拉哈文化和黑龙江西部及吉林省北部的先白金宝文化也发现了相似形制的陶器，这些陶器均手工制作，平底或小圈足底。最常见的是鼓腹的杯子，有些是单把的。刻划纹和花边装饰也比较常见（Wang et al
 .2000：69-79；赵和关2004：392）。这一地区公元前2千纪时期很少发现带足器，这与赤峰及其以西地区不同。

在公元前2千纪时期的黑龙江西部及吉林北部，白金宝文化的陶器清楚地显示出其延续性，这些陶器均为手制，并以很高的温度烧制而成。最典型的器物是筒形罐，以及几何形篦纹长束颈罐（刘1995：209），其他还有平底罐、杯和壶（Wang et al
 .2000：80-5；赵和关2004：393-99）。三足鬲与东北三省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有着某种联系（黑龙江1997：17，图9；Wang et al
 .2000：80；赵和关2004：393-99），其形态比较统一，很多陶器均有把手（Tan et al
 .1995：230），饰有绳纹、篦纹、浮雕纹、几何纹（刘1995：209；赵和关2004：393-99），以及刻划的动物图案（Tan et al
 .1995：230）。

在南面的辽宁省，很少有魏营子时期的完整器物出土。但总体来说，其陶器与西边的赤峰地区比较相似（郭1987：80）。一些研究表明，鬲是这一地区最常见的器形（占陶器比例的20%），其他的带足器和带基座的器物也比较常见（辽宁 2000；田1992；田1995）。

日常用的人工制品，如石制或骨制的工具，在上述地区和考古学遗址中都有发现，但仅有少数学者对此开展过研究。以往的研究显示，这些地区器物总的发展趋势是连续性，而不是剧烈的变化。但因为缺乏更详细的信息，很难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不再讨论这些器物，而是在第三章进行经济适应性的讨论时才会涉及。

北方地带不同地区的陶器生产不仅显示出悠久的地区传统和明确的起源特征，同时，其陶器组合也显示出跨地区交流的迹象。比如，田广金和韩建业（2003：248-49）提出，朱开沟文化部分陶器的形制受到了商代同类器的影响，而其陶器生产还同时受到了西部甘肃地区和东部赤峰及东北三省中西部地区的影响（see also Linduff 1995：139-40；内蒙古2000：246-61）（图5-1）。亦有证据显示在北方地带东部，其陶器生产也受到了其他地区的影响。例如，在夏家店下层时期的大甸子墓地中发现了高台山风格的陶器（郭1995b：177），典型的白金宝文化的壶在夏家店上层的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Di Cosmo 1999：900）。可以看出，赤峰地区和东三省中西部有着相似的传统。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惊人的相似表明了从西方东迁的人群，也带来了他们当地的陶器制作传统（王2004a：247；朱2004b：429）。关于这些联系的意义将在第五章进行讨论。我以上所讨论的内容更多是关于各亚区本土文化的发展，而对外来文化的起源及大规模外来因素影响方面的内容则涉及较少。

冶金术

与陶器生产显示出文化的连续性发展相反，北方地带的金属工业遗存则显示出实质性的变化。与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同一地区的大规模生产相比，在四个亚区仅发现少量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千纪时期的小型青铜制品。这表明不仅在生产规模方面，而且在所生产的人工制品的形制和复杂性等方面，均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在北方地带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率出现。西部地区，尤其是冶金术起步较早的甘肃，其变化速率较为缓慢。而东部地区则是突变。这种不均衡的变化速率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文化的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

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的铜炼渣和一件小铜刀，被认为是中国青铜制造业的最早证据（北京1981：287；李2003：16）。数量最多的早期青铜制品集中发现于齐家文化，四坝、寺洼和辛店文化的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Debaine-Francfort 1995；甘肃省1990；李1993；Linduff 2000：15-17；宋1991；田1988；谢1985；中国1982）。甘肃的著名遗址，如皇娘娘台、秦魏家和大何庄遗址，均是公元前3千纪晚期至公元前2千纪早期中国出土青铜制品最多的遗址之一（Di Cosmo 1999：901-902）。齐家文化的遗址发现了100多件红铜和青铜的制品（Mei 2003：33-34）。最近研究统计出四坝文化共出土了270件金属制品（李和水2000：36）。在火烧沟墓地，发现了200多件金属制品，大约有1/3的墓葬最少出土一件青铜制品（李和水2000）。实验证明，只有一部分制品是用红铜制造，大多数都是用青铜制成（李1993：117；严1984）。使用砷铜合金的几件制品（李和水2000）表明了这个遗址与普遍使用合金的南西伯利亚（Chernykh 1992：270；Legrand 2004；Mei 2003）之间的联系。青铜的炉渣和熔铜的炉子残片表明这些铜制品是在当地生产的（宋1991）。金银制品在这三个文化的墓葬中也有发现（甘肃省1990）。

最常见的青铜制品包含耳环、削刀、柳叶形短剑、矛头、权杖头、有銎斧和铜镜（李和水2000：36-38；Linduff 1998：627）。很多人工制品都是用两块范合制而成。但发现于火烧沟墓葬中的一件被称为是“四羊首权杖头”的铜器却使用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工艺（李1993：118；李和水2000：39）。

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甘肃地区的青铜制品更多地继承了齐家文化的传统（Di Cosmo 1999：901-902）。人工制品如青铜刀、斧、矛头和镞均来源于卡约文化。小刀、铜镜、小铜铃、纽扣和珠子则更为常见（高1993：155；青海1985；青海1994）。在青海东北部的大华中庄墓地，共发掘出438件青铜制品，378件为小铜铃、纽扣和珠子（青海1985：20-23）。一些大件人工制品，比如6件矛、3把斧、34件铜镜也在同一墓地发现，还发现了一件制作复杂的鸠首牛犬铜杖首（见图2-5和图2-6）（青海1985：20-23和图17-5）。而大多数金制品则显示出与卡约文化的联系。比如，在青海东北部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40件金制品中，大多数均是小珠子、耳环和手镯（王和崔2003）。



图2-5 卡约文化出土的青铜器（青海1994：59）



图2-6 大华中庄墓地出土的铜权首（青海1985：22）

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墓葬中最流行用青铜制品随葬，这个习俗与甘肃及宁夏东部地区的杨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些人工制品，无论是在北方地带东部还是在更北和更西的地区，其种类均包含刀、斧、矛头、带扣和铜牌饰。部分器物装饰有动物图案，部分器物直接制成动物形状，主要种类有猫、鸟和山羊类动物。还有的器物三维立体地表现了山羊和瞪羚的形态（Linduff 1997：40-45；宁夏1993：26-42；宁夏1995：87-96；徐和李1993）。甘肃中部同时期的墓葬也证实了这一时期青铜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如在沙井文化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146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为装饰品，同时还发现了4件铁工具（甘肃省1981）。

鄂尔多斯地区的早期青铜器多发现于朱开沟遗址。总计有43件青铜器发现于此遗址，这之中有16件属于第三和第四段（可以早到公元前20世纪中期）的器物，27件属于第五段的器物（公元前2千纪中期）（李和韩2000：423）。在更早阶段，发现的都是小型器物，比如针、小凿子、镞和耳环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器物受到了甘肃地区齐家文化的影响（Linduff 1995：139），且这些器物在第五阶段也有发现，但第五阶段同时出土大型器物，如刀、戈、戟和3件仪式用器（李和韩2000：423；内蒙古2000：233-35，120-21）。这些随葬品中的戈、仪式用器鼎（图5-4）和爵，在外形和装饰方面均和商时期（二里岗阶段）中原地区遗址的同类器相似。推测这些器物很可能是从东面传到朱开沟（李和韩2000：438）。然而对朱开沟遗址武器开展的科学实验表明，所有的武器，包括形制类似于商文化的武器，均是当地生产的。这个结论被朱开沟第五阶段发现的铜斧铸模所证实。

根据田广金和郭素新的观点，第五阶段发现的部分青铜制品，例如环首刀（图2-7），属于这一地区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传统的祖型（Linduff 1995；田和郭1988；田和韩2003：246）。这种认识存在的问题是这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朱开沟遗址的器物组合中很少出现，在这一地域内别的地区也未见。最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祖型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之间相差了700年。鄂尔多斯地区只有一小部分青铜器可以确定是属于“断裂”时期的，然而最近所定义的西岔文化最终可能会填补这个空缺。直到今天，只有很少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被发掘过，这些报告提到的一些青铜制品如环首刀、短剑、斧和耳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地区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内蒙古2001：74；林2003：111；中国2003：85）。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器物经正式报道的数量非常有限。有些学者尝试着考察李家崖文化的铜器是否继承了当地的铜器传统（王1994：399-401）。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相比，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大多数铜器更多地与中原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铜器比较相似。



图2-7 刀和短剑对比图：朱开沟文化（A）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B）

（内蒙古2000：234；田和郭1986：9和23）

鄂尔多斯地区现有的资料表明，青铜制造业的规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多样化的器物生产大约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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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的数据多来源于墓葬资料。最早属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传统的墓葬，包含了大量的青铜器，比如刀和短剑、青铜牌饰和其他动物及几何纹样的装饰品，这些器物在更早的遗址中没有发现（图2-8，4-24和4-25）（内蒙古1989；田和郭1986：227-315）。超过500件青铜制品发现于79座毛庆沟地区的早期墓葬中。在这些随葬品中，17件是大型器物如短剑、斧和马衔，其余均是小型武器（如镞）和装饰品（田和郭1986：257-87）。比如M60，这是一座早期的富人墓葬，此墓葬中出土了1把短剑、3件镞、39件青铜带饰（田和郭1986：310-11）。就像前面所指出的，这种传统的源头值得探讨，如此富有且品种多样的青铜器是很罕见的。毛庆沟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与宁夏及甘肃东部的杨郎文化的青铜器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许和李1993）。



图2-8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传统的青铜装饰品（田和郭1986：211-12）

北方地带东部早期的冶金生产与北方地带西部比较相似，只是起步时间有些差别。在夏家店下层的近10个遗址的居址和墓葬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小型金属器（北京1976a；北京1981；辽宁1976；内蒙古1965：621；天津1966；中国1984：340；中国1961：78；中国1996：188-90）。最常见的器物是红铜或青铜的耳环。这些耳环多被设计成一个金属圈，尾端为扁三角形或扇形，因此被称为“喇叭形耳环”。金属牌饰、锥子、镞和其他小的工具和装饰品也发现于大甸子的墓地中，804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共出土了60件青铜、金器和铅制品。在这之中，52件是小耳环和铃铛，同时，几件造型复杂的大型铜器也发现于这批墓葬中（中国1996：188-91）（图2-9）。



图2-9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金属器（中国1996：190）

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金属器的物理分析表明，一些器物使用的是青铜合金，包含了10%的锡。其他器物均是用红铜制成（北京1981：298）。对大甸子出土的两件小型铅制品的分析表明它们包含80%-90%的铅和5%-10%的锡（中国1996：334-36）。这些分析结果，以及大甸子出土形制多样的铜器表明，这一时期小规模的金属生产在赤峰地区很发达。

公元前2千纪的东三省中西部也有着相似的金属制造业，然而这一地区的金属制造业并没有赤峰地区闻名。辽宁东部的望花文化出土的金属制品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同类器比较相似（许玉林1993：318-19）。黑龙江和吉林省北部的小拉哈遗址或先白金宝文化也出土了很多小的青铜制品，比如刀片和小装饰品（图2-10）（Wang et al
 .2000：69）。



图2-10 北方青铜器（郭1995c：186和191）

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的赤峰和东三省中西部地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变化很明显与所谓的“北方青铜器”的出现联系紧密（图2-10）。不幸的是，组成这个群体的很多青铜器多仅发现于1座墓葬或者是属于没有任何考古学背景的孤例（林1986；郭1995b；王未想1994；吴1985；杨2002：160）。甚至与这些制品相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还未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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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辽宁北部的湾柳遗址，出土5件这种类型的青铜制品，同时伴出的还有陶鼎和陶鬲。这种鼎和鬲（或许时间稍晚）与高台山及新乐上层文化的陶器很相似。这个遗址碳十四断代为公元前1390年（辽宁1989）。

与此相似的人工制品也发现于很多地区，但是与“北方青铜器”有关的器物多发现于赤峰和东三省中西部的燕山北面（郭1995c；杨2002）、河北西北部的张家口地区（陶1994：18）、河北省的抄道沟遗址（河北1962；马1995：1，11）以及山西北部的李家崖遗址（王1994：399-401）。在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发现的刀可能属于较早的例子。甘肃地区四坝文化的刀和斧（李和水2000：37，图1），亦可能与“北方青铜器”的传统相关。这些人工制品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很少发现于北方地带的西部。相似的器物也发现于商的墓葬中，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国1980：图 66）。还发现于其他晚商和西周的遗址。然而，这些器物一般均被视为外来器物，从外地输入到中原地区。

虽然属于“北方青铜器”的金属制品数量不是很多，但其器物的规格和生产的复杂程度则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时期。最常见的器物有带有动物头形金属柄的刀，金属环或者铜铃，有銎的武器如斧、战斧和戟也比较常见。其他制品包括“弓形”器、头盔和小装饰品如耳环等（林1986；郭1995b；吴1985；杨2002）。有些器物长度超过了30厘米，它们的形制复杂，尤其是刀的头部，由几部分合铸而成（王未想1994）。这些铜器有着较为一致的风格和相似的装饰，因此可以与晚商和周代早期同时代的青铜制品明显的分隔开来。然而，这种比较统一的器物在草原地带甚至是更远的西北地区的出现（Linduff 1997：29-30），展示出与之前此地区多样化的文化面貌之间明显的不同。

在大约同时代的魏营子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主要有小牌饰、钩和耳环（田1992），但同时发现的其他器物与商及周的青铜器也非常相似，包括铜铃和部分器物残片（郭1987：81-82）。在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中，也发现了小型器物，如牌饰、耳环和手镯，还可见中原风格的完整陶器（郭1987：82）。其中有1件卣被认为带有晚商（殷墟）风格，其他器物与周代早期的器物比较相似（郭1987：88）。

郭大顺（1995c：200-201）提出的关于北方青铜器和魏营子文化之间特殊的关系尚需证明，但关于这些器物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年代目前已无异议。这一地区青铜生产的繁荣期是公元前2千纪晚期和公元前1千纪早期，源于“北方青铜器”的铜器风格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充分发展。迄今为止，成千上万夏家店上层时期的青铜制品从墓葬中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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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即使是相对较小的墓葬也出土青铜器。在河北北部的小白阳墓地发掘的45座未被盗过的墓葬规模均较小，其平均面积刚超过1.3平方米。除2座墓葬外，其他墓葬均随葬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分别为：20把刀、10件短剑、11把斧子、52个镞、911件各种形制的牌饰和1013件小型装饰品（张家口1987）。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大型墓葬有时包含了更多的青铜器。在内蒙古境内靠近宁城的小黑石沟发现的一座大型墓葬，共出土了21件青铜容器，106件大型青铜工具、人工制品和武器，70余件的车马器，以及近200件青铜器和大约20件金饰品（项和李1995）。

赤峰地区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大规模的青铜制造业不仅被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也被夏家店上层时期大规模的铜矿石产地所证实。举个例子，在距离西拉木伦河以北8公里的林西县大井遗址，发现了一座很大的矿山。这一遗址面积为2.5平方公里，共发现47条矿沟。最大的矿沟长102米，深8米，对其中一条矿沟的发掘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典型的陶罐碎片，骨制品和青铜制品，还有1500件夏家店上层的石工具（辽宁1983c；王1994）。这个遗址还发现了冶炼和铸造的遗迹。在此遗址中发现的7个铸范碎片表明，大井遗址有着工具制造业和大规模的采矿业（王1994；朱1987）。其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也发现了采矿、熔炼和铸造等一系列金属生产的遗迹（李和朱2003；辽阳1977；内蒙古1991：709；邵1993：20；朱1987）。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赤峰地区最常见的器物种类为：工具、武器、车马器及装饰品（河北1977；项和李1995；建平1983；内蒙古1985；辽宁1973；翟1994；张家口1987；中国1974；中国1975b；中国1981；中国1984；朱1987）。典型的工具有刀、斧子和凿。最常见的武器有短剑、有銎斧和镞。头盔和剑，虽然不常见，但也是这一地区的典型器物。常见的装饰品有纽扣、钩子和扁的动物形牌饰（图2-11），也可见当地生产的青铜容器（项和李1995；翟1994；周1987）。



图2-11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

夏家店上层文化典型的青铜牌饰、青铜工具、青铜武器和青铜容器上装饰野生的动物图案（图4-25）。其他比较常见的图案包含锯齿形线、斜线或大的圆点图案。这些器物本身及它们的装饰图案，与同时期周朝生产的青铜器完全不同，但与北方地带其他地区及其西北部的欧亚大草原的青铜制造业比较相似（Shelach 2005）。比如，在辽宁北部新乐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就发现了非常相似的器物。在大约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器物在东起凌河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再到鄂尔多斯地区的北方地带诸遗址中普遍发现。虽然仍有一些地区差别存在（cf.Linduff 1997），但北方地带不同文化间完全一致的青铜铸造风格以及全面繁荣的青铜生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方面的内容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迄今为止仍不清楚这种现象在北方地带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何时开始出现。黑龙江地区发现的少量青铜制品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之前（即公元前500年之前）。小的青铜制品如刀、纽扣、环和耳环在白金宝文化的遗址中有发现（Di Cosmo 1999：900；刘1995：210）。在五常的西山墓地发现了一件陶铸模（Wang et al
 .2000：93）。一把小提琴型的青铜剑在双城市附近发现。然而，这把剑的年代可能已达春秋晚期（Wang et al
 .2000：92）。在赤峰地区的敖汉旗也发现了相似的剑以及铸造兵器的石范（邵 1993：19-20）。其他青铜器如剑、刀、短剑、斧子、镞、车马器、牌饰及带饰等与辽宁中心地区的凌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王2003：195）。这一时期，在北方地带东部、吉林和辽宁省东部、辽东半岛、韩国，甚至远至日本均发现了相似的青铜剑（Nelson1993：133-38；王2003；许1997）。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的晚段，大约为公元前7世纪时，北方地带的青铜生产达到鼎盛期，但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北方地带西部，铜镜很盛行（青海1985：22-23），这可能代表了公元前2千纪齐家文化传统的继续（Chang 1986：284-85；Debaine-Francfort 1995：323）。在北方地带东部甚至远达中国东部地区亦有剑发现，在北方地带西部地区却未见（邵1993；王2003）。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前面所定义的四个亚区。举个例子，林嘉琳（Linduff）（1997：47）将我所定义的鄂尔多斯地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分，从黄河北部到黄河河谷以内的地区属于南部。他认为，南部的墓葬“不出土大型的带饰或者动物之间互相争夺的图案，这与这一地区北方的墓葬明显不同”。这个地区普遍使用金属器，拥有相同的器物种类、采用相同的艺术主题及图案，也因如此，这一地区与它以南的地区明显的区分开来。与这些相似性相比，这个被称为本地文化的这种差异，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换句话说，北方地带的人工制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种地区属性，但这些人工制品均相互关联，应属于同一个传统（宁夏1995；Shelach 2005；杨2003）。这种一致性表明了北方地带社会间相互作用圈的发展。

青铜器在这里被视为北方地带地域同一性的代表，它们也是比较常见的与远程交流相关的器物。在公元前2千纪的北方地带很多文化中发现的金的或铜的耳环及发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受到南西伯利亚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而产生（Linduff 1997：20）。根据青铜制品的相似性，还可以考察公元前1千纪偶然性迁移所带来的影响，这种迁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既指从西方到东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反之亦然（林2003；乌2002a；乌2002b）。虽然在这样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能找到相似的青铜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它们的意义并不明确。这些问题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进行详细讨论。

居址与居址类型

对个人、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组织相关方面的研究是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政治变化和显著的经济变化不是通过宗教活动或某个文物来体现，而是通过遗址和居址（房屋）的大小、所出土的东西及其结构布局等方面的内容来体现。在更广阔的领域，研究居址的地方类型可能是解决超过单个社区规模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变化的唯一有效方法。这些资料也可以用来考察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不幸的是，这种类型的资料在北方地带很少被采用。那些能反映个人居住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大规模发掘，很少在中原以外的地区开展，更别提相关资料的发表了。系统揭露居址类型的调查在中国考古学界才刚刚开始（刘和陈 2001）。在北方地带，仅赤峰附近地区进行过此类的调查 
 
[14]

 （赤峰 2003；Linduff et al
 .2004；Shelach 1998）。虽然我使用这些调查的数据去解释赤峰地区发生的变化，但却无法将这些结果同其他未开展过系统调查的地区进行对比。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甘肃-青海地区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于富人的墓葬和大型的墓地（Debaine-Francfort 1995），而很少注意居址。因此，这一地区与居址及家内活动相关的材料比较少。据报道，齐家村坐落在河边的台地上，是个没有防御工事的定居村庄（Linduff 1998：625）。这一时期的房子为圆形或长方形，多为半地穴式或者平地起建式，大多数房子中心都有灶的痕迹，但与房子相关的其他特征却不清楚（Chang 1986：282；Debaine-Francfort 1995：30-32）。对齐家时期和后齐家时期居址的发掘表明这些房子均是用石头和土坯制成的（李1993：106）。

公元前2千纪时期甘肃地区的遗址相对较小，直径从几十米至三百米（不超过三百米）不等（Zhang et al
 .1993：144-52）。半地穴式长方形房屋从这个时期开始闻名（谢1985）。这一地区很少有属于四坝和卡约文化的遗址，且遗址面积均较小（直径30-300米不等），但存在用石头或土坯建造房子的痕迹（高1993；李1993）。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居址本来就较少还是因为我们的田野工作开展得不够充分，当然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最近在青海东部的贵德县开展了一项并不系统的考古调查。在这个调查中，卡约文化的遗存在180个遗址中发现，而齐家文化的遗存仅在11个遗址中发现（青海1999）。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大型的卡约文化遗址，一些遗址面积达2-6公顷，4个遗址面积在10-20公顷之间，有1个遗址面积甚至可能已达45公顷（青海1999：18-19）。虽然这是个粗略的调查，但他们得出结论，即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居址不存在断层。最近有学者（cf.Lin2003：107-109）提出，这种仅根据有限的资料和不系统的调查方法得出的结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只有通过系统的区域调查才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甘肃中部和青海东北地区的防御性遗址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世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甘肃西部永昌地区的三角城遗址。这个遗址被154米×132米的长方形土墙所环绕（甘肃省1984：598）。一个同时期更小的防御性遗址在1924年被安德森（Andersson）发现（Chang 1986：386）。然而，目前仍不清楚是否这一地区所有的遗址都属于防御性遗址抑或是这一时期已经普遍流行这种防御性遗址。

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更为具体的关于居址和家庭组织不同时期结构和类型变化的证据。然而，仅有朱开沟遗址存在着此类信息。因此，目前并不清楚它是否能够代表这个地区，也不清楚朱开沟遗址废弃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此遗址共发现83座房屋的遗存，但只有5座房子在第一阶段使用，4座房子在第五阶段使用。大多数房子的使用期均为第二阶段（22座）、第三阶段（35座）和第四阶段（17座）（内蒙古2000：306）。

朱开沟遗址的房屋为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地面建筑的墙体主要是木骨泥墙。在使用期为第四段和第五段的几座房子中，地面均铺白色或黄色的黏土（内蒙古2000：21-40）。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的结构也日趋一致，第三阶段至第五阶段使用的房子形制多为长方形或方形（Linduff 1995），多数房子均有灶。然而，朱开沟遗址的房屋面积相对较小，平均只有11.5平方米。很多房子都很窄，不到0.5米（比如F1005；F1018）。这就让人疑惑，在这么窄的空间里如何开展室内活动，比如吃饭、睡觉和生活，或者他们是否有别的特殊用途？

朱开沟的一些建筑，如房屋、灰坑（窖穴）和窑的使用时期较长。然而，有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如朱开沟房屋的平均面积随着时间变化一直在减小。第二阶段的房子平均面积为17.6平方米，第三阶段的面积为9.2平方米，第四阶段的为4.7平方米。从第三阶段到第五阶段再没有更大面积的房子了。这条证据可以反驳田广金和韩建业（2003：253-55）提出的房屋的面积大小反映了朱开沟社会分层发展的观点。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第二种常见的设施-灰坑（窖穴），不再遵循房屋的发展模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发现的灰坑数量相对较少（分别为10和25个），后三个阶段发现的灰坑数量较多（分别为51、57和61个）（内蒙古2000：321）。这种差别在第五阶段最为显著，这一时期只发现了少数的房子，却发现了大量的灰坑。这可能意味着此遗址向一个非永久性遗址的转变。当然，这个设想很难去证明。

从地区层面来说，大约有10个房址属于朱开沟早期阶段，30个房址属于中期阶段，仅有3个房址属于晚期阶段（田和韩2003）。到第五阶段，鄂尔多斯中心地区唯一的一个居址发现于朱开沟遗址（王1994：399）。其他遗址位置相对较偏东（田和韩2003：236）。林嘉琳（1998：641）认为这一时期灰坑设施的增多与这一遗址人口密度的增加紧密相连，但是这个结论与第五阶段房屋数量较少的现象显然并不相符。

最近，很多研究者认为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8世纪之间属于间歇期。最近几个属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遗址被命名为“西岔文化”（内蒙古2001；王2004b：369-70），此文化证明这个间歇期是的确存在的。这一时期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被正式发掘的更少。在清水河县发现的西岔遗址的房子，为长方形半地穴式，有夯土墙壁。仅有一座房子经正式报道过，其长宽分别为6.3、6.1米（内蒙古2001：65-67；中国2003：85）。正如以上所讨论的，在我们尝试更详细地描述这一地区居住轨迹之前，很有必要对北方地带西部开展更多的研究。

公元前2千纪的赤峰地区拥有有史以来最严密的定居系统。这一地区共发现了上百个遗址，但仅有少量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葬被正式发掘过。夏家店下层的遗址有一个典型特点，即建筑多用比较固定的结构——即用石头、土坯和土混合而成，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环绕着这些遗址的防御系统。这些防御系统由大的石头墙（有些有10米宽）组成。有些更大的遗址被双层石头墙所环绕，中间以一条沟渠相隔，有时还建造半环形的“瞭望塔”对城门进行加固（辽宁2001；Shelach 1999；徐1986）。在迄今为止所发掘的这种类型的遗址中，最长的墙可达135米，然而在赤峰地区国际合作项目中发现了更长的墙，在航拍片中能清晰地观察到（中国2002a：46-72；中国2002b）。当然并非所有这一时期的遗址都拥有这样的防御体系，在沿阴河大约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仅发现51个这样的遗址。在我们对赤峰地区的调查中，又发现了52个这样的遗址（Shelach 1999：91-95）。

最近对辽宁省北票市附近的防御性遗址——康家屯的发掘证实了我对地表遗存的观察结果：夏家店下层时期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并非完全用于防御系统的建设，另外如铺路、灌溉系统、屋顶和围栏也需要用石头加固（辽宁2001；Shelach 1999：95-96）。夏家店下层时期的房子，无论是否是防御性遗址，均使用石头或土坯制成。它们通常为半地穴式，有些是圆的，有些是长方形的（辽宁1976；辽宁1977；辽宁1983a；辽宁2000；辽宁2001；田1992；XZGKG 1984；徐1986；中国1974；中国1979）。通常情况下，一座房子有两堵墙，一堵内墙一堵外墙，内墙和外墙间相隔1.5-3米（辽宁 2001：34-36）。在中国的报告中，两堵墙之间的空间被称为“庭院”（郭1995b：163），然而这个空间的功能并不清楚。这些建筑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另外在建造窖藏时的劳动力投入也很明显，因为很多窖藏都是用石头构筑而成（辽宁2001：36-38；中国1979）。

迄今为止赤峰地区国家合作项目中调查的765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发现了379块夏家店下层时期的陶片，以及一个占地23公顷的夏家店下层时期的遗址，这个大型的遗址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组，这可能意味着这是一个大型的人类社区。对调查结果详细的讨论将在本书的第三章进行。必须要说明的是在我们调查的区域范围内，夏家店下层时期的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辽代除外），遗址分布范围8.51平方公里，共发现8997块陶片（Linduff et al
 .2004；滕2003）。与现代标准的居址相比，这一遗址显示出较高的人口密度（Drennan et al
 .2003）。遗址的分组情况以及其规模大小说明这是一个拥有三级分层的中心聚落址（Shelach 1999）。

赤峰地区发展轨迹是否存在断裂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根据目前可用的碳十四断代结果（林2003：115；朱2004b：429），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间歇期大约持续600年。然而，最近的断代结果，包括从赤峰地区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开展的实验考古所获得的数据均缩短了这个间歇期的年限。根据这些断代数据以及目前在这一地区所开展的系统调查所获得的居址资料，我个人认为，赤峰地区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间歇期。

赤峰地区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属于夏家店上层时期的遗址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一时期的文化既部分继承了夏家店下层时期的文化但同时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变化。与夏家店下层时期的遗址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既未发现大量的防御系统也未发现其他形式的公共设施，仅有少量的家庭居址如房子。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在离西拉木伦河较近的龙头山遗址发现了一处石围墙，长宽均为40米。这个遗址的发掘者将它定为宗教遗迹（齐1991：58-59）。目前为止对夏家店上层时期居址的发掘数量有限，但在夏家店和南山根遗址中，均发现了家庭建筑和窖藏的遗迹。夏家店上层时期的房子均用土坯和易腐的材料制成，为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这些房子直径在2.5-4米。很多已经发掘的房子地面均有柱洞和留有灰烬的灶的遗迹（中国1974；中国1975b）。然而，即使是这样结构简单的房子数量都较少。夏家店上层时期仅发现少量的房址，多数为窖藏和灰坑（辽宁1992；王和齐2002：19；中国1974；中国1975b）。

这种劳动力消耗相对较少的居址促使我猜想夏家店下层时期拥有三级分层的中心聚落址在夏家店上层时期消失（Shelach 1999：164）。然而，赤峰地区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显示出居址体系的继承而非中断。夏家店上层时期共确认包含陶片的遗址348个，面积达10.25平方公里，共收集10100件陶片（Linduff et al
 .2004；滕2003）。再结合夏家店下层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时间跨度，可以初步推定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密度大致相当。与调查区域内的其他时期遗址相比，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密度相对来说均较大（Drennan et al
 .2003）（图 3.4）。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规模差别较大，三千到五千平方米的遗址约占三分之一，多数均在一万平方米之上。有4个超大型遗址，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最大的遗址面积大约为二十万平方米（滕2004）。虽然仍需开展更多的工作，但这似乎也表明了居址分层的继续。

目前学术界对东三省中西部家庭居址及聚落结构知之甚少。肇源县白金宝遗址发掘了几十座房址（黑龙江1997）。例如，F1为长方形，面积为35平方米，在东南方有一斜坡入口，房子中央有一灶址，在房屋内部还发现六个柱洞和一个台基（Tan et al
 .1995：230）。有些房屋为圆角方形（黑龙江1997）。在朱开沟遗址也发现了相似结构的房址。

辽宁省义县的向阳岭遗址，位于赤峰与东三省中西部的交界地域，在此遗址共发现了属于魏营子文化的5座房子和129座灰坑（辽宁2000：53-54）。这些房子有圆形的，有长方形的，均为半地穴式。其中的F6，长宽分别为3.9米和3米，有石头垒砌的灶，但未发现柱洞，墙用的是易腐蚀的材料。发现了大量的储藏坑和灰坑，多数深度不到1米，与大约同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很相似。

林沄（2003）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北方地带大多数地区的房址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1千纪早期存在着一个间歇期。然而，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不完整的断代材料和缺乏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遗址很少能反映某种变化。在很多地区，投入到房屋和永久性建筑的劳动力相对较少，但投入到墓葬中的劳动力却不尽相同。在赤峰地区，这种转变并不一定是因为人口密度的缩小造成，但在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的缩小却已经出现。这种变化是否与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变，或者是向一个更极端的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关，将在本书的下一章节进行讨论。

通过对陶器和青铜器这两种器物的对比分析，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其继承性发展的一面，亦可以看出其发生的变化。对居址资料的分析则显示了一个更加复杂多样的景象，这也可能是由于资料的不完整而造成的。即使是资料最齐备的赤峰地区，也不能简单的解释这种现象。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居址材料是社会发展进程最直观的反映，然而这个进程是很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迅速变化，而其他方面变化缓慢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在这本书的第三章至第五章，每章都集中探讨一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试图描绘这个进程不同方面的内容。

葬礼与葬仪

礼仪行为，包含葬仪和埋葬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这种仪式行为反映的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层面（迄今为止任何社会层面都是独立的），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的一种反映。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入研究仪式活动的物质表现形式时，应该采用与分析经济活动、生产或政治制度等相关资料时相同的模式。同时，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分强调这些资料，因为仪式行为的物质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且它们比其他东西更容易保存，墓葬中的随葬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在史前社会，它们比较容易吸引学者的注意。但是本书中要讨论的一些地区，由于某些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并非来源于墓葬材料，因此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甘肃地区的史前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地区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与社会层面相关的信息大多数均来源于墓葬资料（Debaine-Frankfort 1995；甘肃省1990；Linduff 1998）。因此，这一地区对很多考古学文化的解释其实是建立在与埋葬活动相关的仪式行为基础上的。在齐家文化时期，人们经常使用长方形土坑墓，大多数墓葬均是单人葬，也有双人葬甚至是三人葬（Debaine-Frankfort 1995）。一些学者认为，多样的埋葬方式表明了这个时期的单个家庭均由一位男性、一位或两位女性构成，并且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刘2004：149；孙和杨2004：40）。而墓葬结构亦随着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在柳湾墓地，有些墓葬有木棺，有些无棺；有些墓葬棺内仅有一具尸体，其他尸体放置在棺外（Debaine-Frankfort 1995：130-35）；最常见的随葬品是陶器、石工具、石的或者玉的礼仪用器，如璧。在皇娘娘台墓地，随葬品从1件到94件不等（刘 2004：149）；一些墓葬还用大量猪或羊殉葬，甚至可能还有殉人（Linduff 1998：625-26）。

除了丧葬习俗，仪式的其他表现形式如石圈这种宗教遗址以及卜骨也发现于齐家文化时期（Chang 1986：282-85；Linduff 1998）。在公元前2千纪，齐家文化埋葬传统依旧继续，并且在甘肃地区流行。根据墓葬规模和葬具的不同可以将寺洼时期的墓葬进行分类：有木椁的墓规模相对较大，没有椁的墓规模相对较小。随葬品的数量也有差别：一些墓葬只随葬少量陶器，但另外一些墓葬则随葬多达70件器物，其中包括青铜器、石器和动物殉牲（甘肃省1987；甘肃省1990；文物1979：143；中国1982；中国1986）。在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人殉，被放置于墙内的壁龛内（甘肃省1990：319）。与此相似，在四坝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较多的金属制品（甘肃省1990；李1993；田1988：274；文物1979：142-44；中国1986：585-86）。

公元前1千纪时期殉人的风俗仍旧继续，沙井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简牍资料对此有着明确记载（甘肃省1990：320）
 
[15]

 。公元前1千纪时期，可能发生了地域性的变化，卡约文化墓葬中的很多人骨均属于二次葬。例如，在大华中庄墓地，超过90%的人骨属于二次葬（青海1985）。不同形制和不同规模的土坑墓继续使用，但也有一些墓葬使用石棺或木棺。在潘家岭墓地，所有的墓葬均为南北向（青海 1994：30）。然而，目前仍不清楚这种墓葬方向的流行程度。卡约文化的墓葬规模差别较大，在大华中庄墓地，从墓葬中清理出来的填土从0.1立方米至30立方米不等（青海1985：28-33）。然而，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与前期相比相对减少。卡约文化的墓葬经常随葬1至2件陶器，石工具、骨或青铜装饰品（高1993：155；青海1994）。在大华中庄墓地，117座墓葬中有104座墓包含有殉牲，但每座墓中随葬品的数量却很少，共发现74件陶器和438件青铜器，大多数为铃或珠子（青海1985：20-23）。人殉数量很大，举个例子，在潘家岭墓地发掘的224座墓中，超过10%的墓葬有殉人（高1993：157；刘2000；青海1994：64）。动物殉牲，如羊、狗、猪、马和牛也很常见（图4-23）（高1993；刘2000；青海1985；青海1994）。

在甘肃东部和宁夏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墓葬形制，即“竖穴墓道土洞墓”。它成为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主要墓葬形制。这种墓葬一般在竖穴土坑的东壁或北壁挖一个狭窄洞室，洞室底部呈斜坡状，长可达2.5米（宁夏1993；宁夏1995）。死者的尸体或者牺牲即放置于此洞室，其他的牺牲尤其是数量较多的马、牛和羊的头，则放置在长方形的墓道里。在宁夏固原县的杨郎墓地，29座墓中有28座便是属于这种类型（宁夏1993：16）。在于家庄墓地，20座墓中有16座是洞室墓（宁夏1995：80-84）。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同的时期，洞室墓也普遍出现于这一地区东面的渭河流域（Shelach and Pines 2005）。但杨郎文化的墓葬排列没有规律，且墓葬方向并不一致（许和李1993：2）。

在杨郎文化的墓葬中，很少发现陶器。但是青铜器、骨器和石器则普遍存在。在于家庄墓地，仅发现7件陶器，但出土青铜器673件、骨器755件、石器217件（宁夏1995：87-102）。青铜器包括武器如短剑、斧和镞；工具如刀；装饰品如带扣和牌饰，青铜马具也比较常见（宁夏1993：26-42；宁夏1995：87-97）。骨质和石质的装饰品在杨郎文化墓葬中的数量（如宁夏1993：44-49；宁夏1995：98-102）比这一时期北方地带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这些墓葬最突出的特点是出土动物殉牲。在杨郎墓地，有一座墓葬出土了51个动物头骨。这之中，数量最多的为羊头骨。这个墓地的每座墓均包含3-40个羊头骨，马的头骨也比较普遍，一座墓大约埋葬6-10个马的头骨（宁夏1993：17）。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于家庄墓地，22座墓葬中共发现了166个羊头骨、54个牛头骨和42个马头骨（宁夏1995：85）。

在公元前2千纪的鄂尔多斯地区，大多数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方向并不统一。但根据报告提供的地图可以看出，大多数墓葬均沿着南北轴线排列。发掘者将朱开沟墓地的墓葬分为三类：一类是小型墓葬，长宽大约为1米×0.5 米，0.5米深；一类是中型墓葬，长宽大约为2米×1 米，1-1.5米深。第三类数量较少，为大型墓葬，大致2.5-4米长，1.5-3米宽，6米深（内蒙古2000：131）。朱开沟墓地少于10%的土坑墓里有木棺随葬（内蒙古 2000：131），大多数墓葬为单人葬，但也有14%的墓葬是双人葬、三人葬甚至四人葬。这种多人葬多为同性埋葬（内蒙古2000：132），即同一性别的人埋葬在一起。

与甘肃地区的传统相比，朱开沟墓地随葬品种类和数量均较少。只有36%的墓葬（共117座）包含有牺牲和少量的随葬品。即使是最富有的墓葬，其随葬品数量也不超过10件。最常见的是陶器（102座墓葬中共发现了293件陶器），这些陶器多放置于壁龛中。其他的随葬品包括石工具、装饰品、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还有动物殉牲（内蒙古2000：133-34，323-36）。除了这些土坑墓，朱开沟墓地还发现了瓮棺葬，这种瓮棺葬由两个大容器相套接而成，通常埋葬的是儿童。瓮棺葬未发现于墓地，而多见于屋底或者住宅区里面（内蒙古2000：134-35）。

卜骨是朱开沟墓地仪式活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个墓地共发现60块作此用途的卜骨，大多数为牛骨或鹿骨，但也有猪骨或羊骨。这些骨骼上留有抛光、钻孔和占卜过程中留下的兆纹（内蒙古2000：123-24）。卜骨多发现于灰坑，虽然有些人认为卜骨在第三阶段和第五阶段最为盛行（Linduff 1995：140），但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各个时期均有卜骨发现（内蒙古2000：322）。

大约公元前1300年，即朱开沟文化的晚期阶段到公元前8或公元前7世纪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早期阶段，鄂尔多斯地区仅发现了几座墓葬和其他的宗教遗址。其中属于西岔文化时期的19座墓葬发现于内蒙古准格尔旗的西麻青墓地。这个墓地的墓葬均为土坑墓，单人直肢葬，多数头向北。陶器为最常见的随葬品，但亦发现了青铜饰品如手镯、玉饰和羊骨（中国2003：85）。另外，西岔遗址的墓葬中还发现了1件青铜有銎斧和3件青铜耳环（内蒙古2001：74）。虽然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但朱开沟墓地有着很明显的地区传统，并且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

“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的墓葬与这一地区宗教行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所有的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墓，有些有木椁，但大多数墓葬均为东西向埋葬，而非鄂尔多斯地区此前常见的南北向（图4-18-4-21）（Linduff 1997：56；内蒙古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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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子墓地的一些墓葬带有壁龛，壁龛中放置随葬品（内蒙古1989：57-60），这可能是朱开沟传统的继续。但这种结构的墓葬很少在其他墓地发现，陶器并非这一时期最流行的随葬品。在毛庆沟墓地发掘的79座墓葬中，只有1座墓葬随葬有3件陶器，超过2座墓葬随葬有2件陶器，31座墓葬均随葬1件陶器（田和郭1986：252）。青铜器，如刀、短剑、镞、带扣和牌饰在毛庆沟及同时期的其他墓地中比较常见（Linduff 1997：57；内蒙古1989）。仅在毛庆沟墓地即发现了500多件这样的随葬品（田和郭1986：257-87）。动物牺牲比以前更加普遍，但随葬方式却发生了变化，从之前墓葬中随葬动物的各个部分或者随葬整个动物变成有选择地随葬动物的头骨和蹄足（图4-19）（Linduff 1997：56；内蒙古1989）。

在赤峰地区，我们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然而与埋葬行为相关的仪式活动在这一地区发生了更加剧烈的转变。朱开沟墓地夏家店下层时期大约公元前2千纪的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墓。这些墓葬在地面上没有标志，但几百座墓葬在墓地里的排列方式表明这些墓葬在埋葬前应该已经有所规划。这一时期有明确记载的墓地，如敖汉旗的大甸子墓地，一共有800座墓，位于夏家店下层居址围墙外的固定区域（敖汉1976；刘1992；中国1975a；中国1996）。大多数墓葬均为单人直肢葬，方向均为西北-东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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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葬通常长1.7-2.5米，宽不到1米，但深度相差较大，平均深度为1.4米，有些更窄，有些墓葬则深达7米。大约25%的墓葬有木棺。也有些墓葬有土坯结构（中国1996：39-58）。

陶器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随葬品。在大甸子墓地716座墓葬中，有574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均出土陶器，每座墓葬随葬陶器数量1件至12件不等。就像上面所指出的，某些绘有彩绘图案的器物，是直接用于随葬的。其他类型的随葬品有石器、骨工具、纺轮、贝壳、各种石制或玉制的装饰品、小金属器、卜骨和漆器。动物骨骼也比较常见，多数墓葬随葬猪或狗（中国1996）。一些陶器和随葬品放置于死者周围，也有一些放置于壁龛里，壁龛多位于死者脚端一侧的壁中。

除埋葬行为之外，在墓葬和居址中发现的卜骨也是公元前2千纪最常见的仪式工具（辽宁1983a；内蒙古1965；XZGKG 1984；Zhang et al
 .1987；中国 1975b；中国1979）。这些卜骨在烧灼之前都经过抛光和钻孔，它们反映的是由专门制作卜骨的人所从事的一种宗教活动（Shelach1999：120-21）。有学者还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某些由石头构筑的遗址，位于高山之巅，远离河流，这种遗址即是专门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场所（Teng et al
 .2003；中国2002b）。当然，我们仍需要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些猜想。

公元前1千纪前期与公元前2千世纪的埋葬传统完全不同。墓葬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墓葬结构、埋葬方向和随葬品种类均不相同。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墓葬多成组埋葬，多与居址没有关系，有些墓葬甚至位于远离聚落的高山上。有些组一组便包含100多座墓葬，但其他组包含的墓葬数量则相对较少。在阴河附近进行调查时，我将阴河附近的墓葬分成55组，每组包含墓葬的数量从5座到200座不等（Shelach 1999：149-50）。赤峰地区国际联合考古队最近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墓葬数量不是很多，在765平方公里的调查范围内，仅发现了81组墓葬。夏家店上层时期墓葬的排列间距比夏家店下层时期的要大得多（Shelach 1999：150-51；张家口1987）。

夏家店上层时期墓葬的规模比大甸子墓地墓葬规模小，墓葬的深度较大甸子墓地浅，其建造技术也不相同。与夏家店下层时期的墓葬相比，很多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墓葬均在地面上构筑土堆或石头堆。这些土堆或石头堆下面有一挖入地下的坑，里面有狭小的石椁，石椁的四壁用大石块竖直排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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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也发现了一些大型的墓葬（辽宁1973；项和李1995），但多数墓葬墓坑的长度和大小仅能容纳一具尸体。一些墓葬石椁里面还有一层木棺。这些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石椁上面覆盖一层石板（图5-7）（Hamada and Mizuno 1938；河北1977；建平1983；宁城1985；张家口1987；中国1974；中国1975b；中国1981；中国1984）。尽管有人提出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墓葬可以分为三种或者四种墓葬形制（Linduff 1997：68-69；朱1987），但这些形制有着相似的组成要素和结构。

因为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墓葬均有地面标志，因此很多墓葬都已被盗，使得内部的石棺多暴露于地表。在阴河流域调查时，我测量了这些棺的方向，大致为东西向。这与在赤峰地区发掘所取得的结果是一致的（Hamada and Mizuno 1938：3；河北1977；张家口1987），当然也有一些特例（中国1974：136）。

与墓葬结构及墓葬方向的情况相似，夏家店上层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反映出与夏家店下层时期不同的埋葬传统。虽然在夏家店上层时期仅发现了几件陶器，但这一时期随葬品的种类转变为以个人装饰品、工具和武器为主，大多数为铜器（Hamada and Mizuno 1938；河北1977；项和李1995；建平1983；宁城1985；辽宁1973；张家口1987；中国1974；中国1975b；中国1981；中国1984）。在较著名的小白阳和夏家店墓地，每座墓葬仅出土不超过1件的陶器，但青铜器却从1件至200件不等。除了小的铜珠、纽扣和装饰品，一些墓葬还随葬有150多件铜器（张家口1987；张家口1974）。正如以上所讨论的，这些青铜器的样式与夏家店下层时期的同类器也大不相同。然而，这种风格显示出它与北方地带其他地区以及中原和北亚草原地区有着明显的联系。

与北方地带同时期其他地区普遍有动物殉牲相比，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墓葬很少有动物骨骼随葬，也很少发现人殉的迹象。在小白阳墓地，45座墓葬中只有8座墓葬随葬动物骨骼：其中2座墓随葬有牛头骨，4座墓随葬有牛骨，2座墓随葬有牛骨和马骨（张家口1987：50-51）。

占卜是赤峰地区存在的少数几种与埋葬活动无关的一种宗教行为（辽宁1983a；中国1974：135）。与墓葬资料相比，这种活动表明了公元前2千纪这一地区仍在继续的一种宗教活动。龙头山遗址，位于西拉木伦河地区，属于夏家店上层时期的遗址，发掘者发现一处石围墙，40米×40米，推测为一种宗教遗迹（齐1991：58-59）。石围墙里发现了很多石头圈和祭坑，有些祭坑里随葬1-6具人骨，同时随葬陶器。目前并不清楚那些坑里的人骨是否是人殉，发掘者认为这种坑应属于祭祀坑而非墓葬。当然，如果坑里有石棺，而石棺内有人骨，则这样的坑可以确定为墓葬（齐1991：58-61）。虽然龙头山围墙的结构很特别，但王立新和齐晓光（2002：22）认为，相似形态的宗教活动（包括在祭祀坑里埋葬人骨的行为）在其他遗址也有发现。

可以将东三省中西部与赤峰地区进行对比。东三省中西部的很多墓葬均是浅坑墓，单人葬，仅随葬几件随葬品。公元前2千纪的墓葬，如高台山和望花文化的墓葬，通常为长方形浅坑墓，单人葬，随葬几件随葬品（许1993）。魏营子文化的墓葬也是长方形土坑墓，有一些里面有木棺，单人葬，陶器多放置于死者头部。其他的随葬品包括石器、小的青铜器和动物骨骼，尤其流行用猪随葬（郭1987：88）。

在东三省中西部，尤其是在黑龙江和辽宁北部地区，土坑墓的传统在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阶段仍在继续。在白金宝时期，这种墓葬形制仍很流行，有的墓葬为双人葬，通常是一男一女（刘1995：209-11）。随葬品有陶器、青铜饰品、刀和镞（Tan et al
 .1995：235-36）。稍晚阶段，石板墓比较流行（Linduff 1997：68；刘1995：211；Wang et al
 .2000：93）。这种墓葬也随葬青铜制品，如短剑和牌饰，这些随葬品和赤峰地区的比较相似，但同时可见某种程度上的地区烙印（Linduff 1997：68）。在辽宁的中心区，石板墓多东向，与所谓的“凌河文化”有关。这些墓葬随葬很多青铜制品，如剑、刀和短剑、斧、镞、车马器、牌饰和带饰。动物骨骼也很常见，主要有牛和猪，也有狗和马（王2003：195）。

总之，这一地区的很多文化都残存宗教活动的遗迹。卜骨便是其中之一，卜骨在所有的地区都有发现，利用卜骨占卜也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比较常见的活动（刘2004：47-54）。一些特征表明了跨地区交流的影响，如较深的土坑墓，在壁龛中放置祭品。一些特征则可能代表了远程交流的结果，如赤峰地区的石板墓。但大多数的宗教活动似乎仍代表的是本地区长久以来独立发展的地区传统。然而，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早期，在北方地带的东部和中部，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常的观点，与日常活动及与社会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发展趋势和流行时尚等方面的转变相比，仪式活动对传统的保留最为持久，变化速率也最慢。即使是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它们仍可能保留着最初的传统。虽然最近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之前人们所认为的很多历史悠久的仪式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有一些仪式可能不久之前才起源，但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这种传统的东西很难像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发生变化。就像Catherine Bell（1997：211）所说，“忽略这些与变化相关的证据，总体说来仪式活动确实有抵制变革的倾向，而且其抵制力比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习俗都强。”（请参照Bell 1997：145-50）。

结论：转变和继承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章，我尽可能对一些基础的问题提供多种可能的解释。当然，要想清楚划分“现实”和“解释”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尽量将解释限制于较初始的推论，并且尽量让自己的描述比较明晰。在接下来的三章将进行更深入次的分析和解释。很明显，还有很多资料我未能关注到，如与植物及动物遗存相关的资料。但我相信，这种资料更适合在第三章进行经济适应性分析时再进行介绍。基于这个考虑，跨地区交流的资料将在第五章进行介绍。

在将要引入更高层次的分析之前，以及将要对这章内容进行总结之际，我想对目前为止已经介绍的资料提出一己之见。很明显，这本书所定义的北方地带，并非指同一个“文化圈”。不仅是因为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的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这种不同，可以归结为地方自然条件及其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造成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不同地区的发展轨迹也有着较广泛的相似之处。例如，到了这个时期的末期，虽然不同地区在文化特征、地区适应性以及政治体系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说来，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在逐渐趋向一致。

对我们理解这里所提出的进程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任何一个地区，物质文化各个不同方面变化的幅度和速率均不相同。似乎在所有的地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如陶器制作，都有着高度的继承性。在与仪式活动相关的方面，则似乎反映出剧烈的变化。其他方面，如与居址及家庭结构相关的资料，则提供了各种综合信息。事实上，我在本章采用不同方式介绍资料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观察这种差异。我相信，在了解了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采用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差异（现实的或者虚构的差异）。在接下来的三章将讨论这个问题，并将进行更严密的分析和更深层次的解释。




 [1]
 为了更好地理解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及这一时期华夏政权的发展情况，请参阅以下书籍：Falkenhausen 1999；Hsu 1999；Hsu and Linduff 1988。


 [2]
 直到公元前4世纪，政治地理边界才开始有了明确的界定。这个时期，第一次修筑起来的长城将周朝与它的北部邻居分隔开来。这个分界请参阅Di Cosmo （2002：138-58）


 [3]
 这个名称，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cf.Di Cosmo 1999；林1986；乌1985；Linduff 1997）。例如以“中国中心论”的学者认为，北方地带或者北方，反映的是其在中国疆域范围内的地理位置。然而，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术语来形容这个区域前，我将用它来说明中国内陆除去任何确知隶属于南方政权统治区域外的所有地域。


 [4]
 然而，这并不能排除越过荒漠地带进行远程交流的可能性，就像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样（Christian 2000）。


 [5]
 很多学者都反对将欧亚草原西部人群与考古学遗存相对应的方法（Davis-Kimball et al
 .1995）。


 [6]
 相同的观点也出现于“斯基泰”文化的研究中：Yablonksy 2000。


 [7]
 关于考古学中“文化”的相关问题，可参见Hodder 1978；Renfrew 1978。


 [8]
 事实上，根据大多数著作，包含朱开沟发掘报告，朱开沟文化消亡的时间更早，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内蒙古2000；田1992；王1994：396）。但是，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田广金和他的同伴修正了这个编年体系，最后将鄂尔多斯周边地区的朱开沟和其他遗址延至公元前1200年（田和韩2003：236）。最近对西岔文化的讨论也并未解决编年问题（中国2003）。


 [9]
 田广金（1993）对内蒙古中东部及内蒙古西部的诸文化进行了一个相似的划分，不过没有明确提及太行山。


 [10]
 甘肃地区以及渭河和黄河盆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都在烧制之前施彩，因此，这些彩绘图案能保存较长时间。夏家店下层时期的陶器是先烧制后施彩，这种彩绘图案很容易被液体冲掉，甚至很容易被抹掉，因此只用作随葬品。


 [11]
 田广金和郭素新（1986：300）指出，最少有一个碳十四数据将毛庆沟墓葬校正至公元前740年。


 [12]
 正如郭大顺指出的（1995：199），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与这些制品相关的考古学遗址，即使经过科学发掘了，但大多数出土“北方青铜器”的窖藏或者墓葬均不出土陶器。


 [13]
 也有几件器物发现于居址。相关的例子可以参照辽宁1983b， 辽宁2001：43。


 [14]
 Gregory Indrisano，一个匹斯堡大学的博士生，最近在凉城县开展了一项调查，这个地区属于我所定义的鄂尔多斯地区。一旦这个结果公布了，我们将有更多的数据来讨论这一地区的发展进程，并且可以将结果与赤峰地区相关方面的数据进行对比。


 [15]
 译者注：可能是作者笔误，据目前材料可知，沙井文化并未出土简牍材料。


 [16]
 毛庆沟墓地的12座墓葬均为南北向，但均属于这个墓地的晚期阶段，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世纪。而且，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多属于中原文化的器形，而非土著居民所使用的形制（吴晓龙2004）。


 [17]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方向和居址的方向相关，男性面向居址，女性则背向居址（郭1995b：169；中国1996）。


 [18]
 在很多地区，主要是西南地区，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的墓葬里面没有石头结构，（张家口1987）。


第三章 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各其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班固《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





当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写下上述话时，华夏族与它北部邻居之间的经济差别已经被表达得泾渭分明，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对夷狄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长城以南的人群以农业为生，以谷类为食。而长城以北则居住着“贪婪”的游牧人群，他们主要吃肉和奶制品。正是有了这些差别，我们可以假定华夏族与他的北部邻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为经济差别。然而，这种假设应该追溯到公元前1千纪的最初阶段，即这种差别开始形成的时期。在这一章，我将尝试着考察公元前3千纪和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时期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经济变化的频率。

公元前2千纪，农业作为北方地带主要的经济模式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大量的证据表明农业在公元前6千纪便已经出现（李2003：12；Shelach 2000；Shelach 2006；赵2003）。谷物、动物骨骼和工具以及相对大规模定居聚落的存在表明：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最晚至公元前4千纪农业已经成为北方地带四个亚区最主要的生计方式（郭1995a；李2003；Shelach1999；水2001：289-90；Underhill 1997）。在公元前3千纪晚期和公元前2千纪早期，即这项研究的起始时期，农业发展至巅峰。北方地带的所有社会均从事相对集约的农业生产（郭1995b；Shelach 1999；水2001：289-90）。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早期经济模式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是这一章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上一章的考古学调查数据表明北方地带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但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各地区变化的频率和幅度也各不相同，它对史前社会的影响也超过其他任何方面。在这一章，我们尝试着将这些变化与我们观察到的经济及政治进程联系起来，这种方法无论在传统研究还是现代研究中均是最核心的方法。它将畜牧经济和畜牧生活方式的发展作为北方地带社会转型的一个固定要素进行观察，这种转型的结果便是它由此改变了东亚社会的地理政治结构。

这个研究使得很多以前没有解答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北方地带不同地区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变发生于何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的频率和幅度如何？最后，这种转变怎样影响了史前社会社会政治进程的其他方面？带着这些问题，我将尝试寻找新的方法来解释已有的案例，合理分析已有的数据。

在已有的对这种变化进行分析的案例中，人群的变迁和气候的变化是必然要提到的因素（如，Chernykh et al
 .2004；Christian 1998；Dergachev 2002；Erdenebataar 2004；Hiebert and Shishlina 1996；林2003；乔1992；水2001）。这些案例将外部动力视为变化的原因，而不去思考这可能是当地人主观选择的结果。与外部因素为主要推动力的解释相反，如果再兼顾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实当地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得多。这种方法绝非要忽略环境变化的各种影响（而是不再单一的强调气候变化因素是决定因素）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这种分析常常并不能给人以明确的答案，而只能给各种事件一个模糊描述，但这种描述，我相信，应该比以前研究所给出的答案更有趣，也更符合事实。

最近这些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利用这种新的研究模式进行研究（cf.Di Cosmo 2002；王明珂1994）。这些研究模式部分是根据他们对人类动机的理解以及与人类学研究成果和历史学案例相比较而得出的。在本章的后面，我将讨论这些研究模式，并对这些传统观点进行考证。但首先我要提出最根本的问题，即北方地带这种向畜牧业经济方式的转变是否出现于公元前1千纪的前半期。我不再仅将畜牧业生活方式和农业方式进行对比，而是尝试着估测这一时期牧业生活方式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

畜牧经济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经济模式，即以饲养适合放牧的动物——羊、牛和马等为生。然而，应该重视“畜牧经济”这个词的内涵，并将其组成成分逐个进行考察（cf.Bar-Yosef and Khazanov1992）：即畜牧和游牧在公元前1千纪社会中的重要程度如何？这些变化是在生产和消费模式中如何得以体现？其流动性增强了吗？动物是直接用于消费（作为食物和作为副业生产）还是用来贸易？哪种形式的流动与畜牧经济有关？是否组成社会的各个方面均有着相同的经济模式和流动方式？只有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尝试着理解变化发生的原因和所取得的结果，以及研究这些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和政治含义。

上述问题还涉及两个相关的问题，即人们生产什么和人们消费什么。然而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将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在这里提出这两个问题是为了提醒大家关注通常容易忽略的一系列问题，如同一社会或者不同社会成员间的经济专门化及商品交换等问题。这些论题尤其与畜牧经济的研究相关，到底哪些畜牧业产品是消费品哪些是商品不仅对我们理解经济的本质很重要，而且对我们理解政治组织形式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也至关重要（cf.Hole 1978；Jagchid and Van-Jay 1989；Khazanov 1983；Marx 1992）。这种视角也能使我们开始重视以前研究中没有收集的数据类型以及过去研究中我们所忽略的问题。

消费方式的变化

不幸的是，只有少量的数据是与北方地带社会经济相关的，而且大多数数据都是通过间接方式得来的。比如，对人骨的化学分析，可以提供我们关于饮食偏好的数据，但这种研究尚未涉及。最近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开始普遍系统收集植物遗存，也经常进行动物骨骼的分析，但这种研究所发表的数据仅仅限于定性资料（比如动物的分类），而非定量数据（各种动物品种的最小个体数）。考古学家多根据这种间接得到的资料进行推论，这种间接的资料包括工具的类型以及遗址的结构等。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农产品、驯养家畜和自然资源（狩猎和采集）来确定饮食结构。在驯化的动物品种中，正确区分动物是属于家畜类（如猪）还是属于畜牧类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获得的资料并不能提供计算各种动物所占准确比例的条件，但有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北方地带公元前3千纪晚期至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遗址中发现的谷物完全可以与黄河流域发现的典型农作物品种相媲美。在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粟（甘肃省1990：318）。在东灰山遗址中发现了粟、高粱和其他类型的谷物（林2003：103）。西灰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已经碳化的小麦（甘肃省1990：318）。

在鄂尔多斯地区，虽然传统上认为谷物种植是朱开沟遗址最主要的经济活动（Di Cosmo 2002：48；Linduff 1995：138；内蒙古2000：289），但在此遗址或鄂尔多斯地区的其他遗址并未见任何与谷物相关的报道。然而，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200多个窖藏（内蒙古2000：40），或许能作为这一地区有谷物种植的佐证。在赤峰地区，碳化谷物层在水泉遗址的窖藏底端发现（李和高1985；王1992）。在这个遗址和其他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发现的碳化谷物确认包含两种类型的谷物：高粱和粟（郭 1995b：160；李和高1985：157）。在北方地带很多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也表明这是以定居和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在很多地区，猪骨占了很高的比例，马骨却很少发现。由于很多骨骼都是在墓葬中发现的，因此不应该视为是消费类型的直接体现，而应该视为是埋葬仪式的体现。虽然它与日常的肉类消费结构密切相关，但并非消费结构的直接体现。

猪是齐家文化墓葬中最为常见用于随葬的动物。在某些墓地，猪骨在10%-35%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在较大型的墓葬中，甚至发现60多具猪骨架（水2001：291）。狗、绵羊/山羊、牛和马的骨骼也有报道，但数量均少于猪骨（Chang 1986：282；Linduff 1998：625-26）。

在朱开沟遗址，共发现了1002具动物骨骼，大多数属于家畜。其种类为：猪、绵羊、牛、狗和鹿（两种），还有双峰骆驼（黄2000：400-21）。通过辨别这些骨骼的最小个体数，黄蕴平（2000：401-402）认为这批骨骼中，猪、牛和绵羊的骨骼最为常见（表3-1）。

表3-1 公元前2千纪各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百分比 %



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公元前2千纪时期，在北方地带西部，社会已经向一个更加专业化畜牧经济转变。例如，水涛（2001：291）提出，在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的不断增加的绵羊/山羊骨骼即反映了这种变化。然而，他的结论是建立在相对较少墓葬基础上的。Linduff（1998：642）认为，在朱开沟第五阶段出现了大量通过与商朝进行贸易所获得的谷物，从而使得他们对商朝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因此，朱开沟文化的人群需要增加畜牧业的规模，用以补充与商朝进行贸易时的支出。这导致他们扩大畜牧业的区域，或者带着动物到距离居址很远的地方进行游牧。但朱开沟发掘报告并未为我们提供这种更趋专业化畜牧方式的相关信息。动物骨骼很少发现于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的墓葬或地层中，而且绵羊或山羊的比例与其他阶段相比变化不大（黄2000：401-402）。（表3-2和图3-1）因此，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朱开沟时期有着重大的经济转变，或者说从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游牧经济。

表3-2 朱开沟不同阶段动物的最小个体数（黄2000：401-402）





图3-1 朱开沟不同阶段动物所占比例

公元前2千纪北方地带东部，几乎每个遗址都出土动物骨骼。最常见的动物是猪、狗、绵羊/山羊和牛（中国1974；中国1975a；中国1979）。猪是这些遗址中最为常见的动物。在大甸子墓地，共发现150头猪和85只狗的骨骼，没有发现绵羊/山羊或者牛的骨骼（中国1996：362-409）。在赤峰市附近的大山前遗址，2145具动物骨骼出土于夏家店下层时期的地层中。这些骨骼与大甸子墓地中的发现相比，很多部位的骨骼均与家庭活动有关，因此能较好地反映消费的实际类型。发掘的初步报告表明，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48.2%为猪骨，24.3%为牛骨，15.3%为绵羊或山羊的骨骼，10.9%为狗骨，还发现了一些马和野生动物骨骼的碎片（王2004a：256）。东部地区遗址中羊骨所占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低于西部地区，但两个地区分布的动物类型大致相似，这亦表明畜牧业在公元前2千纪的北方地带还未得以充分发展。

水涛（2001：292）认为，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的甘肃地区，与四坝、卡约、辛店和沙井文化相关的社会其经济形态均为畜牧经济，几种种植的谷物品种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目前不清楚是否是因为关注的角度和研究的方法不合理而造成了这方面数据的严重缺失。最近在青海东部丰台的卡约遗址开展的研究发现了大量的种植作物如大麦、小麦、粟等（中国2004：87-88）。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能在其他遗址中采用同样的先进技术（如这个遗址发掘者所采用的浮选法）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发现。

属于卡约文化的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似乎表明了畜牧业的日益增强。根据高东路（1993：157-61）的观点，在这个文化早期阶段的墓葬中，狗是最为常见的动物，绵羊/山羊、牛和马也有发现。在第二阶段，情况基本相似，但在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猪骨。在第三阶段，绵羊似乎成为首选的随葬动物，而猪骨则再也未被发现过。在最后的阶段，马和牛的骨骼最多。在青海的大华中庄墓地，属于卡约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525具动物骨骼，64%为绵羊/山羊的骨骼，15.2%为牛骨，20%为马骨，另外还发现了1具猪骨和1具狗骨，2具野生动物的骨骼（青海1985：28-33）。

公元前1千纪甘肃地区其他文化的发掘报告也显示出相同的情形。辛店文化的遗址中，猪、狗、绵羊/山羊、牛和马的骨骼均有发现（宋1991；谢1985；中国1986：586）。谢端琚的研究发现，这些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是绵羊/山羊的骨骼。在稍晚的杨郎文化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头骨，单个墓葬中发现数量最多的动物头骨达51具。在这些动物头骨中，最常见的是绵羊或山羊的头骨，几乎每座墓葬均出土3到40具羊头骨。马的头骨也经常发现，其中有6座墓均发现10具马头骨。总之，303具动物头骨中，217具为羊头骨（71.6%），47具为马头骨（15.5%），39具为牛头骨（12.9%）（宁夏1993：53-55）。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于家庄墓地，22座墓中发现166具羊头骨，54具牛头骨，42具马头骨（宁夏1995：85）。

在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晚期阶段和“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早期墓葬之间有一较大的年代缺环，这一时期未发现任何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资料。而且，因为“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的资料多来源于墓葬，因此并不能与其他地区的居址资料进行对比，也不能很好的体现家庭消费模式。然而，这些墓葬资料似乎显示出与甘肃地区相似的趋势。在毛庆沟墓地，我分析了可能代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最初两个阶段墓葬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总共发现61具绵羊/山羊头骨（80.3％），11具牛头骨（14.5％），3具马头骨（3.9％）和1具狗头骨（1.3％）（田和郭1986：306-13）。在大约同时期的崞县窑子墓地，共发现77具动物头骨，41具绵羊/山羊（53.2％）头骨，15具猪头骨（19.5％），11具狗头骨（14.3％ ），5具牛头骨（6.5％），4具野生动物头骨（5.2％），只有1具马头骨（1.3％）（内蒙古1989：79-80）。这些发现表明可能存在着一种混合经济形态。然而必须说明的是，所有的猪和狗的头骨均发现于这个墓地的晚期阶段，发掘者将这个阶段断代为大约公元前5世纪。

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千纪晚期和公元前1千纪早期的消费类型与西部地区完全不同。多数夏家店上层时期的窖藏（辽宁1992；中国1974；中国1975b），这一时期仍旧存在着大规模的谷物消费。这个结论被这一地区仍在继续的农业生产遗存所证实，这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与赤峰地区早期遗址相比，绵羊或山羊的骨骼在夏家店上层的遗址中比较常见。但它们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北方地带的西部地区。在大山前，属于夏家店上层的162块骨骼碎片中，59.9％为猪骨，12.96％为狗骨，12.96％为绵羊或山羊的骨骼，11.73％为牛骨，只有2块马骨和2块鹿骨被发现（王2004a：257）。这表明了在同一个遗址，夏家店下层的消费模式被很好地传承下来。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夏家店上层的样本数量比夏家店下层少（162比2145），而且夏家店上层时期的样本库可能混入了夏家店下层的样本（王2004a：268，注释113）。更可靠的数据来源于克什克腾旗的关东车遗址，此遗址共发现31具动物骨骼，32.2％为绵羊或山羊骨骼，25％为猪骨，19.2％为牛骨，16.2％为狗骨，只有1具马骨和1具野生动物骨骼被发现（朱2004b：433）。

这一数据表明，尽管适合畜牧的动物在公元前1千纪初期的赤峰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时的经济类型仍为混合经济，农业和不适合畜牧的家畜如猪等动物的饲养在经济成分中仍占有较大的比例。再往东，属于凌河文化的墓葬，墓葬中主要随葬牛和猪，但狗和马也比较常见（王2003：195）。这表明这一时期并没有明确迅速向畜牧业生活方式转变的迹象。再往北，其典型的饮食结构中还包括野生食物资源。在白金宝遗址，发现了包含有鱼骨和贝壳的地层叠压在灰坑之上的迹象（Tan et al
 .1995：230；Wang et al
 .2000：86），这种情况表明这些资源对当地人们的生活都非常重要。

表3-3 公元前1千纪不同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所占比例 %







图3-2 公元前1千纪不同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所占比例

公元前1千纪后期北方地带东部畜牧经济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部分资料收集较为齐全。在晚于夏家店上层时期的林西县井沟子遗址，发现畜牧经济成分所占比例较大。在这个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51具动物骨骼，19具为马骨（37.3％），13 具为绵羊或山羊的骨骼（25.5％），12具为牛骨（23.5％），6具为野生动物骨骼（11.8％），只有1具为狗骨（1.9％）（Ta La et al
 .2004）。然而，在大山前遗址的战国地层中共发现1351具动物骨骼，46.1％为猪骨，19.8％为牛骨，16.9％为狗骨，14.4％为绵羊或山羊的骨骼，2.5％为马骨（王2004年a：258）。这表明在公元前1千纪后期，在北方地带东部中心区，主要的肉类来源不是放牧的动物。

生产方式的转变

与北方地带生产方式相关的推论是建立在对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类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这些生产工具多为石、骨或青铜所制成。其他类型的资料，如系统的居址资料，在很多地区均不适用。因此，对生产方式的推论主要依靠的是非系统调查中所留下的印象和发掘这类遗址中所获得的一些心得。

在北方地带西部，石质工具被认为普遍用于公元前3千纪晚期和公元前2千纪的农业生产中（Debaine-Francfort 1995：56-59，82-83；李1993：116；甘肃1990；Shelach 1996：9；文物1979：143；中国1986：485-86）。这一地区普遍发现的工具包括斧、锄头、磨石、石镰刀或贝壳镰刀。虽然这些工具也用于收割野生植物，但这仍然表明公元前2千纪存在着集约型的农业生产（Debaine-Francfort 1995：38；甘肃1990：318；Wang et al
 .2000：69）。

赤峰地区赵宝沟遗址发掘者认为在出土的495件石工具中，34.4％的石工具与农业生产有关，36.2%与陶器、骨器和木器生产有关，14.2%与狩猎有关，15.2%与播种及各种相关的活动有关（内蒙古2000：289）。我并不清楚如此精确的比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而且，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重要程度仍不清楚。就像上面所指出的，超过200个灰坑（可能为窖藏）在朱开沟遗址中发现（内蒙古2000：40），然而并不清楚有多少灰坑用作储藏功能，而灰坑对研究农业生产的重要程度非常关键。

在北方地带东部，根据出土的石工具组合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考古学家认为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发现的石制品多为农业生产工具（郭1995b；辽宁1977；刘 和徐1981）。在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储藏坑也表明了这一地区有着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1986：571；辽宁1976；中国1979）。在水泉遗址储藏坑底端发现的碳化谷物层证明一些这样的设施确实是用来储藏粮食（李和高1985；王1992）。李恭笃和高美璇（1985：157）认为，水泉遗址储藏坑的粮食存储总量可达10吨。即使这个值是一个过高的估计，但仍意味着夏家店下层社会拥有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再往东，骨工具如镞、渔叉和渔钩的发现表明狩猎和渔猎在公元前2千纪也是很重要的活动（Di Cosmo 1999：900；Tan et al
 .1995：230；Wang et al
 .2000：69，86），但这些地区出土的一些工具很可能与农业生产有关（Wang et al
 .2000：76）。

北方地带西部很少发现公元前1千纪的居址材料，这或许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向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流动生活方式转变的间接证明（如水2001：311）。然而，就像第二章所指出的，这也可能是由于研究的视角造成，以往的研究者多关注富人的墓葬和大型墓地，而很少注意居址的材料。也许是因为这一地区发现的多为墓葬资料，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石工具和其他器物不太可能被放置在墓葬中。虽然目前这一地区可用的资料很少，但沙井文化出土的一些石工具可能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或至少可以说与谷物生产有关（甘肃1990：319）。

在北方地带东部尤其是赤峰地区发现了很多公元前1千纪与生产方式相关的资料。就像第二章所指出的，赤峰地区发现了很多遗址，其中包括大型的居址，这些遗址中的储藏坑表明了农业生产对他们的重要性（辽宁1992；中国1974；中国1975b）。

通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获得了很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石工具，例如过去常用来清理农田的锄头以及用于砍伐的斧，经常用来捣碎谷物的杵和臼（辽宁1983b；Shelach 1999；中国1974；中国1979）。在很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发现的这一地区典型的半月形石刀，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收割刀”（中国1975b；中国1979；刘和徐1981）。与之前相比，在公元前1千纪前期赤峰地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石工具可能在数量上（虽然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有所增长，质量也有所提高（Shelach 1999：153）。

公元前1千纪北方地带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普遍存在青铜工具，这可能与畜牧活动有关。青铜刀，可能用于屠杀动物和处理皮毛。很多学者认为，北方地带青铜器上流行的动物图案与公元前1千纪这一地区畜牧动物重要性的日益增强有关（刘和徐1981；吴2002a：437-38）。

马术，不一定是畜牧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在远距离运输和大面积开发中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由于马术的发展，从而让少数人控制大量的动物变得可能（Di Cosmo 2002：24-25）。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铜马具表明了马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很重要，它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和重要的战争装备（刘和徐1981；宁城县1985；翟1984；翟1994；张家口1987）。马衔在北方地带其他地区也较常见，它们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Linduff 1997：37）。南山根遗址发现的装饰有两个骑在马背上猎人的青铜指环（中国1975b：137 图19）（图3-3）就是公元前9世纪北方地带东部这种骑马术发展的典型例子。然而，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少的马骨表明，马在这一地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没有北方地带西部重要。这种差别表明，在北方地带西部，畜牧经济的发展与长途旅行有关。而北方地带东部的人群，在距离居址很近的地方放牧。



图3-3 南山根M3出土的双人骑马追兔形象的铜环（中国1975：137，图19-4）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2002：64-5）在很多著作中都提到，北方地带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与社会向畜牧经济的转变有关。然而，狄宇宙也观察到因为很多图案其实描绘的都是野生动物，因此狩猎应该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文化活动，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大量骨镞和青铜镞在北方地带遗址中发现即证明了这个观点。民族学研究表明狩猎对畜牧社会的经济发展很重要（Hole 1978：146）。然而，在北方地带其他地区公元前1千纪时期的遗址和属于夏家店上层的墓葬和居址中则很少发现野生动物的骨骼（表3-3）。因此，虽然狩猎是一项有文化价值的活动，但很可能这项活动仅局限于这些社会贵族阶层，目前并无证据能显示这项活动具有某种经济意义。

这章之前我所提出的这些数据，传统上被学者用于解答经济适应性的相关问题。这些年由于系统收集资料意识的提高，例如通过系统收集动物的骨骼，提高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我们期望通过其他类型的数据，如植物遗存等数据的收集和报道，能使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然而，只有积累更多类型的数据，收集更多以前没有涉及的资料，并使用新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分析这些数据，进行系统的区域聚落研究便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优点在于所有的新遗址均可能通过这种调查方法统计到。虽然也有人对这种方法持反对意见（如，Ashmore & Knapp 1999；Wandsnider & Camilli 1992），但区域系统调查有两个明显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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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可以任意设定调查的规模。与发掘及集中调查相比，区域系统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没有这两种方法详细和准确，但区域系统调查突出了遗址的类型，这是小规模调查中很难做到的。这种区域调查比较适于复杂社会，它通过将不同组织形态的聚落进行整合，并将之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考察。第二，区域调查是通过系统收集数据的方法而生成的信息，从这个层面上说，调查的数据可以与普查的数据相媲美。通过总结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出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类型。建立在非系统调查数据基础上的类型分析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而不能获得关于史前社会发展进程的正确认识。

虽然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近年来已经在中国各地开展（方2002；Linduff et al
 .2004；刘和陈2001；Shelach 1999；Underhill et al
 .1998），但仅有极少数报告出版。在北方地带，只有赤峰地区拥有这种类型的数据。我不仅利用这些新型数据来研究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也会给读者介绍在北方地带其他地区开展相似研究有哪些优势。



图3-4 综合不同时期居址面积大小和遗址表面陶器碎片的密度等指数，

估测赤峰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占有水平（根据Drennan et al
 .2003：表4-1）

就像第二章所显示的，通过赤峰国际合作考古队对赤峰地区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表明，公元前2千纪（夏家店下层时期）较高的人口密度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千纪（夏家店上层时期），中间没有间断（Linduff et al
 .2004；滕 2003）。我们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统计，从而得出不同时期的人口密度。与调查区域内（Drennan et al
 .2003）（图3-4）其他史前和历史的各个时期相比，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密度均较高。这样高的人口密度，与现代村落的人口密度相比，亦能直观地反映出这一地区属于集约型的农业经济，而非畜牧业经济。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调查所获数据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经济类型。通过对农业资源与畜牧业资源遗址所处的不同位置，比如耕地和水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分析出经济适应性与流动性的变化。首先，我将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遗址标注在一个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能反映目前的土地使用类型的电子版地图（内蒙古1988）上。在这幅地图上，调查的区域共划分为四个类型：1.灌溉耕作地；2.旱作农业；3.牧场；4.森林。



图3-5 夏家店下层时期、夏家店上层时期、现代村落不同土地使用类型的土地使用参数图表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的土地使用类型并不一定与史前时期土地使用类型一致。比如我们所讨论的史前时期，几乎可以肯定不存在灌溉农业，至少其规模不可能与今天的赤峰地区相同。然而，我们分析的逻辑是，目前的土地使用类型可以用来粗略评估这片土地的农业潜在能力。今天用于灌溉的土地通常相对较平坦且潮湿，在没有灌溉农业的条件下，这种环境也仍适合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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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用于干旱农业的地区在过去也存在着一定的农业生产潜质。今天用于放牧的地区可能勉强可以进行耕作也可能根本不适合农业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依靠臆断就推测今天仍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在过去就不能用于放牧。而在地图上标明是森林（调查区域内均是近期的种植林）的地区就比较麻烦，因为他们对研究以前的经济适应性没有任何意义。森林的分布均靠近河流，这表明森林多位于比较容易引入水源的地区，它们可能会占用本来用来农耕的土地或者过去是沼泽的地区。然而，由于这些森林所占用的面积并不大，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

在将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的面积标注在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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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我将调查区域内每个阶段（所有遗址的累积面积）已使用土地和未使用土地的土地类型制成相应的表格，并且计算每种土地类型已使用面积和未使用面积所占的比例。通过随机选取的遗址一旦确立，则每种土地类型的相对使用面积基本相同。如果不是这种随机选择模式，则应反映的是每种类型的土地对史前人群的吸引力。为了对不同时期进行比较，我将这些数据标准化为一个使用参数，每个时期均有一个这样的参数。为了便于比较，我使用相同的方式分析了调查区域内目前的村庄，这些建立在集约型农业基础上的村庄其土地使用方式已经为我们所了解。

表3-4 赤峰地区调查所获得的不同时期土地使用情况及不同的土地类型占有情况分析



图3-5根据表3-4而制成，它清楚地表明夏家店下层时期与现代村庄的土地使用情况有着较强的相似，而与夏家店上层时期土地使用模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前两个有着较大面积的灌溉耕作地，而存在较少的旱作农业地和牧场，这种形态与集约的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夏家店上层时期土地类型非常复杂：目前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均占据重要比重，但目前条件最优越的土地用于放牧，这种形态表明了这一地区存在着一种混合经济，即畜牧业和农业同时并重。

除土地开发类型外，调查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流动的模式。这种模式通过遗址距离当地河流的相对位置来显示：距离饮水水源越远的遗址，人员的流动越频繁。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设置间隔参数，以距离主要水源每500米为一间隔，比较两个不同时期遗址的数量和规模。分析的结果与土地使用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相似：夏家店下层的遗址分布有着正常的曲线值，并在第二个间隔期（距离河流500-1000米）达到峰值。而夏家店上层遗址的分布似乎有两个峰值。

上述分析表明，在夏家店上层时期存在着两种社会形态（或适应模式）：一种是与农业资源相关的定居社会，一种是与畜牧资源相关的流动社会。当然很可能这两种社会形态并非同时并存，而是定居人群中的部分人在特定的时期进行迁徙活动，由此出现了更多的流动定居点。

表3-5 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遗址在距离水源不同范围内的分布比较表



表3-6 夏家店上层所有遗址的使用参数与出土了精美陶器遗址的使用参数比较





图3-6 夏家店上层时期出土有附加堆纹红陶器的遗址与夏家店上层时期所有遗址土地使用参数对比图

在我们调查的区域内多数夏家店上层的遗址在地表并未见到任何的建筑痕迹，这似乎可以作为夏家店上层存在两种社会形态的佐证。然而，对这些遗址中收集的人工制品的类型分析可以加深对这两种社会形态的理解。例如，对夏家店上层装饰有附加堆纹、较为精致的红褐色陶器碎片分布的分析，可以初步判断使用这些陶片的人群存在着社会财富和地位的不同。利用这种方法，我首先计算出土这类陶器的遗址面积，再将之与不同的土地使用类型相联系，其结果如表3-6和图3-6所示。从这张图和表可以看出，装饰精美的陶器在目前的农业区比较常见，而在目前的牧区则较少发现（按照每种土地类型的相对面积值来计算）。精美陶器分布与土地使用类型所形成的曲线偏离夏家店上层土地使用曲线表明，夏家店上层遗址内部有分化现象，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人群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与畜牧业相关的人群相对地位较低。当然很可能我们所观察到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地位分化，而不太可能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分化。然而，也可能是属于农业社区的定居人群也定期放牧，而这些与畜牧有关的遗址只在适合放牧的季节里使用，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这种有附加堆纹装饰的陶器所反映现象更多的是与遗址的使用功能相关，而与地位无关。

总之，消费与生产的模式表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期间社会经济发生了转变。北方地带西部变化的幅度似乎比较大，目前可用的数据表明这一地区从农业经济迅速而彻底的转变为牧业经济。同时应该注意到，很多关键的数据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与公元前1千纪定居在这个地区社会相关的数据已经丢失。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千纪晚期和公元前1千纪早期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其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则较缓和。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但是相对数量不多。虽然遗址的结构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表明这一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畜牧业经济，但同时亦可看出集约型的农业经济仍在继续。即使是到了这个时期的末段，存在于这一地区的也并非纯粹的畜牧业经济，而是一个混合型经济。即在这个地区，农业与牧业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经济变化的外在模式：气候的变化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经过第二章以及本章第一部分对经济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北方地带在这一时期的确发生了变化，但不同地区变化的幅度、速度及变化的内容各不相同。抛开与礼仪行为或“文化”相关的方面，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虽然加入了畜牧经济成分，但大多数人群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较大的转变。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传统畜牧业经济的“心脏地带”，即蒙古与中亚草原，其向游牧经济的转变也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与此相似关于蒙古地区向畜牧经济转变的观点请参照Honeychurch and Chuang 2005：259）。

就像本章开始所指出的，无论是在北方地带，还是在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以往学者多将向畜牧经济转变的原因归结为人群的更迭与气候条件恶化的结果。对这些来自外部原动力的关注有助于学者解决这些看似无法解释的谜团：为何在一些地区农业发展了几千年？是什么促使人们放弃这种稳定而繁荣的农业社会，而采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且不稳定的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领军人物林沄（2003）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地带向畜牧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其转变一方面是为了应付气候恶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外来人群的入侵造成的，这些外来人群驱逐了当地的原住民，并在这一地区使用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这种外部作用的观点，无论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还是小规模的移民或者其他形式的间接作用，均将在本书的第五章进行讨论。下面，我将集中讨论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对经济适应性可能造成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考古学家多认为气候条件的改变最终导致了农业经济的崩溃，或者说畜牧经济是为了适合干旱气候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战略（李宜垠 et al
 .2003；林2003；乔1992；水2001；索2003；田1993；田1995；夏2000；杨和索2000），这种观点在研究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学者中也比较流行（cf.Bashilov and Yablonsky 2000；Dergachev 2002；Hiebert and Shishlina 1996；Shishlina and Hieber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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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秀芬最近的论文便是典型的例子，她通过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花粉和湖泊沉积物等环境数据的分析，得出在公元前3400年前后，这一地区的平均气温下降 3-5℃，年降雨量也在减少。这种气候变化伴随着干燥的强风，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沙土。正是这些新的气候条件导致了夏家店下层农业经济的崩溃，以及夏家店上层畜牧业经济的增长（索2003：62-63）。根据她的观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内蒙古中部地区（2003：65）。

另外一种解释模式不仅将经济变化的原因归结为环境的恶化而且将人类视为生态损耗最核心的力量。例如，根据李宜垠等人的观点，夏家店下层时期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尤其是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导致农耕地迅速减少，最终导致了夏家店下层生态体系的崩溃（李宜垠200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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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格纳（Wagner，1993）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综上所述，除了各种观点的细微差别，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北方地带降雨量的减少，最终导致了公元前1500年之后的环境衰竭（孔1991；李和梁1985；史1991；杨和索2000）。然而，仅生态的变化尚不足以构成对社会经济变化的解释。为了全面的解释社会经济的变化，我们首先需要确认气候变化的剧烈程度，以及这种变化对北方地带的农业生产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中国，有关古气候与古环境的研究仍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但这些年来与这个课题相关的资料已经积累起来。在最后一个冰期峰值期间，即公元前21，000年和公元前11，500年之间，中国东北为草原地貌，气候寒冷。在北纬51度线，一些地区向南延伸至北纬40度的地方，在200多个地点和永久冻结带土壤中，人们发现了猛犸象和犀牛的骨骼，（Winkler and Wang 1993）。公元前8500年至公元前6000年间气候有所回暖，但仍比今天干燥寒冷。当地气候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达到最佳时期。其温度比今天的赤峰地区要高0.5-1.5 °C，其年降雨量亦多50-100毫米（孔1991：118）。对中国东北地区金川腐叶土中提取的植物遗存稳定碳同位素比值显示，这一地区气候较湿润。

以上结论或多或少为研究者所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这段最佳时期内，北方地带的气温也存在着明显的波动（贾 2005）。滕铭予（2004）认为，赤峰地区公元前3500年进入相对干旱的时期，紧接着，一个相对温润的气候持续到公元前1600年。其他孢粉分析的结果显示，虽然北方地带东部在公元前3000年后其平均气温仍然较高，但年均降雨量却在下降（Hong et al
 .2001；Winkler and Wang 1993）。最近贾伟民的研究结果则描述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轨迹。根据贾的观点，在中国东北的很多地区，平均气温在公元前4000年达到最高峰值，之后下降2-4℃，这种情况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在同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年均降雨量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有着小幅的上升，至公元1世纪初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贾2005：85-86，图4-18）。

最近对夏家店下层遗址灶坑内残留的树木遗存的种类研究显示，这一地区的年降雨量在600-800毫米之间，大大高于现在的年降雨量，平均气温也略高于现在的气温（李宜垠 2003：293）。从夏家店下层时期大甸子墓葬中采集的花粉表明，这一时期的环境并无显著恶化的痕迹。在一些墓葬中提取的树木花粉占总花粉的99%，一些墓葬中提取的灌木和草的花粉占总花粉的95%。在这些树中，松树和蕨菜花粉数量最多（孔和杜1981；孔1991）。这些不同墓葬中发现的花粉种类的不同是由于季节差别造成的。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员重建了草原与农业耕地周围的树木环境。根据已经辨别出来的植物种类和相对数量，复原出一个较今天更潮湿的环境（孔和杜1981；孔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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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省东部地区腐叶土中提取花粉的分析也显示了相似的环境条件（李和梁1985）。

对西拉木伦河流域西部达里湖地区两个干湖果核沉积物的分析显示了一个不尽相同的气候与环境发展轨迹。这项研究包括花粉样本分析、土壤的物理成分分析以及硅藻类型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900年间，这一地区气候很湿润，主要为森林植被。这一地区荒漠化开始于公元前3900年，在公元前900年之后荒漠化更加严重（刘2002）。最近对耀县黄土剖面中提取的植物花粉分析结果显示，在靠近渭河河谷的鄂尔多斯南部的很多地区，全新世的最佳时期是公元前6800-公元前3300年，之后，气候开始变得干燥（Li Xiaoqiang et al
 .2003：3）。然而，这项研究并未谈及变化幅度的大小。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的植物与动物遗存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淮河流域贾湖遗址发现了栽培水稻，其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在黄河和渭河流域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前的栽培水稻（Higham and Lu 1998）。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4300-公元前2600年）发现了长江流域的鳄鱼骨骼和象牙制品（Underhill 1997）。这些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非常相似。在安阳晚商遗址（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50年 ）中发现的动物骨骼及同一遗址中出土的甲骨上提到的动物名称表明，到了公元前2千纪后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得更加温暖和湿润（Chang 1980）。

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500年之后，北方地带降雨量变少，环境开始枯竭（孔1991；李和梁1985；李宜垠2003：292-93；史1991；滕2004；Winkler and Wang 1993；杨和索2000）。然而，最近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中国东北地区降雨量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值，并直至公元1世纪初期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贾2005：85-86） 
 
[7]

 。从赤峰地区不同果核中提取的花粉表明，在这之后的时期，树木花粉量开始减少，草花粉量增加。这种趋势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间得到加强，但在公元1世纪初期，环境条件开始得以改善（李宜垠2003：292-93）。对赤峰地区达里诺尔湖沉积沙层（杨和索2000）的分析，以及对金川腐叶土中植物遗存的稳定碳同位素分析，都显示出干旱的加剧（Hong et al
 .2001）。根据索秀芬的观点（2003），同时伴随着的还有年平均气温下降3-5℃。不过，这种下降意味着年蒸发率降低，以及空气湿度的提升，这正好弥补了年均降雨量减少所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这种变化实际上使得当地的气候维持了一个相对的平衡。

在敖汉旗周家地遗址夏家店上层时期墓葬中采集到的花粉表明，草原代替了夏家店下层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森林。这种变化可以视为降雨量减少带来的后果（孔1991）。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变化的幅度。最近的研究表明，从公元前4千纪以来，在一个广袤的地域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就较小，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环境变化幅度很小（Li Yiyin et al
 .2006）。而且，孔昭宸等人指出，大量的淡水蛤在夏家店上层墓葬中发现，这表明老哈河流域的水位比今天高（孔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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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关北方地带古气候变化的轨迹仍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这并不影响讨论与向畜牧经济转变相关的大多数问题：公元前2千纪末期变化发生的剧烈程度如何？这些变化对人类适应性有何影响？虽然确实存在着气候上的变化，但并无证据显示这一地区曾发生过使环境枯竭的灾难性事件。实际上，根据大多数研究，北方地带当时的环境条件比今天的北方地带更加干燥。从辽代（公元10世纪-12世纪）到近代的几个历史时期里，北方地带的很多地区均存在着密集的农业。因此我认为，经济方式的选择更多是人类主观意识的结果，而非环境制约的产物。

在另一方面，对环境变化影响的思考很可能会误导我们去研究相对较长时期范围内气候的平均波动频率。例如，根据Hong等人的研究（2001），在公元前2千纪出现的短暂干旱期，可能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压力，成为不确定性经济因素的来源之一。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些变化也很可能是当地社会为了应付某种不可预知的环境变化而引起的。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一地区每年的年降雨量各不相同，且波动剧烈。例如，在赤峰地区及其周围的七个县，过去40年的数据表明，每年的变化幅度超过100%，地区差异很大（图3-7，见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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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说，在林西县，1967年年降雨量是370毫米，但1968年的年降雨量近176毫米。在库伦旗则相反，1967年年降雨量是190毫米，但1968年则是384毫米。林西县的年降雨范围为176-613毫米，库伦旗的年降雨量范围为190-593毫米。



图3-7 中国东北赤峰及其周边七个地区的降雨量

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一直是当地人选择经济方式的决定性要素。赤峰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便是通过大量增加畜牧从而产生多样化的经济成分来应对这一变化。然而，农业，尤其是在不太依赖降雨的河谷地带，仍是最主要的经济方式。

土壤的类型以及土质的转变是环境因素的基本组成部分，虽然人们更关注气候因素，但其实它们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更深远。在北方地带，影响土质的主要因素是风沙的侵蚀，沙质土保持水分的能力远远比不上泥土，因此不利于农业生产。

今天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卫星图片上能清晰地看到从东到西延展的沙地。谷物的平均种植面积随着风沙的东延而减少，这种迹象表明风沙来自西面（Brogaard and Prieler 1998：3）。

最近的研究显示，这些风沙可能在大约公元前1千纪开始渗入北方地带东部（李宜垠2003：293-94），但也可能是另外两个时期：一个较早，在大约公元前3千纪和公元前2千纪之间。一个较晚，在公元前1300年后（夏2000）。然而，亦有研究表明，沙丘在这一地区频繁的移动开始于公元前2千纪，并在公元1世纪初期再一次频繁流动（滕 2004）。通过对西拉木伦河西部达理湖地区两个干湖果核沉积物的分析表明这一地区存在着一个风沙迅速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始于公元前4千纪或者公元前3千纪，在公元前2千纪时期风沙变得更加严重，并一直持续到今天（Liu et al
 .2002：268）。

对北方地带东部地区风沙位置的考察显示风沙渗透的主要途径是西拉木伦河河谷。来自西方戈壁沙漠的沙土，被一条很长的山脉带分隔成两个部分，南部的山脉被称为太行山和七老图山，北部的山脉称为太光安山。西拉木伦河则横穿这条山脉，形成一条走廊，狂风携带着沙土通过这条走廊到达东部地区。但有趣的是，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区很多夏家店上层的早期遗址均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干旱与沙土入侵的较大影响（刘2002）。与之前所认为的由于干旱的气候与沙质化土壤导致这一地区人口缩减的看法相反，公元前2千纪末与公元前1千纪初的西拉木伦河地区，人口数量较公元前2千纪早期有着明显的增长（吉林2002，2003；王2004a：247；朱2004a，2004b）。

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初，草原带的形成实际上吸引了最早来此地区的定居者。同时，也方便了北方地带东部地区与它以西地区的交往。夏家店上层时期急剧增加的部分聚落可能与这一地区铜资源的开采有关（李和朱2003；王1994；朱1987），但畜牧经济的增长以及为蓄养的动物寻找更好的牧场可能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与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带环境的影响程度大致相似。根据这个观点，在公元前2千纪，密集农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包括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以及由于农业生产而带来的地表恶化，优质农田的减少以及农业生产力的迅速下滑，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夏家店下层时期经济系统的崩溃（李宜垠2003：294；宋和张 2001；Wagner 1993）。

这种观点来源于对土地生产力过度开发后果的普遍认识。很多研究者认为，边缘地区，如北方地带，更容易受到过度开发以及人口过剩等因素的影响。根据这一观点，这一地区人口的增加与缩减比较常见（cf.Sheehy 1992），然而，对北方地带目前经济活动的研究表明，人口增加（今天的人口数量比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个史前时期人口数量都多）与剧烈的经济活动即农业或牧业，并未产生如上所述的负面影响（Brogaard and Prieler 1998；Brogaard and Zhao 2002）。

事实上，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均清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采取应对措施，如土地轮休等方式，以阻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Brogaard and Zhao 2002）。民族学材料显示，相似情况也出现于世界其他地区（Barker and Gilbertson 2000；Rosen 2004），它促使我们十分审慎地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应该只去猜想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而应该利用事实去证明这些联系。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人类活动对公元前2千纪晚期北方地带的环境枯竭负主要责任，因此我对此说法仍持怀疑态度。

综上所述，目前的资料并不支持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带社会经济变化负主要责任这一观点。而且，人类社会与它周围环境的关系，尤其在边缘地带，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复杂。在一些地区，如西拉木伦河盆地，以前一直认为恶化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导致了人类活动的增加及人口密度的减少。在其他地区，我们发现人类有能力监测他们周围的环境并对此进行有计划的开发。

北方地带畜牧业起源的社会模式

将畜牧业经济的增长归结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存在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参照更多的人类学成果与政治导向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强调本土动力，考察当地人作出的选择。虽然我们不能忽略外来的动力，但我们更应该重视当地人对压力及机会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这些解释模式可以促使我们不再使用典型外部模式所习惯采用的方法。

未将气候变化或人群更迭等因素纳入其解释体系的研究者的潜在逻辑是，一旦动物育种技术得以改良，新的技术用于控制牧群，人们便可以意识到新经济方式的优势，并很快采用这项新技术（Vainshtein 1989：76）。然而，就像王明珂（1994）指出的：北方地带的资料显示，即使上述提到的所有因素都存在，专业化畜牧生活方式的采用在有些地方仍延后了数百年。

有一种解释模式在研究北方地带人群的选择权时强调交换在畜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由于人们不能依靠单一的畜牧产品来生活（Cribb 1991：13-14；Khazanov 1983；Lees and Bates 1974：187），所以通常专门化的畜牧业生产必然同时存在着与农业社会的交往。这种交往的本质与程度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有些学者强调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需要”通过交换或武力从外部世界获取谷物（cf.Jagchid and Van-Jay 1989）。然而，最近的研究多探索当地人所采用的多样化的经济模式，包括探索畜牧专门化的程度。

就像萨尔兹曼（Salzman 1980）指出的，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这可以促使从事畜牧业的人群能根据当前的环境自主地做出选择，既可以迅速转变为全面的农业生产，也可以迅速从农业生产恢复到畜牧生产（Marx 1992）。这种转变，涉及定居的进程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阿夫妮（Avni 1996）在研究以色列南部内盖夫高地公元5世纪晚期和公元6世纪时对此有过描述，拜占庭时期内盖夫北部的游牧人群被迫面对城镇数量的减少和拜占庭系统衰落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而转为自己生产粮食作物来满足日常需要（Avni 1996：88-89）。

狄宇宙（1994）在开展北方地带文化研究时也描述了相似的模式。他认为，在史前和历史时期，与华夏政权接壤的所谓“游牧”部落通常自己有能力生产粮食，因此不需要华夏政权的供给。然而，在我的研究中，则稍微不同。我不去解释为何从事畜牧的人群会选择定居，而是尽量去解读为何在畜牧业占据主体地位的地区也不能彻底完成向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变。

与此相似，我采用最初为解释西亚地区畜牧业起源问题的模式来阐释赤峰地区的情况。这个模式认为畜牧是一种经济策略，比较适用于可以与密集的农业社会进行贸易的边缘地区（Gilbert 1983；Marx 1992）。根据我的研究，在公元前2千纪末与公元前1千纪初，等级社会大量出现，有一些距离北方地带并不遥远。这一时期，牧业产品市场建立，北方地带由此出现了一个专业化的畜牧业人群来从事这种贸易（Shelach 1994）。而从西方引进的新动物品种与更加成熟的畜牧方式（cf.Honeychurch and Chunag 2005）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应该有部分人群彻底放弃农业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追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与华夏政权的交往并不是很密切，也可能转变为纯粹的游牧经济的条件并不成熟。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1998）在解释鄂尔多斯地区畜牧专业化增长时也提出了相似的模式。虽然我已经开始修订我的这个观点，但我仍然相信，跨地区交流是北方地带公元前2千纪后期与公元前1千纪前期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将在第五章进行详细阐释。

其他解释模式多强调政治发展是导致畜牧业经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点，畜牧业经济成分的增长与北方地带精英阶层的军事化进程是同步的。根据这些模式，这种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发展起来的军事精英的出现，均有利于畜牧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然其结果很可能也间接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继续（Di Cosmo 2002：65-68）。这些解释模式认为，冶金的发展，尤其是武器的生产和骑术的发展是军事化精英出现和他们控制下属的一个关键因素（Di Cosmo 2002：87）。事实上，在赤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1千纪的两座最大墓葬，即南山根M101与小黑石沟墓，均出土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短剑和青铜头盔（辽宁1973；项和李1995）。虽然有几座较小和较穷的墓葬也出土了相似的人工制品，包括短剑和头盔，但这些人工制品还是很少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墓葬中出现（锦州1960）。这也许可以说明，大型的单个墓葬应属于军事精英的墓葬。另一方面，这两个墓葬出土了各种类型的青铜器，其数量几乎与同时期其他墓葬出土的人工制品总数相当（见附录），这也许说明这些出土大量武器墓葬的墓主人拥有相对较多的财富，而与军事无关。对墓葬随葬品及墓主身份属性的分析，包括其军事属性的确认，都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

本书不涉及与马的驯化与马术等相关的问题
 
[10]

 。然而，值得重申的是，在本章开始我认为北方地带的人群从大约公元前8世纪便已经学会骑马，但不清楚这种骑马的能力在何时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就像上面所指出的，马术对北方地带西部经济的影响程度比东部地区大得多。青铜马饰在北方地带的墓葬中普遍存在。然而，马和马饰在东部地区并未享有与“马背上的勇士”相同的特殊地位。有趣的是，在北方地带发现的第一个骑马形象，即赤峰地区南山根青铜环上两个骑马的猎人（图3-3）是在一个女性的墓葬中发现的（中国1975b：136-37），这似乎否认了“马背上的勇士”这个概念。在毛庆沟墓地的早期墓葬中，殉马只发现于男性墓葬中。然而，出土有马具的两个墓葬，一个为女性墓葬，另一个则性别不清（田和郭1986：306-13）。这又一次让人质疑社会政治地位、骑马与军事精英阶层之间的真正联系
 
[11]

 。

青铜器，包括青铜武器，在北方地带公元前1千纪时期是个人地位与身份的象征。然而，很少有证据能证明这一时期战争流行。仅有赤峰地区敖汉旗周家地墓地M45（中国1984：418）墓主人头骨中发现的骨镞可以视为是最直接的证据。这个墓的墓主人为一少年（13岁），其独特的埋葬特征，尤其是他头部的处理方式，表明其死亡具有重要的社会及宗教意义：青铜牌饰放置于箭伤的部位及头骨裂缝的位置，青铜扣放置于眼睛或口的位置。残存的丝织物在头骨处发现，表明这些青铜器是系在同一块布上抑或是在这些东西上部放置了一块布。在这之上，一块很大的淡水贝类，盖住了死者下半边脸。

与此相反，其他资料则表明战争在这一地区并不常见。举例来说，在公元前2千纪北方地带的东部，已弃置的防御工事很可能表明这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但它也可以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而且，就像第·科斯莫所指出的，在中国的文献中，这一时期有关“华夏族”与北方地带之间战争的记载，北方地带的人群均以步行的方式参与战斗（Di Cosmo 2002：109）。北方地带有骑马勇士的记载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里（Di Cosmo 2002：134-38），表明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Marx 1992）。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

在帝国时代的中国，这种战略常被华夏族以外的人群所采用，如匈奴。流动性最主要的优势是可以抵御来自华夏政权方面的强大军事力量；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整个人群的流动只是这些社会为了避免遭受华夏政权的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方式（Barfield 1981；Barfield 1989；Jagchid and Van-Jay 1989）。然而这种解释模式对北方地带东部地区并不适用。在东部地区，文化抵制多于军事对抗，这将在第五章进行讨论。在北方地带西部，迁徙是当地居民采用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方式。这些地区，由于更接近于周和秦的政治中心，因此会承受更多最为直接的政治与军事压力。事实上，王明珂（1994）提出过这种模式，他曾利用这个模式来阐述鄂尔多斯地区游牧经济的发展，然而根据他的观点，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公元前5世纪。

鉴于此，我主要将畜牧视为一种战略方式，考察其对经济与政治适应性的影响。然而，最近对大量人骨遗存的研究提醒我们，不应该仅仅将食物视为与生存及环境相关的要素，而应该“从广泛意义上考虑食物消费的社会及政治意义”（Hamilakis et al
 .2002：3）。举个例子，食物可以用于共同身份的象征，并用来区别不同的社会群体（Douglas 1975：272-73）。在东亚，至少从公元前1千纪后期便开始将农产品或畜牧产品的消费作为一个明确的指征来判断人群的文化属性。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礼记》，便是用这个方式来描述华夏族北部与西部的人群。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礼记·王制》）





《礼记》认为，有些人群不吃谷物。然而这并不能作为经济评估的标准。虽然专门从事游牧的人群在公元前1千纪的中国边疆地区并不存在，而且这些人也吃谷物（Khazanov 1983）。因此，我们应该将之视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性描述：华夏族选择什么来强调他要描述的对象（也可能是他们要描述的人），并使之成为定性的描述流传下来。因此，畜牧产品如肉和奶的消费，可以视为公元前1千纪初期非华夏族身份属性的标识。这些观点将在第四章与结论部分再次涉及。

忽略经济变化的原因，如果我所描述的模式是正确的，那么它也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的其他方面。如果大家能接受这个模式，那么北方地带社会的军事化进程就是受到其影响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影响与这些社会的内部组织与政权结构有关。举例来说，赤峰地区从夏家店下层到夏家店上层时期的社会政治分层程度未发生太大变化。然而，我认为，这种体系下的意识形态却发生了改变，从公元前2千纪以群体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转换为公元前1千纪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Shelach 1999，2001）。在这本书的结尾，我将对北方地带不同地区的资料进行综合，再重新探讨这些问题。




 [1]
 目前关于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优缺点的讨论，请参照赤峰2003（尤其是第一章和第三章）。


 [2]
 这种地势的缺点是，它们更容易受到洪水的侵袭，尤其是在还未建立起有效的水管理体系的史前时期。赤峰地区地质学考察的结果显示谷底经常受到洪水的侵袭，淤泥沉积的速度很快。


 [3]
 为了避免出现较大面积范围内只出土较小密度陶片的情况，我仅标注了指定时期内出土4片陶片以上的遗址。


 [4]
 与中亚地区这种模式相反的观点请参照Frachetti 2004：245-52。


 [5]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李和她的同事在有关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幅度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Li Yiyin et al
 .2006）。


 [6]
 孔和杜（1981：200）认为，年降雨量高于500毫米。然而，笔者认为利用墓葬中采集到的花粉量来重建古气候是不可靠的。


 [7]
 与此相反的观点是：在赤峰北部沙漠地区开展的研究显示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降雨量开始减少。在公元1世纪初期，降雨量又开始减少。在公元前1000年，降雨量达到最高峰值（Qiu et al
 .1992）。


 [8]
 然而，这些贝壳只发现于一小部分富人的墓葬，它们也可能来自很远的地方。


 [9]
 非常感激Sara Brogaar提供给我的这些数据。


 [10]
 关于这方面的最新讨论请参见Drews 2004。


 [11]
 关于性别的讨论请看第四章。


第四章 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分界线的划分

最富代表性的行为是人的行为（Douglas 1970：vii）.

社会身份的确认是“面对面的游戏”（Boon 1982：26）

符号本身并不能赋予我们更多的意义（Cohen 1985：15）





上一章的分析表明，在向公元前1千纪过渡的时期，与日常生活及经济活动相关方面的变化幅度并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宗教仪式及象征）变化幅度大。然而，就像第五章将要讨论的，很多方面也与跨地区交流有关。这种交流并非指人群的更迭，而是指外来的行为模式及表达方式。因此，必须辨认这些物品是外地起源的还是与其他社会交往时所带来的，很可能有一些器物来自很遥远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要尽力去理解这些外来的因素是怎样被当地社会所采用。就像安东尼·科恩（Anthony Cohen）在他开创性的工作中所指出的，不同的社会可以越过边界输入不同的文化因素，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同时加入了当地的因素，形成了具有地区特征的器物。

很多新特征的出现与个人行为密切相关。这些器物多以装饰品或武器的形式放置于墓葬中或死者的身上。基于这个事实，我猜想这些器物可能能表达某种身份属性。虽然验证这个猜想并不容易，但在这一章我将对墓葬资料进行系统的研究，以验证这个猜想的可行性，并将利用这些象征符号来确认北方地带社会及个人的身份标识。

如果这个方法可行，那么草原地带人群身份标识的建立，便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些用来界定南方周人身份标识的象征符号包括：具有华夏特征的图案、具有特定形状、风格或结构的器物等。是否拥有这些象征符号，成为判断南方周人与北方地带人群的标准。这种身份标识的标准一旦建立，不但可以将北方地带的人群很好地区分开来，而且还可以在地区与跨地区层面来理解这一地区发展进程的各个方面。

根据《社会及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最近新增的部分：“一个人的身份标识是他或她心理及个性的突出表现，以表明他或她与其他人有明显的不同或相似。”（Luhrmann 2001：7154）。虽然几乎不可能去了解史前社会个人的感受，但我们应该可以了解这些身份标识的社会及外在表现形式。就像这章中引用的博恩（Boon，1982：26）的图表所示，在社会交往比较频繁的情况下，身份标识得以建立和使用，即“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标识是通过他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关系来体现。”

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身份标识，在最近几十年均是比较流行的课题，其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寻求文化标识的共同特征转变为研究个人身份标识如何体现的问题，比如如何反映年龄、性别、地位或职业等。个人标识有着显著的“外在表现形式”，会随着社会背景的转变而转变，亦可以随时间而变化，它同时还能反映个人及社会环境的变化（DiMaggio1997；Goffman 1969；Hardin 2001；Howard 2000；Jenkins 1996：19-28；Luhrmann 2001；Meskell 2002；Sokefeld 1999）。这种探究身份标识的不确定性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背景的方法比传统方法要复杂得多，同时它并不否认身份标识对于了解人类社会及其行为的重要性。戴维斯（Davis）认为，对身份标识及它的表现形式的模糊认识，“不是毫无意义的”（Davis 1991：106）。

将身份标识的概念运用于考古学研究是个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忐忑的方法。令人兴奋是因为考古学通常研究的是属于群体的意识，而现在我们则有可能了解到属于个人层面的内容（Fisher and DiPaolo-Loren 2003；Meskell 2001；Meskell 2002；Silliman 2001）。通过对个人身份标识建立和使用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考古学家跳出唯物论的限制。在另一方面，人类学对身份标识的认识多局限于人们是怎样认识自己以及人们如何认识别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很难从考古学资料中寻找出答案。

与现代人类学相比，考古学中有关身份标识的概念相对较新，然而，过去与现在的多数考古学所从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在探究身份标识的问题。举例来说，与此相关的如社会分层或经济适应性等问题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它们能反映不同的社会身份或职业属性。重新思考这些传统的问题，并且探讨以前考古学研究所忽略的问题，将会为与身份标识相关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在另一方面，将人类学所定义的身份标识概念运用于北方地带考古学资料及其背景研究中，会滋生很多方法论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方法论问题对我们重建和分析史前时期的身份标识尤为重要。如何区分通过身份标识与通过其他方式得出结果之间的差别？能否确认和划分属于某个人的身份标识，还是只能分辨不同人群的身份标识？我们如何才能将多样化的身份标识进行整合，并将之用于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社会背景的研究？通过这些参与者与同时代的人怎样去重建身份标识？可能现在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些方法论的问题，但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能使我们认识到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如Cowgill 2000）

理论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北方地带社会发展进程非常重要，这个发展进程与地方身份标识的发展与变化有关。为何人们会选择在特定的时期改变其身份标识及外在表现形式？哪些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与身份标识的建立与运用相关？地方身份标识与外来因素有何联系？群体身份标识是由精英人物身份标识组成的还是普通人身份标识组合形成的？最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身份标识能否突出体现变化的发生？

如果没有明确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我们就仅能残留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模糊概念（DiMaggio 1997：264），也就不能加深对北方地带基本进程的理解。接下来，我首先说明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其他具体的问题将结合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

从考古学遗存看身份认同：理论和方法的探讨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考古学家所做的大多数工作，都可归属于与身份标识有关的领域中。与身份标识的建立与表现形式相关的方面，如社会及经济地位、经济专门化、性别及年龄、仪式活动、宗教信仰、物质表现及艺术形式，均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课题。最近这些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考古学家不再去讨论身份标识本身，而转为讨论身份标识的意义。这个讨论，受到文化人类学领域由群体身份标识的讨论转为对个人身份标识讨论的影响（DiMaggio 1997；Howard 2000；Emberling 1997；Jenkins 1996；Luhrmann 2001；Meskell 2002；Sokefeld 1999），将个人视为明确或抽象的实体，这使得考古学家有机会去适应甚至是去体会这些资料的变化。我们不再将任何事物均限定在文化或身份标识这种无所不包的概念里（DiMaggio 1997：264），即使是今天，多样化的身份标识以及抵制霸权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仍旧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

这个新模式给史前社会提供了多种新颖的视角，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却需要花费很多心力。在考古学资料中对个人进行定位，详细分析他们的多重身份特征，要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即使是热衷于这种方法的研究者也得承认这样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很难保存下来（Hodder 2000：31）。我同意（Cowgill，2000：57）的观点，虽然“在考古学上很难对个人进行推理”，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知道那个实体存在于那个地方，虽然我们不能探测到它们”。这就要求我们使用不同的策略来研究属于个人层面的内容，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群体的特征。

在探求个人身份标识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其他方面的研究。作为考古学家，我们应该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确认和分析不同的人群类型、人群之间的交流及其发展进程（Sherratt 1995）。而且，似乎很具讽刺意义的是，当研究者从其他领域如强调个人特征的心理学来开始探索群体的重要性，却发现群体中的个人行为有时与他自己的个人兴趣相反（Ellemers et al
 .2002）。因此，考古学家应该将群体身份标识视为虚拟存在的对象，转而强调个人的身份标识。

个人身份标识似乎与普通概念上的群体身份标识相对立。实际上，很多学者（有时是种族主义者）抵制考古学中身份标识的研究其实是抵制简单地重建史前时代的种群（Emberling 1997：295）。在文化历史研究的全盛期，即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比较流行将仍旧存在抑或是已经灭绝的人群与器物的分布相对应。通常，这些复杂的“考古学文化”甚至是某一种人工制品就可以代表史前时期某种连续发展的人群。一些人群被赋予了历史性的名字，如“多里安人”，其他的被直接标榜为与人工制品相同的名字，如“大口杯人”（Jones 1997：1526）。

即使是今天，这种做法在考古学研究中也没有完全消失。举个例子，在一篇关于北方地带西部的考古学论文中，路易莎·菲茨拉杰德·胡伯（Louisa Fitzgerald-Huber，2003：63）认为，“齐家文化可能到达河西走廊……发现了仅属于这个地区的器物”。这种物质分布类型与人群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北方地带及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普遍存在（靳1991；李1993：119-20；林2003：115；孙1987：611-12；田 1988：247；乌2000b：60-61；许和李1993；朱2004b）。这种做法存在的问题是他们不加分辨地将种族或人群的概念与考古学资料相对应，并且将此结果强加于残缺的历史记载。更有甚者，他们偷换巴特（Barth，1969）等人有关种族的概念，将种族与这一地区所有的“文化”相对应。但其实要找出一个地区所有的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对种族的定义，强调的是人群之间的差别，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物质可以在任何背景下，作为一个群体身份标识的象征（Verdery 1994：35）。

人种学与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没有必要对物质文化分布类型与根据语言、服装或通过主观意识所建立起的族群一一进行对应（Barth 1969：14；Emberling 1997：Ucko 1989）。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1．以考古学文化为基础的分布模式是否有助于解决从人类学衍生出来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关于身份标识的课题。

2．我们是否可以从考古学角度出发，跨越单个社区的界限，来研究群体身份标识的组成，如种族划分等。

三十多年前，考古学家意识到，我们所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实际上是文化发展过程如生态适应性、技术水平、经济活动、思想表现、文化交流与碰撞（Hodder 1978；Renfrew 1978）在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分布格局的体现。然而，考古学文化的这个定义并不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认可。他们更热衷于从交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考古学文化（Shennan1989），这样至少能使大家对利用考古学中不同的物质文化来追溯文化的发展进程有个直观的印象。因为，就像很多人已经指出的，选择性的身份属性如种族划分不可避免会涉及社会身份分界的建立及其外在体现等问题（Barth 1969；Cohen 1985；Eisenstadt and Giesen 1995：74-75；Jenkins 1996：131；Lamont 2001；Lamont and Molnar 2002；Verdery1994；Wobst 1977），我们应该可以在考古学上确认这些不同的种族，从而回到本书所论及的方法论问题，即怎样确认与分辨不同的身份属性及身份属性变化的原因。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或者说应该对种族或种群进行身份确认？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得我们的假设变得明晰，我们的结论将建立在详细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有人提出这种群体身份认同属于一个现代现象（Sollors 1989），它对社会政治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形成于工业革命之后（Gellner 1983：11-13，138），因此，从考古学资料中去寻找线索是错误的。然而，目前多数学者仍认为种族或类似于种族身份认同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社会，甚至还可能追溯到酋邦时期（Brass 1985；Emberling 1997；Smith 1986；Van den Bergh 1981）。

在本书所论及的史前时期，我喜欢用“种群”身份标识这个词，因为通过它可以由此区别那些用历史文献中所提到的人群名称来命名已经确定的考古学文化。

而且，在缺乏文字的口述历史时期，我们很难弄清属于这些群体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就像种族身份标识给我们的启示，这些群体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成员都残存着某种原始的特征（Brumfiel 1994：89；Eisenstadt and Giesen 1995：77-80；Emberling 1997：301-305；Vermeulen and Govers 1994：3；Ucko 1989）。如果没有获得对这些史前人群的主观认识，人们就无法从考古学资料中寻找到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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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资料的分析来证明这些不同类型的器物与某一种族所用器形很相似。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器物类型或样式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人群。同时，身份标识的其他要素如性别或职业可能会颠覆这个划分。然而并不要求所有的人均具备同一个身份标识要素。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一样，也存在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现象。另外一个现象是，虽然一个种族处于高度分层社会，但同一个种族的经济或其他要素的发展往往是平衡的，并不存在等级之分（Eisenstadt and Giesen 1995：77-80；Emberling 1997：301-305；Meskell 2001：189）。

种族身份标识能够多大程度反映个人的身份特征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非常极端的人相信在现代社会之前这些身份标识是非常稳定的，而且这些身份标识不是人为选择造成的，而是自身形成的（Howard 2000：367）。另一方面，最近这些年人类学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种族划分，与其他的身份标识一样，是服务于人类主观意识的一种划分结果。就像一位作家所写的：“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份标识要素，使之与人们有意识选择的某种物质文化符号相对应而形成了种族。”（Upton 1996：4）虽然我相信，即使在史前时期，人们也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标识，包括种族身份。我同意安东尼·科恩（Anthony Cohen）的解释，即民族认同不是肤浅的，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身份可以或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人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某个种族的一分子，而不是抛弃自己的种族身份（Cohen 1985；Cohen 2000；see also Jenkins 1996：28）。换句话说，虽然人们可以改变其种族身份，但这不是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而且，当人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就会受到这个群体的影响。虽然这往往不能代表他们的个人利益，而是代表着群体的利益（Ellemers et al
 .2002）。认识身份标识的重要性及相对持久性，在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DiMaggio 1997；Ellemers et al
 .2002；Lamont and Molnar 2002；Yzebyt et al
 .1997）。

一个还未解决的方法论问题是，如何通过考古学资料来确认不同的种族？虽然我们不再忌讳提及这些种族，这种更加灵活、更加多样性的种族定义及对不同种族身份标识的界定使得目前对种群的确定比传统的方法复杂得多。就像上面所指出的，身份标识的重建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某种象征符号体现的。象征符号不仅用来代表群体里的成员，也有利于区分不同的种群。就像科恩（1985：15）所说，象征符号是让我们想起这些身份标识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符号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物质的因素（Cohen 1985：18），但根据已有的经验，其实很多符号均已物化（De Marrais et al
 .1996；Jenkins 1996：104-18，131；Robb 1998；Upton1996）。因此，我们期望可以从考古学上找到这些象征符号。然而，在事实上每个人均有自己的身份特征（Emberling 1997：310），我们如何能够确认这些不同的方面其实体现的是同一个种族的身份属性？

就像巴特（Barth 1969:14）在开始研究现在人类学中种族划分时指出的，“不应该关注不同个体差别的集合，最应该考虑的应该是这些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但考古学家怎样去辨别这些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科恩（Cohen 1985：15-19）所提出的，即使是在一个群体内部，不同的人是否可以解释为不同的符号？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将以前经常用于构建身份标识的物质表现形式与很少用于此种目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行区分。比如，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认为，人身上的文身，以及与人身体密切相关的人工制品，如衣服、装饰品与头饰等，经常用来表示身份（Brumfiel1994：96-97；Davis 1991；Fisher and Di Paolo-Loren 2003；Hansen 2004；Pearson1999：9；Wobst 1977）。日常用品如陶器，则很少用于表示身份（Emberling 1997：311）。虽然这些器物有一定的指示作用，但它们仍处于实验阶段。日常用品有时对构建身份标识意义重大（Emberling 1997：311；Wells 1998）。因为墓葬中用于装饰死者的装饰品在死者生前经常从未被使用过（Bruck 2004：309；Pearson 1999：9-10）。

一个更加系统的方法要求将这些理论的问题考虑在内。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依靠人工制品的流行风格及它们在墓葬中的分布（Emberling 1997：316-20）来分辨不同的种群，在将这些变化视为种群特征时应该考虑到人工制品的使用方式（包含不可移动的遗物及建筑等）。当我们将考古学当做物化的符号来看待时，可见度的问题对我们理解这些不同变化的功能是很重要的。这些符号作为意识的工具常常用来区别“我们和他们”，就像在本章的引言中（Boon 1982:26）所说的，符号是解释考古学记录的一个重要方面（Jones 1997：84）。沃布斯特（Wobst 1977）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为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谁使用这些符号？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展示给谁看的？谁能从技术和社会层面，看到这些符号并能正确理解这些符号？我们可以从相反的方面来思考新的问题：是否某种特定的符号就代表某种特定的身份？那么什么符号可以标志其他的身份？

根据沃布斯特（Wobst 1977：323-28）的观点，利用物质文化来传达信息最常出现的地方既不是这类资料丰富的种群之间，也不是遥远的社会之间或零星的接触过程中。用他的话说，





忽略具体的内容，在观察者很难有机会接触其他的信息的条件下，特定的风格因素相对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观察者很可能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些信息，并对这些符号式的内容有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者距离信息载体的距离变得异常重要：既不能太近-因为这种信息可能已经为人所了解，或者已经传播至其他地区;也不能太远，因为对观察者来说太过陌生，观察者也难以理解（Wobst 1977：323-24）。





沃布斯特对符号及风格的分析方法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比如，有人批评说，从根本上说符号式行为出现于不同的分层社会，包括最原始的单位，如家庭。然而，这种功能方法并不适用于与外部环境基本隔离的具有符号式行为的层面（Voss and Young 1995：83）。我同意我们应该考虑符号式行为的其他方面，但有关传播的问题和观察者距离载体距离等问题的提出可以帮助我们集中关注符号使用的历史背景，它们的功能——包括在它们所分布区域内的使用及分界线的确立。我们必须考虑谁能看到这些符号以及我们能不能够使用这些符号。根据我们对种群的定义，我们应该期待种群身份标识的象征符号同样适用于种群分布区内的所有人。然而，就像很多人指出的，我们不能期望这些群体就像“经整齐规划的地理范围内具有文化意义的单元”（Jones 1997：104）。我们应该期望找到其他的如与权威或性别相关的身份标识，从而界定不同的种群。

从与身份标识相关方法中汲取的最重要经验是，任何形式的身份标识，在考古学上必须经过证明，而不能仅仅依据猜想来确立。考古学家经常不愿意解释符号与人工制品本身的含义（Robb 1998：341），但他们希望尝试着去确认这些身份标识的标志，解释他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及其使用方法。这和科恩（1985：19）的观点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科恩认为，“通常共同身份标识的符号构成并不能同某种情绪一样存在，相反，它以人们‘思考某种事情’的方式存在。社会符号反映的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它提供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要准确理解符号的多重含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在限定的领域来确定其含义。

通过过去20年的种族文化考古学研究所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种族或种群身份确认并不总是很重要的，也并非总有很丰富的物质表现形式（Emberling 1997：311-13）。史前社会考古学资料表明，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到的种群身份标识也一样重要，我们不能仅去猜想这种身份标识是否存在或者主观去认为它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都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应该尝试着去寻找在这一特定时期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当然，种群身份标识只是我们应该从考古学资料中寻找的众多身份标识之一。我同意麦斯基尔（Meskell）的观点（2001：187），集中关注一种身份标识而忽略其他身份标识会歪曲这些社会的真实面貌。我在这儿强调种群标识是因为它们与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联系最为密切，但他们绝不是唯一的身份类型。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固守已有的研究地位、性别及其他身份标识的方法，而应该详细讨论用何种方法来确认与分析这些身份标识。

北方地带人群的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

第二章所提到的对物质文化的调查表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人工制品的形态、风格与制造技术，尤其是陶器，在公元前2千纪与公元前1千纪之间很少发生变化。与埋葬行为相关的人工制品和建筑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变化。这一转变一方面与人工制品的使用功能相关（即这些人工制品是怎样使用的以及它们适用于什么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它们还具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与思想层面的内容。在这一章，我将讨论后者，并分析这些新型的人工制品及其特征是如何体现公元前1千纪北方地带人群的身份标识的。

任何形式的身份标识均需要人来体现，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Fisher and DiPaolo-Loren 2003；Meskell and Lynn 2000）。像詹金斯（Jenkins）所说，“人的身体同时也是个体连续发展的指示物，是群体相似性与差别的重要指数，是进行身份确认的有效载体。离开这个载体，社会身份就不可能实现。”然而生前或死后对人身体所做的各种改变，如文身、截肢或摆出的各种姿势，并不是很常见。人身上附带的或放置在尸体上的各种人工制品，如服饰、装饰品等则很普遍。服饰尤其能体现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因为它不仅接触人体，而且还面朝观察者或背向观察者（如，Hansen 2004；Entwistle 2000；and papers in Eicher 1995）。服饰，包括头饰，与人身体的联系最为密切。同时，比身体本身更能体现身份的变化。它掩饰了身体但同时也引起人的注意，因为它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经常作为身份标识的指示物，它的使用通常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口语及书面语经常认为人的身份特征可以通过“穿”“戴”来体现，“人”的语源学解释即是“面具”。

有人可能不赞同特征符号仅代表一种交流方式的狭隘观点。很明显，特征符号更应该视为个人心理状态的反映，而非与外界交流的工具（Yzebyt et al
 .1997）。这并不能否认在很多条件下，特征符号能传达信息，我们必须更系统地考察它的这个功能。我发现沃布斯特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建设性，他指出服饰，尤其是头饰在表现种族身份和标志种族边界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可以远距离观察到这些特征，在种族混居的情况下，能够防止不必要的冲突。因此，从心理、文化，以及交流的角度看，服饰似乎是最好的媒介，通过它可以体现种群身份。

有趣的是，大多数公元前2千纪晚期和公元前1千纪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均是直接放置在尸体上或者直接置于衣服之上。根据多数随葬品的式样及它们在墓中的摆放位置，可以看出很多青铜制品属于装饰品，有直接放置于尸体上，有缝缀在衣服上，还有以其他方式附在衣服上的。大部分已发表的资料仅展示放置在身体正面的物品，而事实上大多数牌饰均是系在衣服后面的环上（如图4-1），如通过周家地M45，我们可以观察到青铜纽是如何系在皮带上使用的（中国1984：418）（图4-2和图4-3［请观察彩色的腰带部分］）。在其他情况下，虽然可能已非完整器，但我们仍可以发现青铜制品是皮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带扣和青铜装饰品。很多刀和短剑均配有青铜柄或有系在皮带上的青铜环。在夏家店上层和鄂尔多斯的很多墓葬中均发现了这种现象（图4-4）。

小铜铃、纽扣和珠子，在公元前1千纪的北方地带比较常见，亦可能用作死者身上的装饰品。青铜不是北方地带公元前1千纪制作尸体装饰品的唯一原料。在赤峰地区夏家店上层时期的很多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小型黑白相间的贝壳珠或骨珠（图4-5）。因为它们形体较小，发现时多散落于墓葬中，因此经常被发掘者认为是项链（cf.Hamada and Mizuno1938；项和李1995：18；中国1975：138）。然而，根据认真发掘和详细记录这些珠子在墓葬中所处位置，至少有一例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些珠子实际上是死者头饰的组成部分（中国1974：137）（图4-6）。相似的彩色石珠在毛庆沟墓地中也发现于靠近死者头部的位置，也有学者将这些珠子视为项链的一部分（田和郭1986：图52-53）。但它们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如M3和M5（图4-21）中的珠子，更靠近死者头部而非颈部。在其他地区，大的骨制或贝壳的珠子实际上确实用来制作项链（中国1984：418）。就像上面所说，头饰在人种志研究中常被视为种族标识（Wobst 1977：33-35；Griebel 1995）。



图4-1 青铜牌饰的背面（项和李 1995：18；田和郭1986：272）



图4-2 周家地M45死者臀部细部描绘。请观察青铜带饰、皮带上的扣以及悬挂在扣上的刀（中国1984：418）



图4-3 周家地M45死者臀部细部描绘。请观察青铜带饰、皮带上的扣以及悬挂在扣上的刀（中国1984：418）



图4-4 鄂尔多斯地区墓中出土的青铜皮带及悬刀（毛庆沟M60，田和郭1986：248）



图4-5 用作头饰的青铜珠（after Hamada and Mizuno 1938：XXI）



图4-6 夏家店M11，死者头部位置放置的作为头饰的珠子（中国1974：137）

与公元前1千纪时期墓葬中发现大量死者身上的装饰物相比，公元前2千纪前期的墓葬中则很少发现装饰品或衣服残片。例如，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小型石器、骨器与贝壳，很少用作装饰品。在北方地带（Linduff 1997：20）一些墓葬中发现的金属耳环，则是个例外，但发现的数量相当有限。装饰品中也仅有少数年代可到公元前1千纪前期。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象征身份的标志物之前，我们必须弄清在公元前1千纪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是否与死亡仪式有关或是专用于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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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确实与这些用途有关，服饰与装饰品仍能体现身份标识。但必须区分是用于埋葬仪式还是用于日常生活，因为两者无论从使用背景还是要传达给大家的信息方面均有着明显的不同。很多情况下，随葬品和衣服确实与死亡仪式有关。赤峰地区敖汉旗周家地M45便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墓葬中的死者，发掘者认为是12-13岁的男性，死于箭伤，箭刺穿死者左侧头骨的上部。另外在头骨处至少找到两处断缝，后脚似乎已被切断（中国1984：418）。这个年轻人的埋葬方式如下：在箭伤及头骨断缝位置放置青铜牌饰，青铜扣置于死者眼部，亦可能置于死者口部。在头骨上发现的丝织物残片表明，这些青铜扣是系在布上或者有布覆盖其上，其上还放置了一个大型的淡水贝类，从而掩盖了死者的下半边脸（图4-7和4-8［见彩图4-8］）

M45死者头部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专为随葬或是作为埋葬仪式的一部分而进行的，但死者生前所佩戴的耳环与项链在同一墓葬中也有发现。死者身系两根皮带，一根较窄，一根较宽，两根皮带的佩戴方式表明这两根皮带并非日常装扮所用。同样，在赤峰地区的富人墓葬，比如南山根M101（辽宁1973）和小黑石沟墓葬（项和李1995）中发现的随葬品数量，包括武器与装饰品，也不可能同时佩戴在一个人身上。另一方面，在赤峰和鄂尔多斯地区很多保存完好的墓葬中，其随葬品的位置表明，衣服等配套的装备确实是他们生前日常使用的。当然也有一部分装备是为特殊场合准备的，如死亡仪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富人墓葬中相对较多的随葬品并非均在同一时间内使用。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在墓葬中发现的衣服不是由死者生前所穿，而大多数具有象征符号的物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死者生前的装饰物，死后被放置于墓葬中。



图4-7 赤峰地区敖汉旗周家地墓地M45（中国1984：418）



图4-8 赤峰地区敖汉旗周家地墓地M45死者头部描绘（中国1984：418）

如前所述，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可视的象征符号与身份标识的关系：谁能看到这些象征符号？谁试图接受象征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在北方地带，日用陶器似乎反映了地区及跨地区发展的连续性，因此，它们多提供了与小型群体如家庭或社区等密切相关的信息，甚至可能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联系。比如装饰品、服饰、头饰等在与社区之外的人群交往时属于明显可见的东西，并且这些器物在仪式中（如葬礼）也属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它们可以重新确立自己在外面世界中的身份（Pearson 1999：32-33）。其他与变化相关的证据也有发现，如新型石板墓的出现，如墓葬的方向转为朝东。因此，第二章所描述的北方地带物质文化的转变，似乎与群体身份标识的外在表现有关。而且这个结论是通过对相关器物的类型、功能、使用背景，以及它们想要展示的目标群体的分析而得出的。

等级和性别的确认：通过对墓葬资料的统计学分析来确认墓主人身份

对北方地带墓地与墓葬的详细分析可能有助于阐明上述观点，同时有助于我们分辨这一时期不同的身份标识。虽然这章可能会引用很多第二章里已提到的资料，但以下三个墓地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即赤峰地区的小白阳墓地、鄂尔多斯地区的毛庆沟墓地和青海地区的大华中庄墓地（图4-9）。这三个墓地的资料在各自所代表的地区均属于最丰富的。毫无疑问，如果分析中利用的是连贯的数据组，而非来自不同遗址的混合数据，则我们的分析将会更准确。下面我将重点描述我分析的主要结果，相关的数据请参见附录。



图4-9 北方地带重要墓地的位置图

1.小白阳 2.周家地 3.夏家店 4.小黑石沟和南山根

5.毛庆沟 6.窑子 7.杨郎 8.大华中庄

虽然小白阳墓地并非处于赤峰地区的中心地带，但它是夏家店上层时期唯一已发表、大小适中、适合统计学分析的墓地。下面的分析即是针对此墓地中45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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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地区的分析数据均来源于毛庆沟墓地。就像第二章所讨论的，这个墓地发掘了79座属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时期的墓葬，按照时间顺序这些墓葬可以分为四个不同时期的墓葬组。我这里只选取了两个早期组（组I和组Ⅱ）中保存完好的36座墓葬进行分析，这两组墓葬正好与我们讨论的时间框架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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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地区的数据均来源于属于卡约文化的大华中庄墓地。从这个墓地的117座墓中，我选取了保存比较完整的95座墓葬数据进行分析
 
[5]

 。

在墓葬的统计学分析中，与社会政治地位相关的方面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在赤峰地区，一些仅出土于最大和最富有墓葬中的器物或原料，可以视为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的直接反映。举个例子，金器仅发现于赤峰地区少数的富有墓葬中（辽宁1973：36；项和李1995：118，参见附录5）。虽然这些金器规格都很小，很多均是耳环或其他装饰品，但其鲜艳明亮的色彩让它们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其他常见于富人墓葬的人工制品是铜器，部分属于本地生产，但大多数可能来源于南方的周朝统治区（请参照第五章和附录5中的讨论）。这些铜器因为太笨重，很难随身携带，主要是统治阶层在大型集会中使用，因此很少用于日常交往中，从而可以将墓主与不使用这些器物的低等级人群区分开来。

除了上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器物（我们经常称为“定性符号”），社会等级也通过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来体现（“定量符号”）。就像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Shelach 2001），我们应该考察与埋葬行为劳动投入相关的各个方面的考古学资料。在一个有着明确社会分层、且社会等级是通过埋葬时的奢侈程度来体现的社会，我们可以找到墓葬不同方面的劳动力支出与墓主人地位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与结构简单的小型墓葬相比，复杂结构的大型墓葬可能包含更多的随葬品，尤其是包含大量费时费力的随葬品。

不同的社会分层在以上三个墓地中确实存在。然而，我们需要慎重，不要将重点置于墓葬的分组上。因为这种方法通常将每座墓葬的墓主人划分到一个确定的群体中，从而忽略了每个人有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划分并非是对墓主人身份的最终划分，但它仍可以成为墓葬类型划分时的一个参照。

我采用K-means聚类法（欧几里得距离）对三个墓地的墓葬进行聚类分析。首先需要对每个墓地的墓葬进行相似类型的粗略划分。我尝试过若干不同的分组方案，但很明显，划分为四组的方案最为合理。

小白阳墓地：A组包含23座墓葬；B组包含5座墓葬；C组包含10座墓葬；D组包含7座墓葬（请参照表4-1）。就像图4-10所示，A组墓葬构成要素的平均数均较小，因此，这组人群的社会地位较低。B组墓葬在墓葬的规格，棺椁、动物牺牲、青铜牌饰、珠子和石制品数量上均有着较高的平均数值，武器和骨工具的出现频率也有着较高的平均数值。这组人群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及经济地位。C组墓葬中的小型青铜装饰品的平均数值较高，但青铜牌饰、珠子、陶器和动物骨骼的平均数值最高。这说明这组人群社会政治地位一般，但这群人随葬了较多具有身份标识的器物（装饰品、青铜牌饰和珠子）。D组墓葬中的青铜武器和骨器拥有较高的平均数值，其值高于墓葬规模、棺椁及小型青铜器的平均数值。这组表明虽然权威与军事身份联系紧密，但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

表4-1 小白阳墓地墓葬聚类结果





图4-10 小白阳墓地K-means聚类分析图

表4-2 毛庆沟墓地墓葬聚类结果





图4-11 毛庆沟墓地K-means聚类分析图

重复小白阳墓地的分析步骤，毛庆沟墓地的聚类分析结果将这批墓葬划分为四组（表4-2和图4-11）。根据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对毛庆沟墓地早期墓葬进行分组，其他的很多身份属性亦可以归属于这个范畴。与小白阳墓地相似，A组包含了20座相对较穷的墓葬。B组包含7座墓葬，陶器、青铜带饰平均数值较高，略高于墓葬规模和骨制品的平均数值。C组包含5座墓葬，小型青铜装饰品和珠子的平均数值略高于马具和青铜带饰的平均数值。D组包含4座墓葬，除了珠子之外的其他墓葬参数平均值均较高。较富有的墓葬在武器、动物骨骼和马具方面拥有较高的平均数值。D组包含了3座男性墓葬和1座未知性别的墓葬，其人群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表明，墓主人的权威与墓主人的性别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合。这组墓葬中，武器占有很高的比例（与所有墓葬参数平均值的标准差为2.5），表明这群人可能属于军事阶层（Di Cosmo 2002：65-68）。然而，其他组墓葬均包含着两种性别的人群，拥有最穷人群的A组，男性占据一半数量，表明性别并不是个人社会权威的决定要素。

大华中庄墓地的聚类结果也表明了这个墓地的墓葬大多数是按照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来排列的，然而性别这个墓葬构成要素也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结果。A组，包含了60座墓葬，均是穷人的墓葬。这组墓葬参数的平均值均低于整个墓地墓葬参数的平均值，尤其在墓葬规模、棺椁、陶器与动物骨骼的方面平均数值较小，这些参数似乎与墓葬的劳动力投入有关。

B组，包含了23座墓葬，在墓葬规模、棺椁、陶器与动物骨骼方面有较高的平均数值。但在所有的参数中，B组墓葬参数的平均值与墓地平均值标准差小于1。只有石制品的平均值与墓地平均值标准差高于1。其他参数均稍高于或低于墓地参数的平均值。因此，这组墓葬的墓主人应该贫富适中，其社会和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

C组包括5座墓葬，这组墓葬出土的青铜珠（与整个墓地平均数的标准差为3.1）、青铜牌饰（与整个墓地平均数的标准差为2.40）、纺轮（与整个墓地平均数的标准差为2.2）、珠子（与整个墓地平均数的标准差为1.6）平均数值均较高。在棺椁与武器方面也有着较高的平均值。这组墓葬通过死者尸体及其服饰等外在的形式来体现身份。由于这组墓葬均为女性，说明这些特征与性别或者与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关。

D组包括7座墓葬，其墓葬参数的平均值均较高。青铜镜的数量尤其多（与整个墓地平均数的标准差为2.4），同时，所有与劳动力投入相关的墓葬参数的平均值均很高。此组人群应该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权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组墓葬中，男性墓葬4座，女性墓葬仅1座（其他2座性别不清）。虽然这组墓葬并非完全为男性，但仍可以显示出男性比女性拥有更高的社会威望。

表4-3 大华中庄墓地墓葬聚类结果





图4-12 大华中庄墓地K-means聚类分析图

上述分析对我们的启发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墓葬的聚类或其他形式的分组解释为社会经济的差别。然而，就像上面所指出的，这种聚类（分组）最多只能代表个人身份标识的一个方面（也可能仅代表了举行葬礼的人对死者身份的认识）。要了解不同的身份标识，需要研究的是墓葬变量之间的联系，而非墓葬本身。为了弄清墓葬变量之间的联系，需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这三个墓地进行分析。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及经济权威对体现北方地带人群身份标识方面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彰显其他形式的身份标识。

对小白阳墓地墓葬的分析详见表4-4。它显示出埋葬仪式中与消费相关的各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因子1，代表了27.6%的墓葬变化，表明了墓葬规模、棺椁与大多数随葬品之间的肯定联系。换句话说，墓葬规模越大则拥有着更为精致的结构（拥有石棺或木棺），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随葬品，以及更大的消费支出。这些联系，印证了墓葬聚类分析的结果，也清楚地表明了劳动力投入可以彰显个人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也由此决定了埋葬的规格。陶器和小型青铜装饰品，与因子1的联系为负相关，但与因子3（因子3解释了13.2%的墓葬变化）的相关系数比较大，表明随葬了这些器物的墓主人身份较低或是穷人，当然也可能完全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型的身份。

在赤峰地区还发现了几座规模巨大且较富有的墓葬，如小黑石沟墓和南山根M101，这些墓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外。南山根M101，面积为7.6平方米，比小白阳墓地最大的墓葬大3倍，共出土486件青铜器，包含83件青铜武器和10件青铜容器（辽宁1973）。这些富有的大型墓葬表明了这些墓葬的主人拥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这种情况未见于北方地带其他地区。如果按照我以前的做法（Shelach 2001），将这些墓葬也纳入因子分析过程中，则不会改变其分析结果，相反只会加强表4-4中所显示的内容。

表4-4 小白阳墓地45座墓葬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2，代表了17%的墓葬变化。青铜武器、骨制品（多为镞和矛头）和小型青铜制品几个墓葬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它可能代表着与军事或狩猎活动相关的身份属性。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料，我们无法对小白阳的数据进行检验，但它很可能代表了与男性相关的一种身份标识。因子4，代表了10.4%的墓葬变化。装饰品和小型制品有较多的关联，可能是某种身份标识的外在体现。

对鄂尔多斯和甘肃地区墓葬数据的分析表明，利用类似的方法亦能体现墓主人财富的差别。如赤峰地区，通过对毛庆沟墓地37座早期阶段保存完好墓葬的聚类分析，可以得出墓葬建造过程中劳动力投入与随葬品之间的联系。这种关系在因子1中即得以体现（见表4-5），因子1代表了23.3%的墓葬变化。因子2代表了20.1%的墓葬变化，因子2可能与军事身份有关。因子3和因子4，分别代表了15.3%和11.9%的墓葬变化，可能与其他的身份相关，下面将进行讨论。

表4-5 毛庆沟墓地37座早期墓葬因子分析结果



吴晓龙认为，财富和地位等级很难在毛庆沟墓葬中得以体现，因为毛庆沟墓地整体规格不高，墓主人多为穷人，和同时期其他社会相比，社会分层较少（吴晓龙 2004：206）。虽然这一地区发现了富人的墓葬，但年代均相对较晚（Linduff 1997：4-52；田和郭1986：342-50），未发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富人墓葬。实际上，大约同时期的窑子墓地比毛庆沟墓地更为贫穷。在22座未被盗扰的墓葬中，仅发现了2把刀、22个青铜牌饰，无武器出土。（内蒙古1989；参见附录7）。虽然毛庆沟墓地因子分析的结果清晰地体现了毛庆沟墓地的社会及经济分层情况，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否定吴晓龙的观点。赤峰地区是否拥有富有的大型墓葬，毛庆沟墓地是否拥有较高规格的墓葬，这些问题均不能仅依靠主观臆断，而需要我们去论证。

在大华中庄墓地中，因子1代表了20.9%的墓葬变化，表明建造墓葬（墓葬大小和棺）的劳动力投入与主要的随葬品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之前的两个案例。这种关联表明这些墓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分层。

表4-6 大华中庄墓地95座保存完好墓葬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2代表了12%的墓葬变化，青铜制品和其他类型的装饰品有着较强的关联，可能是个人身份标识的外在表现。纺轮在因子2中负关联数较大，可能代表着性别属性，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进行讨论。因子3和因子4分别代表了9.8%和9.2%的墓葬变化，虽然我不能依靠猜想对此作出解释，但这似乎也表明，这两个因子可能代表了其他的分类。

就像上面所指出的，性别作为身份标识的一种，可以在墓葬仪式中得以体现，而且通过墓葬数据的分析可以得以确认。然而不幸的是，赤峰地区很多墓葬中的人骨并未经过性别鉴定，少量经过性别鉴定的墓葬表明这一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实际上，在南山根墓地，2座女性墓葬的随葬品比3座男性墓葬的随葬品更加丰富。在两座女性墓葬中发现了2把青铜刀（每墓一把）、168件青铜牌饰、23件其他的青铜制品。而男性墓葬中并未发现一件青铜制品（见附录8）。而且，这个墓地的一座女性墓葬M3，出土了中国最早出现骑马形象的青铜扣环，环上铸两个猎人骑马狩猎逐兔的场面（图3-3）（中国1975：136-37）。

南山根墓地的两座女性墓葬都出土了纺轮，而男性墓葬则无纺轮随葬。这表明纺轮可能是性别符号的象征。然而，赤峰地区墓葬中人骨性别信息残缺不全，阻碍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只能对人骨性别鉴定开展得相对充分的鄂尔多斯和甘肃地区进行进一步考察。

在毛庆沟墓地36座早期的墓葬中，10座为女性，20座为男性，2座为小孩，4座性别不清。这个墓地里性别与财富或地位的关系似乎不大。墓葬大小、陶器数量和或青铜带饰这几个墓葬要素在这两种性别的墓葬中差别不大，但动物殉牲在男性墓葬中相对数量出土较多（表4-7-4-8）。同时，这个墓地的其他墓葬中一些随葬品的分布也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武器，几乎专属于男性墓葬所有。7座男性墓葬（35%）均至少出土了一件武器，而女性墓葬中则无任何武器出土。马骨仅在男性墓葬中发现。而其他的动物殉牲在两种性别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动物殉牲在男性墓葬中占50%，女性墓葬中占40%），殉马发现于3座男性墓葬（15%），在女性墓葬中未发现
 
[6]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现了马具的2座墓葬中，M75的墓主人为女性
 
[7]

 ，这座墓葬也是毛庆沟墓地最富有的墓葬之一，之前在考察毛庆沟墓地墓葬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时，忽略了这些性别方面的差异。

在毛庆沟墓地，马具与马头骨不共存。实际上，M59和M75并未出土动物殉牲。与随葬马具相比，很可能殉马更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埋葬仪式上吃马肉，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男性身份标识的象征。然而依据有限的资料推断，骑马似乎与性别属性无关。

与吴晓龙（2004：220-21）的观点相反，我没有找到任何与毛庆沟墓地中出土的带饰和其他类型青铜牌饰有关的性别属性方面的证据。虽然男性墓葬中出土带饰的数量和质量相对较高，但所有类型的带饰在两种性别的墓葬中均有发现（表4-7-表4-8）。更有意思的是，毛庆沟墓地出土的被吴晓龙（2004：221）认为是男性身份标志之一的最为精美的虎形牌饰，实际上在两种性别的墓葬中均有发现。

表4-7 毛庆沟墓地青铜带饰在男性墓葬与女性墓葬中的分布

（仅统计了早期墓葬）



表4-8 毛庆沟墓地男性墓葬与女性墓葬墓葬大小与随葬品平均值比较表



在大华中庄墓地，38座为男性墓葬，35座为女性墓葬
 
[8]

 。此墓地社会及经济地位与性别之间的联系似乎要比毛庆沟墓地密切得多。就像表4-9所示，男性墓葬的规模大于女性墓葬，棺椁数量也较多，亦包含着更多的动物殉牲。就像毛庆沟墓地中，青铜武器只发现于男性墓葬
 
[9]

 。青铜镜也主要发现于9座男性墓葬中，而仅在1座女性墓葬中发现。青铜珠则可能是女性墓葬专属的随葬品。纺轮也和女性墓葬有关，但非女性墓葬专有，分别发现于6座女性墓葬和2座男性墓葬中。

相似的情况也见于毛庆沟墓地中，殉马似乎是男性墓葬专属随葬动物：发现了马骨的19座墓葬中没有一具人骨确定是女性（14具男性成人骨骼，1具男孩骨骼和4具骨骼性别不详）。然而，牛骨和羊骨在两种性别的墓葬中均有发现。

表4-9 大华中庄墓地男性墓葬与女性墓葬随葬品的平均数量



另外一种能考察身份标识的方法是对墓葬变量进行聚类分析。这种聚类表明一组墓葬变量趋于一致，代表着某种身份标识。利用系统聚类法（和皮尔森相关系数）将三个墓地的数据标准化后得到分组模式。与可以对墓葬变量进行聚类的因子分析相比，因子分析中的每个变量均可以与其他变量组合成不同的因子。但在系统聚类法中，分组更加严格，不同的分组能代表不同的身份指征，而不会与其他组有交叉。



图4-13 小白阳墓地墓葬变量的系统聚类图

通过小白阳墓地数据的实验，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青铜武器聚类在一起。因此，我将它们分为一类。就像图4-13所示，不同的变量聚类成四组
 
[10]

 。A组包含了所有类型的武器和骨制品，小型青铜制品也归入这组。B组包含了墓葬大小和棺，还有动物骨骼和珠子这几组变量。C组包括石制品和青铜牌饰。D组包括陶器和小型青铜装饰品。有趣的是，这四组在较大的距离内也聚类为两分支，A组和D组聚成一组，B组和C组聚成一组。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组与四种不同的身份标识有关。墓葬大小，棺和动物牺牲均直接与墓葬仪式的消费有关。这些变量，在B组内聚在一起，可以视为社会及经济地位的象征。武器和骨制品（多数为骨镞）与战争和狩猎有关，可以反映一种武士身份（也可能是与男性相关的一种身份）。牌饰可以视为个人身份标识的最好表达方式，可能与种群身份标识有关。C组与墓葬大小这个变量之间的联系表明此组可能与权威有关。D组可能代表较低的社会及经济地位。

毛庆沟墓地聚类结果中有关动物殉牲的分组也呈现出很有意思的现象。羊和牛骨聚在一起，并与墓葬大小相联系，这种情况与小白阳墓地比较相似。马骨、陶器、皮带构件和武器聚成一类，这也许能加强我们之前对殉马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认识。从广义上说，毛庆沟墓地主要分为三组：第一组包含动物骨骼、骨制品和墓葬大小。第二组包含小型青铜装饰品、珠子和虎形牌饰。第三组包含更多的变量，有武器、马具、皮带构件和马骨（图4-14）。



图4-14 毛庆沟墓地墓葬变量的系统聚类图



图4-15 毛庆沟墓地主要墓葬变量的系统聚类图

在更广泛意义上重复着上述分类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关注于这些聚类的意义。就像图4-15中所示，毛庆沟墓地墓葬主要聚类为三组：A组包括墓葬大小、动物骨骼和骨制品；B组包括马具、武器、青铜带构件和陶器；C组包括珠子和小型青铜装饰品。与小白阳墓地相似的是，其中的一组（A组）主要与埋葬仪式所投入的劳动力有关。毛庆沟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通常是头骨）与陶器放置在一起，而与墓葬中的其他器物分隔开来（图4-19），这表明这两种墓葬变量彼此相互关联，很可能与墓葬的建造及埋葬仪式有关。第二组（B组）包含武器及皮带构件，但与小白阳墓地不同，这两组变量与陶器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虽然这些器物也出现于女性墓葬，但它很可能象征着某种军事身份。最后一组（C组）包含了各种质料的小型装饰品，可能是某种身份特征的外在表现。在毛庆沟墓地中，珠子主要发现于女性墓葬，应是某种性别身份的象征。

大华中庄墓地墓葬聚类结果将这批变量分为四组，其情况与其他两个墓葬所观察到的结果比较相似（图4-16）。A组（位于表的中间位置）包含了墓葬大小、棺、动物殉牲和陶器等与建造墓葬及配套设施所投入劳动力相关的各变量。因此，这组可能是社会及经济地位的象征。B组，与上述讨论大致相同，也包含青铜镜、武器和骨制品等与男性身份特征相关的各变量。C组，包括青铜珠、纺轮、珠子和青铜牌饰，可能代表女性身份。D组，石制品和各种类型的青铜器聚在一起，不包含其他的器类，其代表意义目前还不清楚。



图4-16 大华中庄墓地墓葬变量的系统聚类图

总之，墓葬的聚类分析与因子分析都表明了代表社会地位及经济权威的变量在构建墓葬的身份标识中意义重大。然而，就像墓葬的系统聚类图所显示的，社会及经济权威不是唯一一种与北方地带埋葬活动相关的身份标识。颇具启发意义的是，分别属于不同地区的三个墓地分析结果很类似。在这三个地区，我们确认了三个或四个相似的特征组：一个是与构建墓葬及配套设施相关变量组成的组；一个是与武器及狩猎工具相关的变量组成的组；第三个是与个人装饰有关的变量组成的组。就像青铜牌饰一样（图2-5；2-8；2-11和4-1），不同地区随葬品的风格各不相同，但三个地区随葬品所代表的意义则几乎相同。

上面所描述的特征组似乎与性别相关的身份标识相联系。正如所预想的一样，性别身份与生理上的性别不能相等同。事实上，如果我们通过“组”而非通过单个物品来描述一种身份标识，我们可能都可以将之归属为一种女性或男性身份。根据这个解释原则，很可能存在着女性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具有男性特征身份的事实，反之亦然。当然，这样处理性别象征问题的方法太过复杂，但它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相似的性别结构也见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民族志记录中（Pearson 1999：101）。

虽然地位和性别身份在统计学分析中能清晰地观察到也很容易解释，但它们仅能体现墓葬活动中的一种身份标识。即使是在将每座墓葬归属于某一种属性的聚类分析中也能发现多种身份标识的存在。例如，在三个墓地的K-mens聚类分析中，最大的组经常包含着相对较贫穷的墓葬。然而，这些组里身份标识的获得也并非均是从青铜装饰品、青铜牌饰和珠子这几个变量中获取的。虽然各墓出土随葬品的数量不尽相同，然而在赤峰地区69座保存完好的墓葬中，只有9座墓葬包含了上述器物（见附录1-5）。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毛庆沟墓地，36座保存完好的早期墓葬（第一段和第二段器物）仅有4座包含了上述器物。这种类型的器物可视为与种群身份相关的变量，在这个种群里的成员几乎人人平等（如Eisenstadt and Giesen 1995：77-80；Emberling 1997：301-305；Meskell 2001：189）。换句话说，即使是贫穷的人和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也可以获得和表现出相同的种群身份。这和沃布斯特（Wobst）的预想正好相符（1977：335），他认为，组里包含的墓葬数量越多，该组所代表的身份标识越明显。通过尸体和头部的装饰可以观察到这些属于种群身份的标识（Wobst 1997：330-35介绍同时期种群身份标识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而属于更小群体的种群身份标识只能是参与仪式的人通过观察仪式中使用的某种器皿，或通过考察随葬品在居址中的储藏位置，或者是在参与陈列具有某种财富属性随葬品的墓葬仪式中才能观察到。

我将在本章的结语中再次重申这些观点。然而，我会首先通过对个体墓葬结构的分析来总结个人的身份标识，并将特别关注这些组成种族身份的个人身份标识。

种群身份标识的确定及对墓葬的个案分析

由于建立在地位和经济分层以及性别属性上的身份标识最终要分成相对不同的群，因此可以通过不同的统计学方法来确认这些不同的身份类型。然而，种群身份标识的自然属性可以跨越其他任何属性，因此很难通过统计学分析来解读，但通过对个体墓葬的空间与视觉分析则很容易观察到。这种类型的分析强调墓葬的组织方式、死者的埋葬方式和摆放位置以及不同类型随葬品在墓葬中的分布。这种分析不是将每座墓葬作为一个统计实体（或者“人工制品”），而是作为一种动态分析的结果（Pearson 1999：84），从而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属性身份标识的组成及其在埋葬仪式中的表现形式。

上述三个墓地中，我只分析了小白阳墓地（也包含位于这个墓地之外的赤峰地区其他墓葬）和毛庆沟墓地的墓葬。而大华中庄墓地很多墓葬均是二次葬，因为其随葬品与死者之间最初的位置关系已经混乱，因此并不纳入此次分析。虽然这三个墓地均包含了相同类型的随葬品，但仍不清楚大华中庄墓地是否也像下面分析的一样，死者身上均装饰有饰物，并在墓葬中放置武器。

由于缺乏北方地带墓葬的地层学描述，因此我的分析是二维的。我描述的顺序与人骨的方向保持一致。因为毛庆沟墓地及赤峰地区墓葬中的人骨均为直肢葬，且都基本位于墓穴的中央位置，因此我分析时将头向的一边称之为“上”，相反，将腿侧称之为“下”。

将这两个地区的墓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墓葬内的随葬品不是随意排列的，而是事先规划好的。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墓葬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或陶器，均位于墓穴的边缘或者是死者头部以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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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死者头部与墓壁之间空隙很狭小的小型墓葬中，这些随葬品有时放置于非常靠近死者头部的位置，有的还紧挨着死者头部，然而在大型墓葬中，随葬品经常与死者头部隔离开来（比较图4-6，4-17-21）。在一些墓葬中，如毛庆沟M63（图4-18），陶器被放置于死者头部一端的壁龛中。这种放置形式也强调了随葬品与死者本身的分隔（Flad 2001）。



图4-17 小白阳墓地M25和M37（张家口1987：43）



图4-18 毛庆沟墓地M63

（田和郭1986：250）



图4-19 毛庆沟墓地M43

（田和郭1986：244）



图4-20 毛庆沟墓地M60

（田和郭1986：248）



图4-21 毛庆沟墓地M5

（田和郭1986：245）





图4-22 小白阳墓地、毛庆沟墓地、大华中庄墓地墓葬中出土的陶器

（张家口1987：44；田和郭1986：254；青海1985：19）



图4-23 大华中庄墓地M79和M39（青海1985：15-17）

陶器与动物骨骼之间明确的联系似乎将之与那些作为祭品的动物分离开来。在北方地带这一时期墓葬中发现的陶器并不精美，其装饰简单朴素，表明这些陶器是日常使用的。大多数陶器均是密封的，用于储藏粮食或液体（图4-22）。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骨骼摆放凌乱的大华中庄墓地，祭品与人骨也明确的分隔开来。通常动物的头骨或蹄足位于墓穴的边缘。如果有木棺，则这些动物的肢体多放置于棺外，否则多位于墓穴中部的边缘位置（图4-23）

北方地带墓葬中的食物或饮用品的放置似乎有意与人的骨架分离开来。这些食物可能属于祭品，专为死者预备，供死者到阴间享用。然而，这类食物很可能与活着的人有关。在很多墓葬中，只残留动物的头骨和蹄足，而非整个动物。头骨与蹄足属于动物身上肉最少的部分，推测这些部分可能有着某种象征含义，而动物身上大部分的肉可能在丧葬仪式上被活着的人吃掉了。就像昂德希尔（2002：50）指出的，“宴席通常是生命中重要时刻的组成部分，比如婚礼和葬礼仪式上均要举行宴席。”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食物祭品的消费可以视为活着的人声望的体现，很可能是死者的家属举办了这次宴会，并且将祭品提供给客人享用。这种行为在现代社会及之前的人类学记录中均有发现（Underhill 2002：5-56）。

这种观点进一步明确了前面统计学分析中所展示的墓葬规模及墓葬结构与动物殉牲之间的各种联系。墓葬的结构，如挖墓穴，在内部建造石质或木质结构的建筑，葬礼上的宴会，都是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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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行为，它们均是活着的人身份地位的反映，通过这些活动给客人传达某些信息，而非死者身份地位的直接反映。

虽然食物类祭品一般放置于靠近头部的地方，但通常很少有器物放置于墓壁的一侧或者是贴近腿部一侧的狭窄空间内。但亦有例外，如毛庆沟M60、周家地M45和小白阳M37，这几座墓中镞通常放置于靠近死者右腿的一侧或腿下（图4-7，图4-17，图4-21）。我们可以猜想这些器物的位置可能与箭囊的放置位置有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箭囊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与其他并非死者直接携带的武器放置在一起。毫不奇怪的是，这三座墓葬有两座墓主人为男性，剩下一座墓葬（小白阳M37）性别不清。毛庆沟M59，随葬品的位置并不清楚，因为死者的骨骼保存并不完整。然而，有一件陶器放置于东端，很可能是死者头部所在的方向，另外6件青铜镞和5件马具位于相反的方向，推测可能位于死者腿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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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些随葬品很可能与男性的武士身份有关。受此启发，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与社会及经济地位相关的大型器物、大型工具和武器应放置于北方地带较富有的墓葬中，如小黑石沟或南山根M101。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墓葬或被盗扰严重，或者所发表的资料不足以进行严格的空间分析。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陶器、动物骨骼和武器外，在北方地带墓葬中发现的其他随葬品，均与死者的身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发掘过程中发现，这些器物均位于人骨之间或人骨之上，或者位于很靠近人骨的位置。推想当尸体放入墓葬时，这些器物应该已经和尸体发生了某种联系。它们可能作为衣服或头饰的一部分，或者做成项链或耳环附在死者身上。

通过更细致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墓葬中的随葬品不是随意散置于墓葬中而是聚集在身体的某个特定位置。最为常见的是分布于头部和腰部周围，也有部分器物发现于胸部的位置。可以发现，这些随葬品所处位置与衣服的逻辑形态有关。分布于头部附近的随葬品可能是头饰（或发饰）、项链和耳环（可能是鼻环）等。分布于臀部周围的随葬品可能与皮带及系在皮带上的器物有关。然而，将这些随葬品的分布归结为“自然原因”如人骨的形式或衣服的逻辑形态会给人以误导。很多随葬品一开始并非实用器，因此将它们视为实用器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一些有实用功能的器物，如皮带，也可以以很多方式来佩戴，但并非所有的佩戴方式均能被外人看到，之所以强调头部和臀部这两个部位，是因为这两个部位可以有效地传达与个人身份标识相关的信息。

表4-10 位于人骨不同部位随葬品的分类

（不包含与人骨毫无联系的随葬品）





从表4-10可以看出，虽然也有一些随葬品位于头部与腰部之间的位置，但位于头部与位于腰部的随葬品种类却有着一定的差别。总体来说，位于这两部位的随葬品均属于北方地带典型的装饰品和武器，这些器物在北方地带以南的地区很难见到。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随葬品代表了北方地带的地区属性。然而，分布于头部位置的随葬品通常较为普通，主要包括没有特殊装饰的小型珠子、耳环和纽扣，它们经常位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或者是距离人骨很近的位置，因为它们多是五颜六色的（如毛庆沟M5出土的珠子），因此很容易被人发现。然而，由于它们比较常见，故并不具备某种特殊含义。相反，一些聚集在腰部周围的随葬品多有着特殊的造型或装饰有某种特殊形象的动物图案或复杂的几何图案。这些随葬品，由于并非暴露于身体表面，只能在臀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才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因此只能在近距离范围内才能识别其特殊含义。

这些属于整个“北方地带身份标识”的随葬品，同时也象征着某种地方属性。事实上，皮带上牌饰的造型和装饰清楚地表明了地区差异。例如，林嘉琳（Linduff，1997：55-56）观察“主要根据食肉动物、猛禽和动物捕食形象制成的装饰有动物图案的牌饰，在太行山以西地区流行，而在太行山以东则很少发现。胸部位置的装饰品在太行山以东较为流行，但在太行山以西则未发现。”这些差异不是由于沃斯和亚当（Voss and Young 1995：81-85）提出的“社会互动理论”——即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而随机分布的，而是由于相关信息的传播或者是由于他们所谓的“信息交换理论”有意识选择而形成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些地方身份标识的特征，才能与广义上属于这些地区属性的人群进行比较。

最近琳达·维尔特（Linda Welters，1995）和乔安妮·艾歇尔（Joanne Eicher）、托尼·依维可斯玛（Tonye Erekosima，1995）开展的人类学研究为我提供了复原当时服装与装饰方式的类比材料。对希腊和西非具有种族身份标识的穿衣方式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相邻种族均使用同一种语言，其特定的组合方式和细微的变化将他们区别为不同的人群，但对外界来说，他们拥有着相同的身份属性，属于同一个人群。正像艾歇尔和依维柯斯玛（Eicher and Erekosima，1995：139）所描述的卡拉巴里人“一些能确认他们种族身份的服装与装饰的方式往往很微妙，甚至会误导‘内行的’局外人”。虽然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尼日利亚人都穿名为 “woko”的同一种上衣，但卡拉巴里人只穿没有鲜艳色彩的灰色和蓝色衣服（Eicher and Erekosima 1995：156）。同样，维尔特（Welters，1995：68）认为希腊的服装无论是整体风格还是细节之处均能体现其身份特点。



图4-24 毛庆沟墓地M5虎形皮带牌饰（田和郭1986：281）



图4-25 毛庆沟墓地M5虎形皮带牌饰（田和郭1986：281）

采用与上述人类学案例相同的模式，我们可以重建北方地带公元前1千纪前期的种群身份标识。在这个地区，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象征符号、样式和组合来表现其身份。就像前面所指出的，我们可以通过皮带上牌饰的形制与图案的不同来辨别身份。然而，有一些差别则很微妙，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人类学案例中。同时，有些特殊的象征符号其所代表的含义也很难让人理解，如毛庆沟M5皮带牌饰上的虎和小黑石沟墓中的三个动物（图4-24和图4-25）。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和更深的社会层面，北方地带的人群拥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属性，使它们与华夏人分离开来。虽然北方地带的人们能识别这种种群标识，但对于周朝（或外来）的人，则很难理解这些种群标识本身所代表的含义。

不幸的是，我们对易腐材料制成的衣服几乎一无所知。周家地M45中发现了皮带残段和系在皮带上的部分青铜制品（图4-7和4-8）。在一些墓葬中，也发现了覆盖在死者脸部的布的残片。由于布几乎覆盖了包含眼睛在内的整个脸部，因此很可能属于因暴力致死的某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布的形状和颜色可能会加强青铜器及其他装饰品所营造的效果，或者它们本身便能传达某种信息，这与那些我们无法在考古学上观察到的随葬品不同。



图4-26 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理想的墓葬结构图

回顾对北方地带墓葬的分析，我们可以描绘出公元前1千纪前期理想的墓葬结构图（参照彩版4-26），这幅图与实际的墓葬结构正好吻合。当然，并非所有的墓葬均包含了图中所有的部分，也并非所有墓葬均能契合这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将墓葬分为5个部分：第1部分包括墓穴和棺；第2部分包括放置在头部一端的陶器和动物殉牲；第3部分包括镞和其他武器（或打猎工具），位于墓葬的下半部分；第4部分包括小型装饰品和珠子，位于死者的头部周围；第5部分包括大型青铜装饰品（牌饰）和武器，位于死者的腰部。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5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与不同的身份标识相联系，同时也与墓葬仪式的不同阶段有关。墓穴和棺（第1部分）与葬礼之前的准备有关。第2部分和第3部分可能与仪式开始之前的准备或仪式的最初阶段相关，当然也可能代表着仪式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均不属于仪式的核心部分。墓葬仪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之前所讨论的，是将动物骨骼（大多数为头骨和蹄足）放入墓葬，而肉则很可能已经被参加葬礼的人吃掉。这个事实也可能发生于距离死者较远的第2部分。第4部分和第5部分，与死者的尸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葬礼的核心部分，在这一部分，尸体被埋入墓葬中。

公元前1千纪社会身份标识的确立（为何是这个时候？为何会如此？）

这一章的分析表明，北方地带社会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北方地带与它南部的周朝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通过他们所使用器物的类型与风格来体现，而是通过大地理圈内创造出来的意识体系的不同来体现。如果我们接受科恩的观点，就像这章开头所引用的，“符号本身没有意义，是我们赋予它意义。”（Cohen 1985：15），那么可以说，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或公元前2千纪后期），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装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就像上面所提出的，既然与此相关的身份属性与思想体系是动态变化的，人们会遵循其身份属性并以他们认为必要的方式将其思想意识贯彻到整个群体之中。而且，我们不应该将体现身份标识的人工制品视为被动的实体，因为物质文化和符号实际上体现了人的思维，并且能“反馈到社会中去”（Hodder 1982：192；see also Wells 2001：29-30）。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其反馈作用的影响。

对赤峰地区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埋葬行为的观察，我发现社会政治分层的变化不大，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体现社会政治权威的随葬品的位置（Shelach 2001）。已有研究者指出过，性别属性在这个地区不是新出现的内容。比如，有学者（Wu Jui-Man 2004）观察大甸子墓地公元前2千纪前期墓葬中出现的与性别相关的属性，与我所观察到的一致，这种性别差异，主要通过陶器和其他随葬品的数量及质量来体现。

在这一章，对身份标识的多维观察扩展到北方地带以外的地区，但细致的观察仍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在公元前2千纪，陶器是北方地带最为常见也可能是最富含意义的随葬品。比如，在赤峰地区，陶器的数量和质量与死者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是紧密相连的（Shelach 2001）。甘肃地区（Debaine-Francfort 1995）和鄂尔多斯地区（Neimenggu 2000：323-36）也存在类似情况。在公元前1千纪，赤峰地区墓葬中很少发现陶器，发现的陶器也多出土于较低等级的墓葬中（Shelach 2001）。青铜器，尤其是青铜装饰品，成为主要的随葬品。相似的情况也存在于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即使在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前1千纪继承性较强的甘肃地区，卡约文化的墓葬中仅随葬1-2件陶器，这与齐家文化墓葬中随葬较多陶器的情况正好相反（Debaine-Francfort1995）
 
[14]

 。

墓葬随葬品种类的转变，表现为从罐到金属武器和装饰品（也有其他形式的装饰品）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解释为思想体系和象征符号变化的反映。虽然有些陶器，如第二章所提到的夏家店下层时期的彩绘陶，主要作为随葬品而出现。陶器很明显与家庭生活或在家庭范围内举办的活动有关。另一方面，金属装饰品和武器是人们用来装饰自己和用于室外活动时甚至是与远方的人群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器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转变乃是从主要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团体，如家庭、家族甚至是一个群落之间的交流转变为与超出地区范围内人群的交流，甚至是与遥远社会之间的交流
 
[15]

 。

这一章的讨论都说明，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这种变化不应该被视为整个种群身份标识的体现，相反其体现的是用特征符号和各种方式来表达个人身份标识的流行。为何这种情况出现于公元前1千纪时期？这种表达方式的迅速出现实际上曾被沃布斯特（Wobst 1977：326-27）预言过。他通过对各种人工制品所传达出来的信息（通常只传达简单的信息）进行考察，并考察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沃布斯特（Wobst 1977：335）进一步指出，“能够通过外在形式体现的信息更容易在种群这个层面上得以近距离观察到，这种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也经历了从确认群体身份标识到确认个人在分层社会中的位置，如他的身份地位、财富和年龄等方面信息的转变。”

上述讨论表明，公元前1千纪时期，北方地带社会的身份标识可以通过各个层面的整体考察来体现：距离较近的，可能通过家庭内部的葬礼便能考察；距离较远的，通过远距离能观察到的信息来考察
 
[16]

 。然而，既然这一时期最能反映剧烈变化的人工制品不必限制在地区层面上，而是在日常接触中便能观察到，如通过衣服、头巾甚至系在皮带上的武器便能体现，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外部交流对身份标识象征符号形成的影响。因此，在接下来的一章我将从不同的交流层面来考察这一内容，即从地区内部、跨地区以及远程交流等层面来考察身份标识的表现形式。




 [1]
 然而，这并不表示它属于生物学范畴，通过考古学上的起源研究寻找不同种族是件很琐碎的事情，而且是种错误的做法。


 [2]
 请参照Pearson1999：7-12这方面的考古学实例及图解。


 [3]
 分析中所采用的小白阳墓地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张家口1987：50-51。


 [4]
 分析中所采用的毛庆沟墓地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田和郭1986：306-13。


 [5]
 分析中所采用的大华中庄墓地的相关看数据均来源于青海1985：28-33。


 [6]
 在同时期的窑子墓地中，22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只有M5出土了马骨，墓主人为男性。


 [7]
 吴晓龙（2004：211）确认了第二座出土了马具的墓葬M59的墓主人为男性，原报告中并未对这座墓的墓主人进行性别鉴定（田和郭1986：310）。吴晓龙断定这座墓为男性是因为M59出土武器（1件短剑和6件镞）。然而，这样的鉴定是建立在间接逻辑基础之上，并且并无进一步证据来证明这一推论。


 [8]
 在这些墓葬中，有几座墓葬不是单人葬：3座男性墓葬均同时埋葬有女性骨骼，一个女性墓葬亦随葬有男性骨骼，另外一座女性墓葬还同时随葬了一具女性骨骼，还有一座女性墓葬同时随葬了一具性别不明的骨骼。详见附录8。


 [9]
 唯一一座出土有武器的女性墓葬是M95，在此墓葬中，也发现了一具男性骨骼，因此很可能那件武器实际上与那具男性骨骼有关。


 [10]
 我没有将贝壳和纺轮包括在内是因为这两个变量仅出现于1座墓葬中，因此，如果纳入这两个变量可能会误导分析结果。


 [11]
 也有极少的例外，如毛庆沟M2，动物骨骼残片发现于距离死者很近的位置，但报告并未说明这些骨骼是作为殉牲的一部分还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


 [12]
 动物头骨和蹄足在墓葬中的发现表明动物在仪式开始之前已经被屠杀。吃肉的行为可以发生在将墓主下葬的过程中或之前，也可能是之后。


 [13]
 另一方面，同一墓地的M71，有3件马具放置于死者左肩的位置。


 [14]
 北方地带不同亚区墓葬陶器的分布详情请看附录中的表格。


 [15]
 在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中下游及渭河下游，也存在着墓葬主要随葬品由陶器向金属器的转变（cf. Underhill 2002）。然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墓葬中的中原式铜器多为铜容器，这些器物并未显示出向外部交流为重点的转变。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文献中，这些容器多用于近亲人群举行的宗教仪式等场合。


 [16]
 Wobst（1977：331-33）描述了之前的南斯拉夫，种群身份标识可以通过头巾的不同来体现，而且站在山腰上便能观察得到头巾的样式。


第五章 本地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跨地区交流及社会变化

［社会变化］并非地区进程发展的结果，而是不同社会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的反映……在解释变化的时候，应更关注非物质层面的内容（实际上，非物质文化因素，包含神话、宗教仪式、歌曲和诗歌等），而不应该仅关注物质层面（Sherratt 1995：10）。





系统化意味着在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会对另外一个地区造成重要的影响，如在另外一个地区会重现相同的情景或者会造成另外一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联系很重要，有些则可以忽略不计（Chase-Dunn 1992：317）。

至此，我将史前时期的每个社会，或者至少是每个有限的地理单元，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虽然大家均承认这些地区之间存在着交流，但交流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其“重要性”（借用Chase-Dunn在引言中所使用的术语）则尚未讨论过。这些“重要性”隐藏在之前的章节里，这些章节均提到北方地带公元前1千纪时期很多人使用着非本土起源的人工制品和象征符号。实际上，在公元前1千纪前期北方地带和欧亚草原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生产技艺上、在人工制品的形态方面、在艺术的主题与风格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Alexeev 2003：42-56；Askarov et al
 .1992；Bunker et al
 .1970；Christian 1998；Di Cosmo 2002：39-42；Shelach 2005）。

然而，这种相似性的意义至今仍不清楚。虽然我认为这种相似性不应该仅被视为偶然出现的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我坚信对欧亚草原社会之间及之外的社会进行系统的中程距离和远程距离分析势在必行。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这些相似性如何通过物化的表象来表达？这段时间内不同社会政治团体之间的交往程度如何？最重要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对当地的社会进程有何影响？

中国和欧亚草原早期文化交流研究的不同观点

史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交流并非一个新兴的课题。实际上，20世纪前半期的很多研究均是在寻找和确认在广大地域范围内所发现的器物形制和风格方面的一致性，推测这些器物所在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参照Schortman and Urban 1992）

可能是因为无论是史前还是现在的欧亚草原人群，均属于游牧群体，因此这项研究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并深受这些领域学者的喜爱。风格和技术的相似性经常被解释为从黑海地区东迁的移民浪潮的证据
 
[1]

 。与此相反的意见也层出不穷，从毫无根据地反对“文化传播论者”模式（在世界其他地区较为常见的一种论调）到反对与传播途径有关的内容。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是有关这广大领域内不同文化的本地文化因素问题（cf.Linduff 1997；Yablonksy 2000），二是有选择性起源的问题。例如，最近学术界正提倡寻找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所谓的“斯基泰-西伯利亚”主题的起源问题（cf.Bokovenko 1996；Wu 2002a）
 
[2]

 。

在中国，不管边境是如何划定的，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境内与境外之间交流的争论，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政治色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只有一小部分中国考古学家所引用的模式和案例可以解释为受到了外部文化影响的“中国文化”。中国独立发展的观点可以延伸至史前时代——甚至是“中国”这个概念还未出现的时期。这种倾向可以归结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氛围的影响（Tong 1995）。如同之前中国反对的欧洲中心模式（即将中国文化视为西方文化辐射下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瑞典的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将这些文化视为欧洲文化早期原型的后裔，他的这种观点被视为具有帝国主义的论调（Li 2003：5）。这种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
 
[3]

 。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的考古学家成功地证明了中国的农业、陶器生产及聚落在本土出现的时间至少要比安特生所提到的早4000多年（Shelach 2000；Underhill1997）。

中国考古学家强调本土起源的观点正好与欧洲以及北美考古学家不谋而合。强调地区发展轨迹和当地社会的适应性，以及几乎完全忽略其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趋势可以用一个最近备受争议的词来概括，即“本地起源论”（Sherratt 1995：7）模式。这种趋势反对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请参照Schortman 和Urban在1987年和1992年的讨论）。然而，最近几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区域研究领域开始出现跨文化交流这个新课题（Bentley 2005：1-2）。虽然研究的方法与研究的重点有所改变，但似乎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cf.Bentley 2005；Chase-Dunn 1992；Holcombe 2001；Upham et al
 .1992；Bentley et al
 .2005）。

20年前，已故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个名词，他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多地区起源，而非从一个核心地区传播到其他地区（Chang 1986：234-42）。根据这个模式，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已经开始的文化交流在公元前4千纪，尤其是公元前3千纪最为频繁。当相似的文化属性——即相似的陶器形制、相似的筑城技术、相似的宗教器物，以及青铜铸造业开始普遍出现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外的地域范围内，便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及这些地区阶级社会的建立。

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也是自那时起得到了考古学家和汉学家的一致认可（Falkenhausen1995：199）。值得称赞的是这个模式将“相互作用”的概念注入汉学研究中。然而，张光直和他的学生并未应用此模式使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相互作用”——迄今为止被认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方面是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被限制在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和新石器时代的范围内使用，而很少用于阶级社会发展时期，也很少用于与其他地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cf.Liu 1996；Liu and Chen 2003）。

幸运的是，讨论社会之间中程及远程交流的考古学证据不再成为禁忌。我们不是要回到以往单一模式的讨论中去，而是考古学家不再满意于孤立地看待以往的社会，将社会之间的交往视为毫无意义的巧合（Cusick 1998；Renfrew 2002；Sherratt 1995）。虽然只有少数当代的考古学家从事古代交流的研究，但大多数学者都会认可菲利普·科尔（Philip Kohl）的说法（1987a：29）：“就像现代我们不能否认社会内部之间的联系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以往社会体系的开放性。”

在重新认识到社会内部交往的重要作用之后，我们考察了近年来有关这些问题的有限几项研究，发现中国和中亚的考古学家更加关注今天的中国与它以西地区之间的交往。最令人瞩目的是对塔里木盆地发现的“木乃伊”的研究，一部分木乃伊被确认属于高加索人种或属于印欧语系人种，这种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注意（cf.Mair 1998；Mallory and Mair 2000）。

然而，最近几年有关欧亚大陆史前时期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cf.Boyle et al
 .2002；Di Cosmo 2002；及《远东古物博物馆通报》相关的论文，No.75，2003）。《欧亚学刊》或《欧亚研究》这些以欧亚大陆之间历史交流为主题的期刊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出版，从而为社会交流方面的内容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虽然并非所有的资料都是最新的，但由于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即使是以往的数据仍可以获取新的信息。

不幸的是，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侧重于起源和文化特征的传播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又常被视为虚构的移民浪潮或海运的产物。这些讨论，由于承载了较多的感情因素，因此不具有参照意义。虽然有时也会揭示出有趣的模式，但大多数研究对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及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的问题并无帮助。在这一章里，我将尽量避免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而去讨论思想、技术和日用品等与文化交流相关方面的运行机制问题。我们不再去重申这些与传播有关的方面或某种特征在哪儿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而是希望可以解决在公元前2千纪末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复杂的交流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对地区及跨地区发展进程有何影响等问题。

早期文化交流及其影响：与前工业社会交流有关的理论

由于社会之间交流的这个课题非常重要，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与此相关的讨论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但在20世纪上半叶，很多研究则缺乏这样的理论基础。这些研究所观察到的一些有趣的模式，却由于理论框架较为模糊，而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历史学或人类学观点。如果没有认真的探讨交流背后的原因和交流的运行机制，建立在模糊概念上的研究“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但解释不了任何问题”（Schortman and Urban 1992：8）。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时尚的名词“相互作用”，我们就很容易将之视为50年前所使用的“传播”这个词的代名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明确其用法。在我看来，只有具备以下两者之一（或综合了两种）的才能称之为“相互作用”：

1.人群的互动。

2.人工制品的互动（更低一个层次，物质产品的互动）。

在史前社会，尤其是在还未使用文字的时期，信息的传播应该是上述机制的产物而不应该将之视为独立发展的机制。在分析资料时，我们应该考察我们要观察的模式更适用于哪种机制，哪种层次的交流最可能适用于这种模式。人群的互动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如将整个人群大规模的迁徙到一个新的领地；一次军事入侵；一小群人的迁入；少数人或一个人的迁徙。历史学和人类学文献中记载的这些运动可以用来与考古学资料进行对比（Anthony 1990）。与此相似，人工制品的互动既可以是大规模贸易的一部分，亦包括贵族之间的交换；小规模的私人交换活动；一次偶然的礼物交换；宗教遗物或日常用品的交换。

集中于这些特殊课题的研究，尝试着评估社会及经济对这些交流模式的影响，我们才能更好地重建这些地区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詹姆斯·卡西克（James Cusick）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考古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在估测和评判文化联系研究领域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然而，忽略这些乐观的论调，其实考古学研究只能解决一部分中程和远程交流的模式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考古学家主要进行特殊案例的研究，并将其他领域的理论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中。在这一章的结尾，在详细讨论了相关的资料后，我将重新回顾其中的一些案例，评价北方地带不同社会之间以及欧亚草原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以期建立起更为复杂的中程和远程交流方面的模式。

为了便于分析，我需要交代交流所涉及的不同地域范围。任意划分范围会歪曲适用于“地球引力模式”的连续发展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地理障碍的存在导致交流发生的概率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受此启发，如果限定交流的范围则有助于我们集中关注更有价值的模式，避免一些固有的偏见。然而，现代的社会疆域经常会提醒我们哪些是范围之内的地域，哪些是范围之外的地域，哪些地域距离较近哪些地域距离较远，因此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对当时社会地域范围的正确判断。塔里木盆地的木乃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发现于中国的边境地区，因此学术界很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们代表着欧洲和中国之间早期的交往。然而，这些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的木乃伊所处的地理位置其实在当时几乎远离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就像他们也远离于西方的文化中心一样。

为了便于研究，我界定了三个交流区域：

1.北方地带不同社会之间的区域性交流。

2.北方地带社会与黄河及渭河盆地（“中国”）社会之间的跨地区交流，或称中程交流，包括上述两个地区与塔里木及戈壁地区的交流。

3.欧亚草原中部、西部社会与北方地带及黄河-渭河盆地之间的全球交流，或称远程交流。

这个框架的搭建有助于我们找到更有价值的模式。比如，我们不应该憧憬这三个区域内交流的加强或减弱会彼此印证，而应该尽力解释每个区域内交流发生的不同模式，同时也应兼顾其他因素，比如地区适应性及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

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社会内部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早期交流的证据

在地区交流与中程交流这两个地域范围内，早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伊始时期。经驯养的动物和驯化的谷物如粟在北方地带、黄河和长江流域及中国东部地区的广大地域范围内普遍存在，这表明了这些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然而我们不能假设交流是单向进行的（Shelach 2000）。北方地带新石器时代陶器形制、纹饰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与黄河-渭河流域的一致性多被解释为外来因素的影响（cf.Chang 1986：186；郭1997：15）。然而，经过更系统的分析后可以看出，当地文化因素仍占据主体，因此我们对外来因素影响的强度提出了质疑（Shelach 2001：24）。

欧亚大陆的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广袤的空间范围内分布的人类社会，彼此之间其实从未完全地隔绝开来，直立人与智人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后冰河时代这样的例子更多。例如，根据甘肃西部考古学遗址中出土的碳化谷物，推测出经驯化的小麦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4千纪或公元前3千纪早期，到达中原地区的时间是公元前2千纪（Crawford 2006：78-80；Li 2002：180；Li 2003：14-15）。然而仅有一部分器物带有这种早期交流的烙印。李水城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认为，在新疆和甘肃地区的遗址中发现的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权杖头，起源于近东地区（Li 2002：180-81；Li 2003：15-16）。然而，李所提供的资料很少能早至公元前3千纪晚期，且其较为普通的形制也使得中国生产的权杖头西方起源的理论遭到了质疑。

公元前3千纪晚期至公元前2千纪早期文化交流的证据

如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1986：234-89）集中考察了公元前4千纪和公元前3千纪位于中心位置的不同地区（尤其是黄河-渭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情况。事实上所有的资料都支持着同一个观点，即在北方地带广大地域范围内，地区间及跨地区交流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在地区层面，公元前3千纪北方地带社会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陶器形制和纹饰来体现。就像第三章所提到的，在朱开沟遗址第Ⅱ段和第Ⅲ段（公元前2千纪初期），出土了相当数量属于甘肃地区齐家文化的陶器。虽然仍旧带有地区烙印，但单耳或双耳的束颈平底罐显示着它与它以西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Linduff 1995：139-40；内蒙古2000：246-61；内蒙古2000：246-61）。其他的陶器则显示着与它以东地区如与夏家店下层甚至是魏营子文化之间的联系（田和韩2003：248-9）。



图5-1 朱开沟遗址和辽宁出土的蛇口花边鬲

（内蒙古2000：图版 XXXVIII；辽宁省2001）

然而，朱开沟文化典型的蛇口花边鬲也发现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内蒙古2000：图版XXXVIII；辽宁省2001），这表明物质文化或思想的传播是双向进行的（图5-1）。高台山风格的陶器在大甸子墓地夏家店下层的墓葬中有发现（郭1995b：177；中国1996：67），这说明了北方地带东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北方地带埋葬习俗的相似及这一时期小规模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均可视为地区交流加强的证据。

这些发现表明，公元前2千纪北方地带社会之间的交流处于一个相对上升的趋势。北方地带与黄河及渭河流域之间交流的证据则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被张光直（1986：239-40）作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建立证据的带足陶鼎和陶豆，在公元前3世纪的北方地带首次出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陶器构成了北方地带中心区（指鄂尔多斯和赤峰地区）的主要陶器组合，然而它们在公元前3千纪距离渭河和黄河流域较远的地区并非普遍存在。带足器，似乎是以黄河流域同类器为蓝本，但并非完全是它们的翻版，在北方地带东部的小河沿时期（公元前3000-公元前2200年）首次出现，并成为夏家店下层的主要随葬品组合（郭1995b；Shelach 1999：101-105）。在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文化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Linduff 1995；内蒙古2000）。

鬲、鼎和豆等陶器构成了公元前3千纪晚期和公元前2千纪早期鄂尔多斯和赤峰地区最主要的陶器组合，这些器物可以视为北方地带与黄河-渭河流域文化交流的产物，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本土特征表明了外来器物在本土的发展。相似的“相互作用圈”也出现于常用卜骨占卜的北方地带和黄河-渭河流域，虽然这种宗教行为其实起源于赤峰地区（Shelach 1999：109）。至公元前3千纪，卜骨占卜成为广大地域范围内普遍流行的活动，并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成为商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

不同地区相似器物的发现比不同地区存在相同形制的陶器更能清楚地为跨地区交流提供证据。最好的例子便是在赤峰地区大甸子墓地中发现的11件陶爵（中国 1996：82-84），这些用灰陶制成的彩绘带流三角杯与同时期位于中原地区二里头遗址（中国1999：136）出土的同类器几乎完全一样，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一个政权或一个国家的中心（刘和陈2003：26-56）（图5-2）。很明显，爵和形态上与爵有着某种相似的鬶在二里头及中原地区的居址中大量出现，其数量远远大于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同类器的数量。大甸子墓地的爵和鬶很可能是从南方输入的或是本地仿制的，它们为地区间交流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其交流的方式可能是通过人工制品的流动，也可能是通过人群的流动来实现的。



图5-2 大甸子遗址（右）和二里头遗址（左）出土的陶鬶

（中国1996：84；中国1999：136）



图5-3 大甸子墓地墓葬出土漆器（中国1996：192和图20）

大甸子墓地中发现的漆器为赤峰地区与黄河流域甚至是长江流域社会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这个墓地至少有38座墓出土了漆器残片（中国1996：191-94），一些仍旧保存完好（图5-3，请参照彩版部分）。漆器是由生长于中国南部和亚洲东南部温暖潮湿气候下的漆树树脂制成的。考虑到公元前2千纪的气候条件（请参照第三章的讨论），这些树木不可能生长在北方地带。而且，既然漆器生产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漆用溶剂感光性很强，因此，很可能这些器物是从外地输入到赤峰地区的，而非本地生产的。值得一提的是，漆器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发现（Bagley 1999：158-59），但并不清楚大甸子遗址的漆器是否即源于二里头遗址，抑或是这两个遗址中的漆器均从更南的地方输入。大甸子43座墓葬中发现的贝壳（中国1996：183-87）也表明了它与中国东南沿海之间的联系。

有学者认为，饕餮，或动物形象，作为商和西周早期中原地区青铜器上出现的主要装饰图案，其灵感便是来源于夏家店下层彩绘陶器上的纹饰（刘和许1981）。然而，我并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更不用说找到直接输入的证据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赤峰地区和黄河流域地区应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在安阳附近商文化的贵族墓葬——妇好墓中发现的玉器及其佩戴的方式与赤峰地区的非常相似（Bagley 1999：202；中国1980：图版10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图5-4 朱开沟遗址装饰有典型二里岗风格饕餮纹的铜鼎残片（内蒙古2000:12）

公元前2千纪的鄂尔多斯地区与黄河流域之间交流的证据比赤峰地区更令人信服，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在第Ⅱ和第Ⅲ阶段地层中（公元前2千纪早期）发现的几件小型青铜器可能与它以西的齐家文化有关（Linduff 1995：139），但大多数器物（43件中有27件）以及所有的大型铜器均发现于公元前2千纪中期的第Ⅳ和第Ⅴ阶段（李和韩2000：423，表1）。几件属于第Ⅴ阶段的铜器，包括青铜容器，以及戈、戟和刀等与黄河流域商文化遗址中的同类器非常相似。属于朱开沟文化第Ⅳ阶段青铜鼎碎片上装饰的饕餮图案具有典型的二里岗风格（内蒙古2000：121，图87），同时在二里岗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同的器物及装饰图案（cf.An 1986：46，图10）（图5-4）。属于这种类型的青铜器，多为青铜容器，多由商文化分布范围内的艺术家制作而成，进而输入到这些遗址。然而，很多其他的器物包括带有商风格的武器看起来似乎是当地生产的。

外来输入的器物，以及当地生产的商风格的器物证明了由于器物或人群的流动而产生的跨地区交流的存在。这说明在没有大的地理障碍的情况下，鄂尔多斯邻近地区与黄河流域商中心区的交流较为方便。也可以说北方地带与商之间的交往程度取决于其与商中心区之间的距离远近。然而，仅有少数属于商文化的器物或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器物发现于远离商文化中心的地区，这表明这些地区可能需要通过某种中间媒介来实现器物的传播。最明显的例子是在鄂尔多斯以西的甘肃地区遗址（中国1982：588）中发现了具有商风格的戈和戟。同样，商文化的青铜器，也偶尔发现于北方地带东部的赤峰北部和东部地区（喀左县1977；许玉林1993：328-29）。

虽然以上资料均表明公元前3千纪晚期至公元前2世纪前期地区与跨地区交流的加强，但我们很难找到这一时期全球性交流的证据。耳环和发簪，多用金和铜制成，在公元前2千纪北方地带的诸多文化中均有发现，它显示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流（Linduff 1997：20）。公元前2千纪时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虽然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它跨越了欧亚大陆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从南西伯利亚到卡萨克斯坦（Frachetti 2002：167-68）均有分布。属于这个文化的器物，主要发现于北方地带西部，包括青铜削刀、有穿孔的柳叶形青铜短剑、镞和管銎斧（Linduff 1998：627，Chernykh 1992：219均进行了比较）。多数在中国发现的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器物起源于新疆和北方地带的西部地区（Mei and Shell 1998：587；Peng 1998）。然而，在辽宁北部的湾柳也发现了几件东部起源的器物，如两件斧，一件管銎斧和一把刀（辽宁 1989）。但究竟如何辨别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早期的这些器物是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还是属于卡拉苏克文化，即使是支持这些器物西部起源学说的学者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cf.Fitzgerald-Huber 1995；Mei 2003；Peng 1998）。

尽管有少量的证据存在，但最近的研究却开始关注公元前3千纪后期至公元前2千纪前期今天疆域内的中国与欧亚草原社会之间交流的意义。菲茨杰拉德·卡西克（Louisa Fitzgerald-Huber）的研究便是最好的例证。在她的研究中她将甘肃地区的齐家文化视为东西方早期交流的中心，西方的影响通过它到达中国（cf.Fitzgerald-Huber 1995；Fitzgerald-Huber2003；请参照Mei 2003）。这种影响下的器物包括上述金属制品如管銎斧（Fitzgerald-Huber 1995：43-46），在青海东部发现的细石器和骨制品（Fitzgerald-Huber 1995：47-49），以及在齐家文化墓葬中普遍存在的她所描述属于“印欧语系地区的殉夫行为”。

所谓的“殉夫行为”（将丈夫和妻子埋葬在一起）是否属于印欧语系地区的特征是值得商榷的。男女合葬墓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很多文化中均有发现（尚1991）。而且，包括齐家文化的墓葬在内，不能确定这些墓葬中的女性是牺牲品还是正常死亡后才埋入墓地的。有关细石器和骨制品的论据也存在诸多疑点，因为菲茨杰拉德·卡西克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些器物确实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非本地区已存在的器物。

石质或青铜的权杖头，最近被认为是与西方文化早期交流的证据，这种交流最远可达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Li 2002：180-81；Li 2003：15-16）。然而，这个观点亦存在诸多问题，因为李水城所列举的权杖头多数均是常见的椭圆形，在当地很容易制造，而且与外来的特殊式样的权杖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4]

 。同时，李所提出的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权杖头，时间跨度很长，从公元前3000年持续到公元前500年，因此很难将它们纳入与西方交往的早期阶段。

金属制品，尤其是管銎斧，我认为是齐家文化（或者是之后的时期）与南西伯利亚及其以西地区之间交往的唯一有形证据。问题是，北方地带到底有多少件这样的器物，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这种远程交流有何意义？菲茨杰拉德·卡西克在1995年的论文中只提出一件这样的孤例。虽然已发现了100多件属于齐家文化的铜器和青铜器（Mei 2003：33-34），但似乎只有有銎斧及一些器物与远程交往有关，然而这种器物只占据很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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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菲茨杰拉德·卡西克（1995：51）所描述的齐家文化与西方社会之间稳定持续的交往模式相反，最近的考古学资料提供了一些零星交往的证据。很多学者指出，齐家文化，抑或是北方地带西部的其他文化，在沟通西方与中国的冶金术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cf.Fitzgerald-Huber 1995：34-35；Kuzmina 1998：65；Li 2003：18）。这一观点仅关注冶金术在这一地区的出现和发展问题，而忽略了对具体器物形态及风格的详细分析。（Mei 2003：44）。例如，有些学者提出一些齐家文化的器物是用砷铜合金制成的，而这种合金在南西伯利亚普遍发现，由此证明了齐家文化与南西伯利亚之间的交往（Chernykh 1992：270；Legrand 2004）。然而，砷铜合金的器物其实在齐家文化中很少发现（李和水2000；孙和韩 1997），但在四坝文化及其以西地区则大量存在（孙和韩 1997）。其实大多数齐家和四坝文化中标榜为“砷铜合金”的器物仅包含少量的砷（Sun and Han 1997）。而且含有天然铜-砷矿石的产地发现于新疆东部地区（Mei 2003：44），这说明很可能这些器物是利用当地自然存在的合金原料而非人工的合成原料制成的。齐家文化从早期制造相对简单的铸铜器物到之后铸造复杂的青铜合金器物的发展，其实表明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地区发展轨迹。

基于此，我质疑能否将冶金术的起源——冶金术或冶金术的某些方面，视为中亚与北亚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冶金术，包括相对复杂的铸造工艺和熔炼技术，很早就在我们所熟知的北方地带或今天中国的其他地区出现（Boroffka et al
 .2002；Chernykh 1992；Frachetti 2004：194-204）。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认冶金术起源于北方地带或中国。就像上述讨论的，排除北方地带西部的边缘地区，所有直接的证据，如在齐家和四坝遗址中发现的石范的类型与铸造技术，都表明冶金术有着自成一体的地区发展体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想，如果欧亚大陆西部存在着丰富的金属矿石，则可以用它冶炼成工具，再传入到东部地区。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在讨论中国冶金术的起源问题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某些观念是自发形成的还是从外界传入的。这方面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也不能奢望能得到任何答案。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谁会在乎这个问题？（Wagner 1996：30）





按照瓦格纳的观点，我可以推论，虽然在公元前3千纪晚期至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确有外来的因素传入到北方地带西部，但这种传播无法得以证明。而且，即使这种传播的确出现过，也不能作为北方地带与南西伯利亚或中亚社会之间密切交往的证据，同样也无法证明这种交往的重要性。相反，在跨地区交流的背景下，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包括冶金术）等不同层面内容在各地区自成体系的发展，似乎更能契合上述考古学资料所显示的内容。

总之，公元前3千纪晚期至公元前2千纪前期，北方地带内部的地区交流及它与黄河流域及今天中国疆域内其他地区的跨地区交流加强了。虽然这些地区仍保持着相对的政治独立及保留着一定的地区风格，但考古学资料表明，新的思想、原材料，尤其是与地位相关的内容（如漆器和贝壳）通过传播进入这一地区。可以说，这些交流不分等级，多向传播，在所涉及的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同一时期黄河-渭河和长江流域在跨地区交往方面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Chang 1986：234-42）。因此，我们在北方地带所观察到的交往模式实际上代表了广大地域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模式。

与地区及跨地区交流相比，全球（远程）交流只是零星出现。虽然一些器物和制造技术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但这种交流对北方地带或今天地域范围内的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显著。下面，我将考察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这种形式的交流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文化交流的证据

在公元前2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和公元前1千纪的前期，跨地区交流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模式。比如，出现了相似形制和纹饰的陶器。在北方地带西部，辛店文化与卡约及寺洼文化的陶器组合表现出密切的联系（Zhang et al
 .1993：139-40）。

北方地带东部社会之间的交流，如黑龙江白金宝遗址第Ⅱ层（黑龙江1997：17，图9）和辽宁北部新乐文化出土的陶鬲（许玉林1993：319-21）与赤峰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鬲非常相似。同时，白金宝文化典型的手工制作的陶器也发现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Di Cosmo 1999：900）。魏营子和辽宁省凌河传统的陶器与赤峰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有着密切的联系（郭1987：80）。一些学者根据赤峰地区与东北地区陶器的普遍相似性，得出由东向西迁徙的人群带来了当地陶器传统的结论（王2004a：247；朱2004b：429）。毫无疑问，这些相似性均证明了北方地带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北方地带陶器制作传统之间的相似性恰好与最近的发现相吻合。最近的研究表明，根据青铜器制作风格的不同，北方地带以太行山为自然的分界线可以分隔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Bunker 2002：21；Di Cosmo 2002：58）。虽然有几件明显为鄂尔多斯风格的陶器在太行山以东的赤峰地区和辽宁地区发现（田和郭1988），但大多数器物之间的联系均未跨越这条分界线。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我们可以观察到东西两个较大的相互作用圈：东部包括赤峰和东北地区，西部包括鄂尔多斯和甘肃地区，也许还包括新疆东部（李2002）。

这两个相互作用圈中埋葬方式的不同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存在：在太行山以西，土坑墓比较盛行，而太行山以东地区，则比较流行石板墓（Linduff 1997：34）。然而，与埋葬行为相关的其他方面的相似性，包括多数墓葬均东向埋葬，墓葬内部结构和随葬品均比较相似（见第四章），表明了太行山两侧社会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也可能在这一时期有所加强。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北方地带社会之间的交往更多遵循的是连续性模式，而非邦克和第·科斯莫所提出的模式。

北方地带的铜器生产也证实了公元前1千纪前期北方地带东部与西部之间交往的加强。由于这些铜器拥有一个共同的制作传统，因此很难将这些器物再细分为不同的地区制作类型（cf.Linduff 1997；Bunker 2002；请参考本书第二章）。北方地带比较典型的器物有：青铜短剑、刀、斧、矛、带扣和牌饰。一些装饰有动物图案或铸造成动物造型的铜器，在赤峰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中普遍发现，同时，在甘肃地区和东北地区也有少量发现（cf.内蒙古1989；宁夏1993：26-42；宁夏1995：87-96；Shelach 2005；Tian and Guo 1986：227-315；王 2003；项和李1995；许和李1993；许玉林1993：320；翟1994；中国1984；朱1987）。这些器物中可能多数在当地制造，在北方地带普遍发现，甚至在穷人或平民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这些事实说明这一时期社会之间交往的加强，以及交流的兼容性。

跨地区交流似乎也延续了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2千纪所观察到的模式，最突出的表现是黄河流域的青铜制作传统普遍发现于北方地带。这些器物可能在晚商和周代的中心地区制造，通过交换或是其他形式的接触如战争、外交手段或礼物交换等方式传入北方地带。这些器物大量发现于邻近的晚商及周代的中心地区，如陕西北部的李家崖遗址（王1994：399-401）、甘肃东部（水2001：257-267），但在更西或更北的地区则很少发现。同时，在鄂尔多斯和甘肃地区发现（宁夏1995：88；田和郭1986：262）了几件具有周文化风格的青铜武器，如戈（戟），但在这些地区却没有发现晚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容器。

在北方地带东部的辽西地区发现了晚商和西周的青铜器（许玉林1993：328-29）。例如，魏营子遗址出土的一件卣被认为具有殷墟风格（郭1987：86），其他器物与西周早期的同类器比较相似（郭1987：88）。在赤峰地区，一些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周代青铜器，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小黑石沟发现的一座大型墓葬，在这个墓葬中共发现400件青铜器，18件显示出明显的周代风格（项和李1995：6-9）。2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表明它们起源于中原地区（Shelach 1999：217）。另外，小黑石沟发现的27件青铜武器中很多也是来源于周或者按照周代的风格在当地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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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5-5 北方地带、中国北部和欧亚草原不同遗址出土的带动物头饰的刀

青铜器最能凸显交换活动的双向性，比如北方地带典型的刀、短剑和牌饰，在晚商和西周的遗址中均有发现（郭1995c；吴1985；杨2002）。最著名的例子是殷墟妇好墓发现的随葬品（中国1980：图66）（图5-5，4），且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遗址（李1977：112）。

在北方地带发现的晚商和周风格的器物以及在商周的遗址中发现的北方地带的青铜器似乎与贵族的活动有关。比如，在赤峰地区，周的青铜器仅发现于最大和最富有的墓葬中（Shelach 1999：171-76；下面将有更多的例子）。这表明，与地区内的交流不同，北方地带与晚商和周之间的跨地区交流仅限于上层社会之间。在北方地带西部则较少发现有晚商和周代的青铜器，也许是因为这一地区并无发现较高等级墓葬所致。

与地区及跨地区交流的连续性发展模式不同，全球（远程）交流从公元前2千纪后期开始出现戏剧性的增长，这一趋势在公元前1千纪前期得以进一步发展。这种交流体现在北方地带及欧亚草原发现的青铜器的形式和风格方面。其他如埋葬活动及技术革新等方面的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结论。

所谓的“北方青铜器”是远程交流加强的最早表现形式。就像第二章所讨论的，北方青铜器与北方地带之前的青铜器相比，要更大更复杂。它们包括动物形刀、指环或带钩；有銎武器；神秘的“弓形”器；头盔和小型装饰品如耳环等（林1986；郭1995b；吴 1985；杨 2002）（图2-9）。就像之前研究所显示的，一些青铜器显示出与欧亚草原乃至更西的伏尔加河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类似于刀和“北方青铜器”的有銎武器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和西部的塞伊玛-图尔比诺文化中均有发现（Chernykh 1992：215-33；Chernykh et al
 .2004；Legrand 2004；林 1986；Linduff 1997：29-32；Shelach 2005；乌1985）。然而，很少有学者讨论这种现象背后的意义，大多数研究仅满足于讨论这些器物的起源以及铸造这些器物所使用的技术（cf.Chernykh 1992：215-33；Legrand 2004；林1986；乌2002a）。

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000年（Legrand 2004：139），塞伊玛-图尔比诺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Chernykh 199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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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文化的年代学跨度大致与“北方青铜器”同时期。忽略交流的方向性，可以说，传播速度最快的当属器物的风格及其制作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再关注带有民族倾向的起源问题，而重点讨论全球及地区交流的意义。然而，在尝试解释这些现象之前，我将系统介绍我所依据的资料。



图5-6 带有动物头饰刀的分布

由于一些器物有着特定的分布地域，一些器物则很难分辨其所属地区，因此我不再探讨与“北方青铜器”相关的器物的总体分布，而是开始划分不同形式器物的分布范围。如装饰有动物头饰的刀，在顶端或柄部贴塑动物形象或铃铛的刀（图5-5和5-6），最集中的分布地域是北方地带东部的辽宁和内蒙古赤峰地区（郭1995c；杨2002），河北东北部的张家口地区（陶1994：18），如抄道沟遗址（河北 1962；马1995：1，11），陕西北部的墕头村遗址（林1986：245，图 51：7；陕西1979：图 90）也有一定发现。然而，这些器物未发现于北方地带以西地区。

相似的器物在晚商墓葬中也有发现，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国1980：图66），在其他晚商和西周的遗址中也有发现，但这些器物似乎是从外界传入到中原地区的（郭1995；Linduff 1997：32；吴1985；杨2002）。



图5-7 北方地带东部的石板墓（Hamada and Mizuno 1938：VI）

在今天中国的边境之外，类似的刀发现于蒙古北部（Linduff 1997：29）、米奴役新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Legrand 2004：148，图5-4），以及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塞伊玛-图尔比诺墓地（Chernykh 1992：219，图74，75，77；Chernykh et al
 .2004：27，图1-10和1-11）。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发现的这些刀均是沿着草原与中亚森林地带之间的这条北部线路分布，也是通过这条线路将欧亚草原与北方地带东部连接起来（图5-6）。

除了青铜器风格方面，其他方面的资料也显示出北方地带和同时期欧亚草原社会之间的联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北方地带东部（Shelach 1999：148-50）、蒙古和中亚（Askarov et al
 .1992：460；Erdenebataar 2004：189；Legrand 2004：142）（图5-7）均存在着相似结构的石板墓。从目前的资料看，这种交流并未延伸至北方地带西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北这条交流路线的存在。

公元前1千纪前期遗址中所呈现的欧亚草原和北方地带社会之间交流的证据较公元前2千纪后期更为丰富（Mei 2000：66-71；Shelach 2005）。而且，基本上均是通过金属制品及其上面的纹饰图案来体现。这之中，最能凸显这种交流的器物是在欧亚草原及北方地带东部和西部墓葬及遗址中（田和郭1986：3-15；王成生2003；张家口1987）发现的青铜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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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刀，以及青铜头盔和青铜镜（cf.Alexeev 2003：46-55；Bokovenko 1995；Dvornichenko 1995；Melyukova 1995；Yablonsky1995）。相似的器物也发现于北方地带以西的新疆（Mei 2000：28-29 and图3-8），以及北方地带以东的吉林和辽宁的东部地区、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甚至远达日本（Nelson 1993：133-38；王2003；徐1997）。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这些器物之间的相似性跨越了较大的空间距离，因此很难说这属于巧合（Shelach 2005：33）。如很多器物均装饰有大雄鹿的鹿角（图5-8），这种鹿角图案在广袤的地区内均有发现（Bokovenko 1995：272；马1995：48和51；辽宁省1973：图11；Melyukova1995：43-45；Petrenko 1995：18；田和郭 1986：173；Yablonsky 1995：222）。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装饰形式不局限于青铜器，也装饰于金器、石碑（如鹿石），甚至用于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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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千纪早期，这种类型的器物和装饰形式不仅在北方地带东部地区，而且在北方地带西部地区也大量发现，表明了社会之间的交往在这一阶段变得更加频繁。



图5-8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草原上不同地区“大型雄鹿鹿角图案”的比较

同一时期，欧亚草原与北方地带开始接触，有些交流还远达中原地区。最值得注意的是战车，它们最早出现于距离安阳很近的晚商中心——殷墟遗址，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50年。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战车发现于中亚，出土于哈萨克斯坦的辛塔什塔文化，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因为中亚和殷墟的战车在技术和风格上很相似，因此可以说殷墟的战车是西方新技术传入到中原地区的反映（Anthony and Vinogradov 1995；Barbieri-Low 2000；Linduff 2003：148-53；Shaughnessy 1988）。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传播恰好与北方地带及欧亚草原（或中亚）社会之间交流的加强相吻合。而且，很明显这两种现象彼此相关联。在殷墟发现的与战车埋在一起的殉人，很可能是当时驾驶战车的人或马夫，同时还有“北方青铜器”随葬（如 Li 1977：112，图17）。因此可以推断，战车是经由北方地带东部传入中国，而非通常所认为的经由西部传入（cf.Barbieri-Low 2000：45-47）。

似乎可以说，在殷墟祭祀坑里发现的驯养的马匹，无论是否与战车共出，应该均是在晚商时期从外界传入的。就像袁和费拉德（Yuan & Flad 2003）指出的，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很少发现野生的马，即便是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野生或驯化的马亦较少见，甚至在二里头和早商文化遗址中也较少见。马骨在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带也不常见。举例说来，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1002具动物骨头中，并未发现马骨（内蒙古2000：400-21）。虽然齐家文化遗址发现了马骨，但仍不清楚马骨是否普遍存在，也不清楚这些马骨是否属于已驯化的马（Linduff 2003：144-45）。因此，殷墟遗址驯化马的突然出现以及它们与战车之间的联系表明，驯化的马及战车均是从外界传入的（Linduff 2003；Yuan and Flad 2003）。

总之，上述资料表明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交流的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地区和跨地区交流的规模与之前大致相同，但我们仍可以观察到远程交流在日趋增强。虽然这些现象很有趣，但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弄不清楚交流的机制以及它对北方地带的影响。下面，我将尝试着将上述现象与已经建立的有关社会内部之间交流的模式联系起来，进而阐述这些问题。

全球化与本地化：北方地带的远程交流及社会变化

如上所述，与交流有关的理论性探讨多限于“起源与方向性”的讨论。致力于这个理论框架研究的学者多关注这些特殊的技术、特殊的器形、风格或特征在哪个地方首先出现，向其他地区传播时的方向，传播时的速度等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Karlgren、Jettmar和Loehr对商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器物和风格的讨论（Jettmar 1950；Karlgren 1945；Loehr 1949）。类似问题的探讨仍普遍存在于北方地带和欧亚草原的考古学研究中（cf.Alexeev 2003：38-56；Bokovenko 1996；Marsadolov 2002；乌2002a）。

这些争论的很多方面继承了50年前“文化传播论者”的传统。虽然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但我相信“起源与方向性”的讨论只有在运用了解释模式的背景下才会变得有意义。移民的模式，虽然可能存在争议，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可能的解释。贸易是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利用贸易可以解决“起源与方向性”等相关问题。然而贸易和迁徙本身不能完成这个解释，因为我们需要进一步阐述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动力及结果，这些模式的提出仅仅是研究与交流相关的背景资料的第一步。

移民

由于20世纪前半期为了解释考古学模式而不加批判的滥用“移民”这个词（Trigger 1989：150-74），近年来考古学家都尽量避免讨论与移民相关的问题（Chapman and Hamerow 1997）。然而，就像安东尼（1990）所指出的，这相当于犯了“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出”的错误。毫无疑问，在历史时期，甚至是史前时期，不同规模的人群经历了短程、中程和远程的迁徙。毋庸置疑的是，即使是小规模的人群运动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我也同意安东尼（1990：908）所提到的，考古学资料可以反映移民的模式。然而，我们在使用“移民”这个词时必须非常谨慎。因为移民的类型和规模各不相同，我们在使用它时必须明白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及考古学资料是否支持这一模式。

一些学者认为，“移民”指整个部落人群的流动，以及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代替了（或大多数）当地的人群。持这种观点的人，如著名的俄国考古学家艾琳娜·库兹米娜（Elena Kuzmina）在她的作品里将公元前2千纪后期视为欧亚草原大规模移民的开端。她认为这种迁徙“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气候恶化的加剧而变得十分必要”（Kuzmina 1998：72）。虽然她所提出的资料多与语言（如印度-伊朗语系）的传播有关系，且这些资料也能支持这种迁徙的观点，然而这些资料往往比较混乱（参照Frachetti 2004：250-51；Lamberg-Karlovsky 2002的讨论）。但她对于欧亚移民浪潮历史的描述依然十分盛行（如Frank 1992：9）。

在北方地带，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比如，根据公元前1千纪前期赤峰和东北地区陶器传统的普遍相似性，一些学者提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从东向西席卷了北方地带东部地区（王2004a：247；朱2004b：429）。虽然这种整个人群的短程迁徙比这种经常局限于“一个界定严格、目标性非常强的小群体”的远程迁徙更具可行性（Anthony1990：908），但我依然认为，我们应该明确构建移民模式的方式，并考察这些资料是否支持或反对这个模式。这一章和第二章北方地带的考古学资料，并无短程距离内人群更替的迹象，更别提远程距离的人群更迭了。日常生活相关方面特征（如陶器和石工具的生产）的继续，与大规模人群更迭的观点是相违背的。而且，通过赤峰区域性调查得到的数据表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人口密度依然保持较高的峰值（Drennan et al
 .2003），表明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灾难性的入侵事件。

虽然“小群工匠”的假设依然是可行的模式，但并无直接的考古学资料能证明这个模式。如果能从这些工匠的墓葬或从生产作坊的遗址中分辨出不属于当地文化传统的东西，就能证明这个模式的存在。然而，迄今为止，北方地带并无一座墓葬能显示出与它们各自地区的其他墓葬有着明显的不同，也很少有能确认与金属矿石提取有关的遗址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属性，可以将它们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明确地区分开来。

勇士阶层对北方地带的入侵可能属于另外一种小型人群的迁入模式，这种模式与青铜生产无关，但和青铜武器的使用却密切相关。这种模式存在于欧亚草原的西部地区。





塞伊玛-图尔比诺部落人群构成不仅包括擅长冶金的工匠，也包含马背上的勇士。他们的武器锋利无比，他们的军事组织能力卓越非凡，因此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越过西伯利亚西部的森林草原和潮湿的针叶林带，越过乌拉尔，驰骋千里到达欧亚东部广阔的森林地带（Chernykh 1992：215）。





这个模式合理性的前提是军事团体的出现或群体身份标识的形成。就像第四章所显示的，对墓葬资料的分析表明群体身份标识在公元前1千纪前期的北方地带的确可以观察到（请参照图 4.13-4.16）。与战争或暴力行为相关的埋葬方式在赤峰地区敖汉旗的周家地墓地M45中有明确的体现。这是这一时期北方地带唯一一座有明确暴力证据的墓葬。这个墓葬的死者为男性，12-13岁，可能死于他头骨左侧上部的箭伤。他头骨至少有两处骨折，他的右腿似乎已被砍掉（中国1984：418）。

这种死于暴力事件的死者通常有着特殊的埋葬方式：在箭伤处和头骨骨折处放置青铜牌饰，青铜纽放置于死者的眼睛或口的位置，在头骨位置发现的布的残留物表明这些青铜器是系在一块布上，这块布覆盖着死者的脸部。在布的上面，有一个大型的淡水贝类遮盖了死者下半边脸（图4-7-4-8）。这种对M45死者头部的处理方式，据我所知，未见于其他墓葬。但这不应该仅仅靠推测，这种处理方式很可能是因为墓主人死于战争一类的暴力事件。这座墓葬另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死者在腰部系了两条腰带：一条较细，用皮革制成，配有青铜纽扣和青铜带扣；另一条较宽，由青铜和皮革组成。青铜纽扣固定在装饰图案的皮革部分。武器，如青铜刀系在皮带一侧，39件骨镞和1件青铜镞放置于死者右脚旁，用以强调这种埋葬方式与军事活动有关。

虽然M45中对死者的一些处理方式非常独特，但墓葬构成要素在墓葬内的摆放方式与其他墓葬基本相似。比如，小白阳M37，其随葬品的摆放显示出相似的模式（图4-17）。在死者的左侧放置了一把刀和一把短剑，一把青铜斧的位置稍低。这些器物可能是系在腰带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再完整。在死者右脚附近有8件骨箭和15件青铜镞。其器物的位置和M45也较为相似，在其他墓葬也有类似发现（田和郭1986：239，248）。虽然M37在小白阳墓地中不属于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但它突出强调武器的位置这种情况在其他出土较多随葬品的墓葬中则不见。它再次表明了墓葬的军事属性。

通过青铜武器来构建军事身份在草原地带比较普遍，可以视为“战争精英移民”模式的证据。然而，这种模式存在两个盲点：

1.缺乏同时期骑马勇士的证据。

2.无法确认北方地带墓葬中发现的武器的性质。

就像第三章所讨论的，经驯化的马骨在公元前1千纪早期发现于北方地带。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骑马术，因为我们不仅发现了马衔，还在南山根墓地中发现了装饰有两个骑马人形象的青铜环（中国1975b：137，图19）（图3-3）。然而，目前仍不清楚战马是否属于这一时期重大的战争装备。青铜环上的两个骑马人实际上是猎人，因为他们在猎杀一只兔子。我不知道是否有同一时期与此类似场景的战争场面。中国的文献在描述周与它的北方邻居之间的战争时常提到步兵和战车对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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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Cosmo 2002：109），然而，骑兵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并未提及。当然，当时的史学家很可能并不熟悉北方地带的文化，但他们认为马是一项重要的战争装备，马的使用与身份地位或休闲方式无关，它很可能已经用于与周的战争中。

在北方地带墓葬中发现的青铜武器表明，马背上作战的可行性较小。因为在墓葬中发现的多数武器均属于较短的短剑、刀和斧，它们更适合近距离的搏战。当然很可能这些根本就不是武器，而是工具。就像第四章所讨论的，在墓葬中发现的很多武器均是系在腰带或衣服上的，用作装饰目的。除了周家地M45这座墓葬，我们在北方地带其他地方均未找到与战争相关的直接证据。这表明武器，很可能与骑马一样，代表着某种思想意识，如战争的权威。然而极有可能仅代表一部分为了巩固自身权利和权威而接受了外来思想的精英阶层的意识。

“小群工匠”和“战争精英移民”这两个设想均有着可行性，虽然我们近期并无具体的证据来支撑这两个设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强调外来的入侵方式可能会影响到北方地带的当地社会和整个地区的地理政治构成。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将在进行交流和身份属性的讨论时继续，在这里我还想探讨其他可能的交流模式。

贸易

与已经过时的文化传播论和迁移论解释不同，考古学家对古代贸易的研究即使在“新考古学”盛行的时期，在考古学议程中仍占据一席之位。实际上，有关贸易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最为流行，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对贸易研究进行了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如，Adams1974；Earle and Ericson 1977；Sabloff and Freidel 1975）。与过程考古学普遍研究的生存和适应系统不同，在这些研究中，贸易被视为一种功能系统。而且，与贸易研究相关的课题已经形成，与此相关的方法论也已形成。

与“迁徙”这个课题相比，“贸易”强调的是物体和原材料，而非人。考古学家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比如微量元素分析，通过制作图表的方式看物体如何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采用的是科学方法，可以准确推断出这种传播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经出现（如，Renfrew and Bahn 1996：335-56），甚至更早。有些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从理论上说，贸易本质上属于双向的交流，因此，考古学家开展贸易研究可以逃离政治偏见的影响，而这在迁徙研究中则是难以避免的。虽然Anthony（1990：903-905）曾指出，移民往往保持着与原有社会之间的关系，更直观地反映出贸易关系是交流的一种形式，就像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所显示出来的，贸易关系已经建立，并且持续了较长的时间。

尽管贸易研究有着这些优势，但它未能形成系统的解释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的人类学模式。一个例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研究中，可能因为殖民化程度的不同及自然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平衡，商品交换成为社会发展及其他社会政治进程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Algaze 2001；Johnson 1973：159；Wright 1998：195-96）。然而亦有例外（如，Blanton et al
 .1996）。在世界的其他大多数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模式中并无交换这一项内容。弄清哪些是属于外来的原料或物品的确很令人兴奋，但考察贸易所带来的影响更有意义。我们需要寻求建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诸如贸易机制和贸易规模方面的问题。贸易会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到群体或个人运用贸易来提升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方式，影响到他们利用外来思想或物品获取社会政治利益的方式。

这一章的开始及第二章的资料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不同地区存在着资源互换的情况。有趣的是，大多数资源的交换均发生于北方地带与今天中国疆域内其他地区之间，而非与欧亚草原之间。这类资源交换的例子诸如大甸子墓地38座墓葬中发现的漆器（中国1996：191-94），以及同一墓地43座墓葬中发现的贝壳（中国1996：183-87）。这种原材料只能在长江流域或更南的地区才能大量存在，这个事实说明，公元前2千纪时期，南北这条轴线上的交换活动比较频繁。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虽然在夏家店上层的几座墓葬中发现了贝壳（如Shelach 1999：166-67；张家口1987），但并不存在原始材料交换的直接证据。而经驯化的马骨在商和周代早期的墓葬中发现可能意味着资源往相反的方向流动，即从北方流动到南方。很可能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商朝和周朝并不具备养马和喂马的知识和经验（Linduff 1997：36-37）。根据中国的文献，在战国和早期帝国时期，马是中原政权从它的北方邻居输入的一项重要物品（Di Cosmo 2002：131-34）。直至公元1千纪后期，中原政权仍依靠从草原地带输入马匹（Beckwith 1991）。因此，这种交换在公元前1千纪确实存在过。

沿着南北轴线而非东西轴线进行原材料交换的这种现象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就像克拉丝汀（Christian，2000）指出的，草原地带存在着相似的生态条件，拥有着相似的生态资源，因此，原材料之间交换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草原地带及其以南的地区才会存在着这种跨生态的交换（Christian 2000：7）。然而中国和西方盛极一时的丝绸贸易常常会让我们忽略其他的交换形式，因此，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跨生态交换还仅具雏形。

青铜制品为北方地带与商及周代社会之间的贸易交换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草原地带发现的相似的青铜器不能归结为传播的结果，因为有证据显示这些器物是当地生产的（上文已经对此进行过讨论）。然而，在小黑石沟（项和李1995：6-9）大型墓葬和南山根M101（辽宁1973）中发现的中原式青铜容器，很可能是在黄河流域的周朝生产的，作为商品、礼品或战争胜利品的方式传入北方。北方地带典型的青铜器，如刀、短剑和牌饰在晚商和西周的遗址中均有发现（郭1995c；Li 1977：112；吴 1985；杨2002；中国1980：图66）。这表明这种交换，无论性质如何，均是双向进行的。

10年前，当我计划在北方地带开展田野工作时，我猜想从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前1千纪交换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假想是建立在畜牧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交流模式上（Gilbert 1983），同时也是根据我已有的观念，即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北方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化的畜牧业经济。我认为，主要依靠集约型农业生产的商和西周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北方地带社会形成专业的畜牧业经济提供了经济储备。因此，农业与畜牧业产品实现互换的地域性经济系统得以建立（Shelach 1994：284-87）。

就像第三章讨论的，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不再臆断北方地带发生了如此剧烈的经济变化。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畜牧经济并未完全取代农业经济，相反，农业在这一地区仍占据较大的比重。虽然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某种用于交换的畜牧产品（这些产品有：动物如马，次级产品如兽皮和羊毛）的情况，但我仍然相信畜牧产品及农业产品的交换发生于北方地带的部分地区。

然而，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带交换的模式在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前1千纪发生了变化。交换的方向和幅度的变化均不大（虽然根据现有材料我们无法去衡量交换发生的幅度），交换模式的变化也不大。在公元前2千纪大甸子墓地保存完好的716座墓葬中，外来的原料——漆器和贝壳发现于69座墓。将表5-1和5-2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原料在大型的富有墓葬（指包含了大量陶器尤其是有着象征身份的高质量彩绘容器的墓葬）中占有量的平均数值高于它在所有墓葬样本的平均数值。这表明这些外来的材料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它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种原料的使用并无严格的限制。这69座墓葬的规模与富裕程度各不相同，即使在较小较穷墓葬中也出土了这些器物。比如，M4是所有墓葬中随葬贝壳数量最多的，但仅出土了两件陶器（其墓葬的宽度低于整个墓地墓葬宽度的平均数值）。M1015，出土的贝壳数量在整个墓地中排第五，仅有80厘米深（也低于平均数），且并无出土陶器。

表5-1 大甸子墓地中所有保存完好墓葬的统计学信息



表5-2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贝壳和（或）漆器墓葬的统计学信息



公元前1千纪早期在赤峰地区发现的周朝青铜器的分布显示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就像表5-3所示，中原式青铜器（具有西周风格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在两个最大、最富有和建造得最为精致的墓葬中发现。这表明在公元前1千纪前期，与南方政权之间的交换被赤峰地区（可以延伸为整个北方地带）少数极为重要的精英阶层所垄断。北方青铜器和马在商和西周的富人墓葬中普遍发现可能也表明了相似的垄断现象也发生在“中国”政权辖区内。

表5-3 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的分群及中原式青铜器在这些墓葬中的分布



我们似乎可以确认交换的对象发生了转变，即从公元前2千纪不受限制的商品交换转变为公元前1千纪仅限于精英阶层之间的交换。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北方地带与中原政权之间的贸易对当地社会产生的影响。限制此类交换行为可以视为这一时期政治合理化的机制之一，精英阶层使用象征身份的器物如“中原式”青铜器来体现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同时，就像表5-3所显示的以及第四章所讨论的一样，北方青铜器几乎被各个阶层的人使用，这种相对平等的使用方式，有利于维护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

与黄河流域（可能是更南的地区）和北方地带原材料及人工制品的交换方面存在着相对大量丰富的证据相比，我们拥有相对较少可以确认为与欧亚草原之间交流的明确证据。有人提出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通过贸易使玉器从草原地区传入到中国（Di Cosmo 1996：90；Frachetti 2004：237），但相关的证据并不确凿。在北方地带和中国东部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表明当地就存在制玉的原料。然而无法从考古学上辨认哪些制玉原料是从欧亚草原输入到北方地带的，很可能交换并非这两个地区交流活动的中心内容。虽然交换的确存在，但它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世界体系及中心——外围模式

如果20世纪70年代是考古学中贸易研究的鼎盛时期，那么20世纪80年代这一研究则处于衰落期，20世纪90年代则是“世界体系”模式研究的鼎盛时期（如，Champion 1989；Cusick 1998；Feinman and Nicholas 1992；Frank 1992；Kohl 1987b；Rowlands 1987）。考古学家试图将沃勒斯坦（Wallerstein）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模式应用于史前史的研究中。根据这个模式，在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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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不发达的外围是为了中心地区的发展而存在，而这个中心地区则在为维护公平制度而努力。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它不需要通过直接的政治控制，仅靠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便可以对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上的开发。这种开发机制的首要前提是劳动力的分工全球化，即外围地区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而中心地区则生产昂贵的高科技产品，并提供技术与经济支撑（Wallerstein 1976）。

目前，能否将这个系统运用于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仍存在争议（cf.Chase- Dunn 1992）。沃勒斯坦自己将世界系统模式限定于现代世界，很多考古学家，包括那些尝试着使用这个模式的学者，都认为它的很多基本构成元素，如薪酬劳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时代早期实际上并不存在（Ratnagar 2001）。即使是这个模式的一些方面，如中心区和外围区的经济共生、劳动力的全球化分工、技术优势、中心区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在前资本主义世界都很难得以展现（cf.Kohl 1987a and 1987b；McGuire 1989；Rice 1998：46；Schortman and Urban 1998：105；Szynkiewicz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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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体系”模式吸引考古学家的不是与这个模式相关的细节，而是远古社会系统互相联系的概念。引用斯坦（1998：224）的话：“世界体系模式是如此地吸引人类学家，因为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地理甚至是意识层面的内容，并将它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解决了跨地区范围内复杂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然而，“世界体系”概念的外延太大，使得“中心-外围”理论变得毫无意义。就像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Shelach 1999：21），去判断一个体系是否符合“中心-外围”这个模式，我们必须能够论证这些社会所谓的“中心”应该比外围发达，至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某些方面要发达。更重要的是，必须能证明这些中心和外围存在交流，并且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中心区必须比外围区更为发达。与斯坦利（Santley） 和亚历山大（Alexander）（1992）的观点相反，我不认为对外围地区的开发这个问题属于交流概念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它可以通过考古学资料的分析得以证明。

我们可以用狭义概念上的“中心-外围”理论来检验北方地带社会相关的资料。虽然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的北方地带的确具备这个理论的一些构成要素，如社会政治复杂程度不一。但我相信涉及交流的其他层面和交流的方向均不符合“中心-外围”理论的定义。

研究北方地带与晚商及西周社会之间的交流，不能否认这两个地区社会政治复杂程度的明显差别。有关晚商和西周考古学文化的详细讨论已经超出本书的研究范畴。然而，很明显晚商和西周分层的政治组织、巨大的建筑（比如墓葬）、青铜制造，以及成熟的文字等方面，都表明晚商和西周属于一个国家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其社会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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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并无迹象表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交往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而受到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晚商和西周政权的建立，主观抑或是客观上造成了北方地带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或者是他们阻止了先进的技术传入到北方地带？

我认为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恰恰相反：比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自由地传入不同地区。而且，就像前文所讨论的战车和马，可能还包含铸造技术（Di Cosmo 1996），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带传播到黄河流域。而且，这些地区交流促进了北方地带的社会政治发展。有一些明显的例证，如，商和西周的青铜器被赤峰地区的贵族所使用，用以加强其地位。这种传播对之后的历史时期影响更为深远。在公元前1千纪后期，交流加速了北方地带和草原地带的社会发展（Barfield 1981）。

总之，北方地带和黄河流域不同社会之间的跨地区交流并未因为社会政治复杂程度的不同而受到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交流完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相反，就像我上面所指出的，可能两个地区的上层人物控制和操纵着交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这种控制只在地区内部起作用，并不能影响到之外的社会。

当我们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欧亚草原社会与北方地带之间交流的问题上，我们发现这一课题并不能提供“中心与外围”理论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因为我们并无这种交流的规模大小或政治复杂程度的相关资料，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假想这个体系的中心。而且，我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控制或与操纵这种交流相关的证据。看起来即使是在地区层面，更别说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参与这种交流的对象在地位上均是平等的。与交流相关的象征符号，甚至是器物并未受到地域和使用者身份地位的限制。它们发现于整个地区，由此可以证明交流并未被上层人物所控制，这种交流的迹象发现于各等级的墓葬中。因此，我认为，这种交流的意义与“中心-外围”体系以及地区内上层人物控制间的关系不大，而可能与地区及跨地区身份标识的形成有关。

交流及身份标识

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欧亚草原包括北方地带在内社会之间交流的加强。就像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欧亚草原同一形制的器物和象征符号具有持续发展的特点一样，这种交流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另一方面，就像上述所讨论的，这些交流并不包括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或大规模的贸易，也没有证据显示欧亚草原社会之间的交流活动被有效地控制和管理，那么这种交流的意义又是什么？

上面所描述的模式及我们所得出的相关结论，并不能否定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跨地区及全球交流的意义。即使是小规模的人群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地区，他们所带来的思想和技术也可能对当地社会造成卓有成效的影响。各种物品，包括经驯化的动物和植物，很可能对当地社会产生相似的影响。比如，可能是由于从西方传入了更好的动物品种和更高级的饲养技术，使得北方地带的畜牧业经济迅速发展。就像上面所讨论的，经驯养的马很可能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输入此地区，虽然并不一定迅速产生影响，但它对当地社会、北方地带和黄河流域的经济及社会政治变化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很明显，第二章所观察到的经济变化并非外部作用造成，而是当地社会和人群主观选择的结果。比如马，就被选定为输入的目标并融入当地的发展体系。相似被选择并被吸收的元素也包括技术因素，诸如战车以及外来的器物制作风格及外来的象征符号等。

因为交流而融入当地的象征符号及图案是交流普遍存在的证据。看来，不仅这种特定的象征符号如带有高大雄鹿鹿角的图案和所谓的“动物风格”或“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Brentjes 2000；Bunker et al
 .1970；Jacobson 1987；Yablonsky 2000）等四处传播，而且在服饰、青铜装饰等方面也出现了外来因素，这种现象在全球交流中得以进一步发展。换句话说，与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文化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外一个地区（cf.Bokovenko 1996；Jacobson 1987；乌2002a），不如将它纳入交流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将它视为交流的一部分。这个模式不再关注单向或多向交流带来的影响，而是显示出通过对外来的象征符号、原料和图案进行转换，从模仿、改进到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因素这一连续发展过程。

我相信，这个过程与公元前1千纪早期北方地带种群身份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第四章所讨论的，社会成员相对平等的身份地位，通过器物能体现出来，比如武器或青铜牌饰便与跨越草原的远程交流有关。用外来的象征符号来代表当地的身份属性似乎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说法，为何当地的人群会选择外来的象征符号来代表他们当地的身份属性？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牵强。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种群的人使用相同的语言并不罕见。这种共同的语言使得他们可以沟通。通过将这些语言中提取的元素和使用时发生的细微变化（比如颜色方面的变化）进行融合，使得不同种群的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身份标识（如，Eicher and Erekosima 1995；Welters 1995）。

按照这一观点，不同种群拥有相似的象征符号不应该被视为是对种群身份基本概念的否认。相反，忽略起源地及发展过程的考察，使用相同语言的结果一方面加强了不同种群间的团结，一方面也凸显了各个种群自己的种群属性。在北方地带，可以说通过远程交流所建立起的这种象征符号及表现模式，使得当地社会可以建立起他们独特的地方身份。

跨地区和全球（远程）交流的作用非常重要。这种交流使我们对当地传统的不同特征有了进一步认识（Sherratt and Sherratt 1998：335）。然而，与其将这种交流视为决定因素，不如将它们视为形成当地人群身份属性的物质要素。我们要牢记Bentley（2005：4）的观点：





对这些过程（如跨文化交流）的深刻理解需要密切关注大规模进程中人类的行为，以及特定时期及特定地域的环境情况。





就像Cohen（1985：99）指出的，在跨地区交流比较盛行的时代，人们被迫强调他们的地区身份属性，然而，荒谬的是，他们经常选择与交流相关的事物（如人工制品、象征符号、行为举止）来体现这些属性，Cohen在其他地方解释了这种奇怪的现象，他认为，“一个族群从其他地区引入的某种事物，但他们经常赋予这种事物他们自己的理解，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与目的来使用它们。”（Cohen 1985：37）

在民族学记录中可以找到这种例子。比如在西非便存在着利用外来的或者外国风格的昂贵丝织品来代表当地属性的例子（Eicher and Erekosima 1995）。在考古学记录中也可以找到有选择性的利用外来的原料、技术和风格来代表或加强本地身份属性的例子。例如皮特·威尔斯（Peter Wells 1998）详细地描述了罗马的器物和罗马风格是怎样被德国南部的人用来象征并未被罗马征服的世界，并且用以代表自身的地方属性。

西欧的拉泰恩风格艺术（La Tène style）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北方地带及欧亚草原利用外来事物象征当地属性的情况非常相似。在过去，拉泰恩风格艺术通常被视为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移民浪潮的代表性文化，它起源于莱茵河地区，西达法国和葡萄牙，东达乌克兰。这些移民浪潮造成了凯尔特文化的传播（Wells，2001：57-68）。

今天，很多学者均否认拉泰恩风格艺术与凯尔特人之间的联系，就像威尔斯（2001：68）指出的，在如此广袤空间内存在着相似风格的器物明显表明了某种一致特征的建立。然而，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具有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很多拉泰恩风格的器物均是装饰品和武器的事实说明这些特征也用来代表地区属性。

我发现威尔斯所描述的进程与我所归纳的北方地带社会发展进程有较多的相似。北方地带与南方社会（“中国”政权）、北方及西方（欧亚草原）社会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地区属性的建立，同时，还提供了能代表这种属性的外在表现媒介。与德国南部社会受到来自罗马的压力不同，来自南方日益增长的压力促使这些社会采用明确的非周（非“中国”）属性作为当地特征，这些来自于欧亚草原的象征符号非常理想。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看似乎是草原属性。然而，拥有着共同的语言人群也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地区属性。重复一遍沃布斯特（Wobst，1977：323-28）的观点，能够看到并理解戴在人身上或挂在衣服上的装饰品和青铜器含义的人群属于中间位置的人群，他们拥有着共同的语言，并能理解这些语言背后所隐含的信息，然而他们并非一个种群，因此无法领悟更深层次的含义。




 [1]
 要全面了解这些观点，尤其是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请参照Frachetti 2004， chapter 5。


 [2]
 类似的例子还有Evgenii N.Chernykh （1992；Chernykh et al
 .2004）所提到的西部移民浪潮，而非传统上所认为的东部移民浪潮。


 [3]
 Fiskesjö and Chen 2004对安特生的事业与观点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


 [4]
 但火烧沟墓地中发现的权杖头形制比较特殊，在1个青铜芯上附4个羊头，利用模具浇筑而成，表明它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而非西方的影响。


 [5]
 Mei（2003：35）共提到2件有銎斧、2把刀和1件有銎矛头，但此类器物在稍晚的四坝文化墓地中数量相对较多。


 [6]
 在南山根M101中也发现了相似的青铜容器和武器。


 [7]
 Frachetti （2004：237）认为塞伊玛-图尔比诺校准年代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北方青铜组合相比，年代稍早。但是，要最终确定准确的年代需要整个地区的多个校准数据。


 [8]
 中国的出版物将之称为“短剑”。


 [9]
 这种文身图案在著名的Pazyryk遗址一号坟丘中发现，这个遗址断代为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比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时期稍晚（Mallory et al
 .2002；Zaitseva et al
 .2004：283）。


 [10]
 南山根M102的骨牌饰上装饰有战车及带有一把弓和箭的人（中国1981：307， 图6），在同一墓地中还出土了描绘有两个骑马猎人的青铜环。


 [11]
 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说的“世界”不是指全球，而是包含了几个不同政体。


 [12]
 一些学者对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地区（Ratangar 2001）以及中美洲（Feinman and Nicholas 1992；Whitecotton 1992）史前社会劳动力进行了分工。但仍不清楚，这些地区的外围是否已经得到开发。实际上，和Wallerstein的模式相反，有人认为先进的工业技术被推到外围地区，从而使得有着密集人口的中心地区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和土地来从事农业生产。


 [13]
 有关商和西周时期考古学、历史学和政权的社会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内容请参照Bagley 1999；Chang 1980 and 1986；Hsu and Linduff 1988；Keightley 1999；Rawson 1999。


第六章 结论：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及其以后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察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张籍《陇头行》，一个八世纪时的诗人，描述了被俘虏到北方游牧地区的中原小孩的命运。Honey1992：4）





在完成了资料的整理和阐释之后，现在我们进入归纳总结阶段。我们最初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早期，北方地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地理政治版图也扩大了。经研究证明，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以不同的速率和不同的强度推进的。按照通常的想法，经济方面的变化在所有变化中位置最为突出，然而，事实上，经济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正如第三章所观察到的，向畜牧经济的转变并非突发性的，多样化的经济方式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的北方地带仍是普遍采用的经济战略。虽然专业化的畜牧业在这一时期似乎已经形成，然而与之并行的密集的农业经济还在继续。这种情况在北方地带的东部比较明显，但很可能也同时存在于北方地带的西部地区。

与北方地带社会经济变化较为缓和相反，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北方地带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穿戴等物质化的表象来构建和显示这些不同的社会属性。性别及与地位相关的属性，主要通过丧葬仪式来体现。更普遍的种群属性则在北方地带与外部社会之间的跨地区及远程交流的背景下得以构建。

由于我们并没有与北方地带这一时期有关的直接文献资料，因此很难依靠文献资源来检验考古学模式的正确与否。唯一现存的与北方地带原住民相关的资料均来源于公元前1千纪的中国文献。这些文献，就像这本书的引言中所说的，既简略且对北方地带的人群和社会带有明显的偏见。它们的作者很少有北方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偏远的外围人群多被用来烘托中心地区的文化”（Schaberg 2001：132）而出现的。通过这些零散的带有偏见的描述来重建北方社会的身份标识是不可靠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将考古学中得出的结论与有限的与北方地带人群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对比是很有必要的。即使这些文献不能直接验证或否定我的结论，它们仍然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这些文献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跨地区地理政治角度方面的理解程度。由于本书的篇幅和本人的能力所限，我在这里并不能对中国的文献进行全面的讨论和分析，而只能依靠汉代及汉代以前文献中对北方地带人群的描写来寻找一些相关的线索，包括跨越了中国北方边境而发生的所谓的“华夷兼蓄”（通常被称之为“中国人-野蛮人”之间的交流）式的交流。

最近，一些研究提出，在中国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华夏族”与它的北方邻居之间交往以及有关北方人群等方面的线索。Yuri Pines（2005）在关于帝国时代之前“华夏人-野蛮人”起源差别问题的研究中提出，华夏族（更准确地说是夏）与它的邻居之间早期的差别更多反映在文化上而非物质层面
 
[1]

 或者反映在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公元前636年，从一个周王室的大臣富辰劝谏周王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实：





“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狄皆则之，四奸具矣”
 
[2]

 。





富辰，或者说是《左传》的编纂者借富辰之口，将北方的人群明确称为“狄”。在文化层面，他们的行为举止不符合礼仪规范和道德标准，他们缺乏正确的礼仪，因此，他们常被比作鸟兽。Pines（2005：64-66）提出，由于战国文献中常用兽来比喻没有地位的人群，尤其是周代的平民阶层，因此这种比喻并不能代表着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华夏人”和“外国人”（概指北方或南方的“野蛮人”）之间的差别多被认为不是先天产生的，更多来自于文化的不同，对他们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其差别也是可以跨越的。然而事实上，《左传》和之后的文献都有很多例子，显示出这些所谓的“野蛮人”与周人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和更标准的礼仪举止。

皮涅斯（Pines 2005）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模式，与其他重要因素相比，他更强调文化因素在构建自我形象时的作用，这可以与我对同一进程的认识联系起来（也可以参照Poo 2005：146-47）。即使在公元前1千纪后期，当周人和非周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不同，中原的文献依然会强调身份标识的外在表现，如仪式、服装、语言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公元前299年 ）在朝廷上的一番辩论，他在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兵来对抗来自北方的敌人。这个故事成为中原人遭遇草原地带人的一个典型范例，几乎在所有关于早期阶段中原-戎狄关系的研究中均会涉及（如，Di Cosmo 2002：134-38；Linduff 1997：37；Pines 2005：78-79；Poo 2005：99）
 
[3]

 。尤其与我目前研究相关的是赵武灵王在朝廷上的一番辩论，这场辩论不再集中于这次改革的军事或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主要集中于形式方面的内容。赵武灵王的兄弟说“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史记·赵世家第十三》）”，他特别指出在赵武灵王的改革中，服饰是身份标识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再次表明了在受到北方人群军事威胁的时期，这种外在形式变得更为重要，当他们的经济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时，形式方面的差别在跨文化交流中尤其重要
 
[4]

 。

中原人与非中原人之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文化上的这个概念在《吕氏春秋》中有着直接的体现，这本书成书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正好在秦帝国统一之前。在这本书第19章节中写道：





“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吕氏春秋》卷十九）





在这里，衣服、帽子（头饰）和皮带在界定这些非中原人的身份属性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皮涅斯（2005：79-81），仅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帝国时代，受排他性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政治家仍主张将非中原的人描述成与中原人完全不同的形象（请参照Di Cosmo 2002：255-312）。但即使在这个阶段，描述的重点仍集中于习惯的不同，尤其是“非中原人”的独特服饰、装饰品和头饰。这种现象在很多文献中都有突出体现，比如在汉初的《礼记·王制》篇中就有着相关的描述：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5]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礼记》并未明确提出这些人属于畜牧人群，只提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吃谷物。然而，就像本书第三章提到的，这一时期食谷物不再具有经济意义，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原属性的文化，用以区别“非中原人”。东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年-92年）提到了另一个例子：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各其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





虽然班固明确指出畜牧-狩猎是北方地带人群所特有的经济方式，但他仍然将这些“非中原人”的服饰、装饰品和特有的习惯视为构成北方地带人群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这些中原文献怎样精确的去定义北方地带的人，他们事实上反映的是周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这些邻居的身份标识。就像狄宇宙（Di Cosmo 2002：102）指出的，这些文献中所谓的“非中原人”的行为举止可能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某种政治动机，然而，事实上，周和非周政权之间的差别是很难明确界定的。就像第二章提到的，在西周时期，非周人如戎和狄，有时会在周朝统治的地域内长大（Pines 2005：84）。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人和周人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但差别肯定存在，并通过一些身份标识的外在特征直接地体现出来。

文献中经常引用的诸如礼仪行为、服饰、文身及发饰等内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很明显周朝和北方地带，均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来体现和确认身份标识。当描述北方地带的人群时，周朝的史学家很可能根本不了解其外在特征的细微差别，但他们很可能能够感知到这些行为的重要意义。这不仅反映在中原政权遭遇他们北部和西部邻居之时，也体现在与南方邻居接触的过程中。史学家也通常用与描述北方地区的戎狄一样的词汇来描写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吴越人（Pines 2005：71-72）。

就像第四章所指出的，公元前1千纪是周朝稳步扩张的时期，这导致周人与非周人之间的密切交流。公元前1千纪日益增长的跨地区交流，有时缩小了北方地带与周朝之间诸如技术等方面的实际差距。然而，这些交流也有助于澄清两个地区外在形式体系上的差别。在中原，可能也包括北方地带，均存在着借用外来的表现形式来体现自己的体系，并使之合理化的现象。在北方地带，继续使用并发展地方属性，同时借用西部草原地区受到来自南方政治压力时期的地方属性，均可以视为加强自己身份标识的行为。这并不奇怪，在交流加强及“政治和经济变迁”的时期，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普遍存在着种群属性的加强和发展（Sherratt and Sherratt 1998：335）。

有趣的是，到这里我再回顾第五章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公元前1千纪时期北方地带与黄河流域上层社会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但由于这种交流仅限于上层社会之间，因此，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北方地带采用了属于黄河流域风格的随葬品，这种现象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则未见，从文献上也能明显发现这种文化交流在日益减弱。事实上，众所周知，汉代以前历史文献中与畜牧有关的记载非常缺乏。中原人很明显没有意识到“蛮夷戎狄”生活方式差别的物化表现，虽然他们意识到这些“野蛮人”与其他人群存在表面上的差别。这说明这两种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有限。我们可以将这种故意造成的交流障碍视为造成外在表现形式差别的部分原因。

我所描述的周人与北方地带人群之间的交往过程并不特殊，周人与周人中心居住区以南的人群之间的交流也采用了相似的途径。至于周朝本身，我们可以确认在周朝各政权内部交流加强的时期，其地方身份标识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开始形成。这些过程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或稍后的这段时期最为明显。如秦和楚这两个地区的地区属性，在这一时期之前从考古学上根本识别不出来，而这一时期则突然泾渭分明。即从这一时期开始，秦和楚均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埋葬习俗、宗教礼仪和装饰品（Shelach and Pines 2005；Wu 1999；Xu 1999）。这些不同的地区属性的见著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cf.Shelach and Pines 2005：220；Pines 2005：23-35）。

从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来考察这个进程，使我们又回到了本书的出发点，即考察东亚地区不同分区的产生及其对这个地区历史的影响。我从巴特（1969）和他的追随者们从社会层面及外在形式的不同来构建不同的种群身份标识中获得些许灵感。Barth的概念带有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但他的一些见解似乎与公元前2千纪后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期的北方地带社会相关。他提供的一个最重要观点是在构建分区边界时，确立二分法为基本原则（Verdery 1994：35）。因此，二分法不应视作这个过程的产物，而应该属于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人群之间的分界线早在两种文化形成之前便已存在”（Verdery1994：40-41；see also Barth 1969：15-16）。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关注社会之间大的相似性或差别，而应该关注在这些交流的背景下，每个社会用以选择强调的那些特征及其外在表现形式。

这些观点很明显与考古学发现相吻合，其解释与上述文献也相符。强调古典文献中北方地带人群“非华夏特质”的特殊属性，或者选择这些地区墓葬中所见的非周人群属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好与上述讨论相符合。虽然我强调Barth和他后来的人类学家所强调的那些要素可能不能代表所有与种群起源相关的观点，我仍然从他们的观点中获得灵感，因为他们引导着我们开始关注最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尝试着提出一个整体分析的方法，尤其是当我们整理零碎的考古学资料时，常常为了追求大而全，而未能详细清楚地解答这些现象，因此留给读者的都是模糊的印象（比如说Jones 1997：100）。

我在重新思考东亚地区社会发展进程时，运用到这些二分法的观点。因此在研究与北方地带畜牧经济相关的问题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何经济及社会体系并未发生突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完全抛弃原有的经济体制，而是在原有体制内部继续发展，并努力使这个体系更有生命力。很可能通过与西部的交流，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更好的养殖和放牧技术，使得这一地区能更有效地利用当地的生态资源。这种情况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期很少出现。这种新型的生计方式并未取代已有的农业活动，而是作为农业经济的辅助形式出现。这种畜牧经济在这一地区比较引人注目，首先是因为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可能由于经济原因，不在于其本身的经济重要性，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开始可能通过“动物风格”的装饰来体现，后来可能在某些场合比如说马在仪式中的重要性来体现，这正好与非周人群身份标识的建立相契合。

这种重建工作强调地方身份标识，它提倡我们关注一些基础问题：我们从北方地带考古学资料所得出的身份标识是否确实具有物化的属性，并且这种身份标识在本地更早时期已经出现还是外来因素经过改造后形成的？这些属性是否能够影响到社会政治方面，比如说经济或者与其他社会交往的类型，还是它们仅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在本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其他很多领域的研究中都至关重要。类似的问题比如重现或者重建东欧社会的种群身份标识也很重要，然而这种研究以前均受到苏联的直接或间接控制（Brubaker and Cooper 2000：25-28）。

我们都不能回避第一个问题，即起源与重现的问题，仅仅弄清二者之间差别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不够的。种群的自我认同到底是在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2千纪早期还是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至公元前1千纪早期出现，并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些身份标识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这些身份标识是具体的，有着自己的外在表现形式，并在之后的时期里成为社会之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对我重建地方或区域进程很重要。它可以归结为：从考古学上观察到的身份标识全面形成是否是个偶然的现象？是已趋成熟还是仍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我认为是后者。我认为我们有着扎实的人类学知识和理论基础，但就像很多现代理论家所宣称的一样（Cohen 2000：5），我们所提出的身份标识的原始特征并非固定的，是可以讨论的。一旦这种身份标识被采用，便影响着人们对它的理解，即使其行为方式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可能是不合理的（Brubaker and Cooper 2000：6；Emberling 1997：310；Cohen 2000）。这种身份标识（或者思想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变量，间接影响着经济的决策和人们的政治行为。换句话说，它并非仅仅是社会政治或经济现实的一个附带现象，而是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

一旦北方地带社会的人们采用了与草原相关的身份属性，它最终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方式，并且建立起与“华夏”邻居之间的关系。就像第三章所讨论的，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畜牧业是北方地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虽然并非是最重要的部分。却可以说畜牧业在公元前1千纪后半期成为这些社会最主要的生计方式，至少是因为这种生计方式更符合这些地区人群的身份属性。利用相似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北方地带社会与它的中原邻居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就像第五章所描述的，北方地带上层人士开始使用具有军人身份标识的东西，然而实际上他们却并非军人。公元前1千纪后半期（Barfield 1981；Di Cosmo 2002：161-205）武装战争能力的发展即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虽然它同时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息息相关。

这里所提出的模式表明，通过社会边境的重建和身份标识的形成，东亚地区二分法的基本原理形成。这个过程要达到的目标一开始便已经树立。不同人群之间的分界形成于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虽然在随后的3000年里其地理区域范围可能会发生变化。就像Barth（1969）所预言的，按照文化内涵的不同来限定不同的边界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边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其变化的速率高于它们之间外在形式之间的差别。这些变化在形成经济差别（农业或者是畜牧业）、文化差别和政治界限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即使是诸如“草原与播种”这种地域观念，实际上也是在这些思想意识与象征意义影响下形成的。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地理边界非常固定，但更为明确的地域差别概念形成于二分法形成过程中。长城，我们通常会用对立的术语来描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南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个过程达到高潮的最显著标志。




 [1]
 虽然第三章和第五章提到过文献记载关于马匹交换的问题，但北方地带人群的游牧适应性却从未被直接提出过。


 [2]
 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Pines 2004：65翻译。


 [3]
 这个故事在《战国策·赵策二》中出现，并在《史记》中再次提到。


 [4]
 Honey （1992）举出了很多有关服饰重要性的例子，如穿毡和皮毛，在帝国时代的文献中属于非中原人的一个典型特征。


 [5]
 《礼记》英文版第12章，26-27页，Poo 2005：65翻译。


附表

表1 小白阳墓地墓葬登记表（张家口1987）







表2 夏家店墓地墓葬登记表（中国1961）





表3 南山根墓地墓葬统计表（中国1975b）



表4 周家地和南山根墓地墓葬统计表（中国1984；锦州1960）



表5 赤峰地区南山根M101和M102和小黑石沟墓葬统计表（辽宁1973；项和李1995；中国1981）



表6 毛庆沟墓地墓葬统计表（田和郭1986:306—313）





表7 窑子墓地墓葬统计表（内蒙古1989）





表8 大华中庄墓地墓葬统计表（青海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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